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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碰撞——从沂南汉墓画像中“羽人”与“大傩”的讨论谈起
张敏
(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内容提要:《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出版后,孙作云先生与曾昭燏先生就沂南汉画像中的“羽人”、“大傩”等内容和汉画像基本思想进行了讨论。讨论不仅反映了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碰撞,而且揭示了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需采用不同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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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79.4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张敏(1951-),男,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时代考古、吴越文化、考古学理论等。
一 讨论的缘起
1956年,《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出版[1]。
曾昭燏先生任《报告》的总编辑,报告共分“序言”、第一章“地理环境及发掘经过”、第二章“墓的结构”、第三章“画像石的内容”、第四章“画像石内容的考证”、第五章“沂南画像石墓在艺术上的价值”、第六章“沂南画像石墓年代的商榷”和“结束语”。其中第三章由蒋宝庚先生执笔,第四章由曾昭燏、蒋宝庚先生合作撰写,第五章、第六章和“结束语”皆为曾昭燏先生的力作。
沂南汉墓中的画像计73幅,内容丰富,雕刻精良,是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品,也是乐观主义的、对世界充满美的理想愿望的优秀作品。《报告》是我国第一部通过考古发掘资料研究汉画像石的专著,在《报告》出版前,王仲殊[2]、安志敏[3]先生即对画像石的年代、内容等提出了不同看法;发掘报告出版后,李文信[4]、孙作云[5]先生也对沂南画像的年代、题材内容和画像思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王仲殊、安志敏和李文信先生从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角度提出了疑义;而孙作云先生根据我国的神话传说和汉代的升仙思想,从民俗学和神话学的角度对沂南画像题材内容进行的讨论,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1957年,孙作云先生在《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兼论汉人的主要迷信思想》一文中肯定了《报告》“在画像石研究上的确是空前的大著,不但可以弥补过去同类图书的缺点,而且可以以此为基点深入地研究其他的画像石”。同时,孙先生也明确指出:“其中最主要的缺点,在于编者未能把握汉画像中的主导思想,亦即其主要内容;因此使这样一批好材料得不到应有的解释与发挥。编者既未掌握画像内容的重要关键,因此对于这些图像有时只是孤立地、或以意为之地加以解释;既不能明其真义,也不能观其会通。”
1959年,曾昭燏先生发表了《关于沂南画像石墓中画像的题材和意义——答孙作云先生》:“孙先生文章的基本论点,是认为汉代画像的主要内容或思想是升仙思想及与此相关的打鬼辟邪思想,升仙是目的,辟邪是手段。我不同意这种说法。”[6]
这是以汉画像石题材为载体的关于我国古代精神文化的一场学术讨论。曾昭燏先生与孙作云先生就汉画像题材思想进行学术讨论的缘起显然是《报告》的出版,而产生歧义的真正原因则是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导致研究结论的差异。
因此,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画像石题材思想的学术讨论,实际上是考古学与神话学的一次碰撞。
二 关于“羽人”与“大傩”的讨论
1.关于“羽人”的讨论
《报告》对“羽人”有如下描述:“此幅为墓门东侧的支柱。上刻有伏羲女娲像,两人均人首蛇身……下部刻着东王公和两个捣药的羽人。东王公首戴胜杖,肩有两翼……两个羽人分别跪在两旁的几上,手操杵臼捣药”,“此幅为墓门西侧的支柱。上刻一怪兽,面如虎,顶有长毛,双耳立起,张口,露舌与齿,有翼,身作圆形,着鳞纹有领的上衣,作跪坐姿势,右足踏于其下的兽背上,两足间露尾。其足下一兽,亦状虎有翼,垂长须,右向。下刻西王母戴胜杖,肩有两翼……兔首羽人跪在两旁的瓶几上,正操杵臼捣药”[7](图一:1、2)。
《报告》对“羽人”的考释如下:“东王公、西王母之旁,均有两羽人捣药,墓门西侧当中支柱、前室西壁北段、前室八角形擎天柱等均刻有羽人。关于羽人,徐中舒在其《古代狩猎图像考》一文中有一段考证。至于羽人捣药,大致由西王母有不死之药的传说而来;而兔首羽人,则与月中有玉兔捣药的传说相联系。”[8]
孙作云先生认为:“从以下两点可以看出:编者似乎并未能彻底地了解什么叫‘羽人’。他说:‘徐中舒在其《古代狩猎图像考》一文中有一段考证。’可见他对‘羽人’的看法,是同徐中舒先生一致的。可是徐先生的解释又如何呢?他说:‘传翼形于人或兽之图像……此绝非中国民族固有之思想……古代中国民族似尚不能想象以无翼之人或兽,而可以有翼,可以飞,可以无行地。’为什么中国民族不能有这种想象呢?徐先生没有交代明白。中国人既然‘不能想象’,那么自然只好向外国人找根源。果然,他说:‘此羽人飞兽之形,在埃及、米诺、巴比伦、希腊、罗马之遗物中,素极普遍。其传至中亚阿姆河流域,当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其由此以入中国,亦正与杕氏壶年代相当。’这种对西方过度的崇拜,对自己无谓地贬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因为编者不明了什么叫‘羽人’,也不知道在艺术中表现这些东西,其目的在于求长生,‘羽化而登仙’,所以也就不可能知道在跳舞中也有这种思想。”[9]
曾昭燏先生在答复关于“羽人”的问题时认为[10]:“羽人”这种图像的来源,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今日揣测,有四种可能:1、如孙先生所说的“这种离奇图像之所以构成,最初是基于古代某一民族的图腾信仰”[11];2、如徐中舒先生所说的“就东方民族固有之传说而作之图像”[12];3、南方巫教关于山神形象的一些传说;4、如徐中舒先生所说的,从外国传入,这种可能性也相当大。
“在古代,羽人和神仙是两回事”,在大量援引了《墨子》、《山海经》、《吕氏春秋》、《庄子》、《史记》、《楚辞》、《论衡》等文献记载后,曾昭燏先生认为,“因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西汉中叶以后,画的仙人形象,多半有翼,但有翼的人,却不一定都是仙人。既然有翼的人不一定都是仙人,那有翼的兽也不一定都是仙兽……在汉代器物上,的确有不少神仙故事的图画,但这不等于做这些器物的人都想求长生,做神仙。孙先生把这两件事拉在一起,似乎不妥”。
2.关于“大傩”的讨论
《报告》对前室北壁图像有如下描述:“此幅为前室北壁正中的一段……刻着朱雀与玄武……朱雀之下为一神怪,虎首,头上顶着插三根箭的弩弓,张口露齿,胸垂两乳,四肢长着长毛,左手持着短戟,右手举着带缨的短刀,右足握一短剑,左足握一刀,胯下还立着一个盾牌。下为玄武……”“神怪”形像如图二:1所示。
《报告》对前室北壁图像的考证为:前室北壁中段“有一神怪,头上顶着弩弓和箭,四肢均持兵器,和武氏祠后石室第三石所见我们之前认为是装豹戏的很相似”,前室北壁横额刻有“龙首的神怪。按《山海经·东山经》云:‘其神状皆人首龙身。’又《中山经》云:‘神计蒙处之,其装人身而龙首。’两种神的形状,可能和图上的这种神怪相似。”
《报告》对前室北壁横额图像有如下描述:“此幅为前室北壁上的横额。整幅刻着奇禽、怪兽、灵异之物。从左端起,首先是一条龙,头有长角,前左爪持着一个盾牌,前右爪荷着棨戟,后两足作行走状。龙后有兽如马,豹纹,有翼,偶蹄,回首作腾骧之状。马下有一禽,长冠,低头展翅。马后有一神怪,虎首豹纹,首上长出五个人首,四肢生着长毛,胸垂两乳,左手握着带缨的刀子,右手握着带缨的短戟。神怪下有一异兽,虎首鱼身而六足。神怪后又有一神怪……”《报告》对前室北壁横额图像的考证为:前室画像的“主题思想是写出墓主身后的哀荣……衬托这组主题思想的为室中神话人物、奇禽异兽各图,也同墓门一样,含有百灵呵护的意思”。
《报告》对中室东壁横额画像的描述为:“此幅为中室东壁上的横额。整幅刻着乐舞百戏故事……第三组是鱼龙曼衍之戏……鱼上稍右为豹戏。一人装成豹子,豹面大耳,身上有豹纹和毛,爪足,但头上还戴着人的高冠,冠缨下系到颈上,颔下还飘着长须。此人左手按膝,拿着一条曲折的带子,右手持着有花纹的便面,曲身作跳跃的姿势。”画像中的“豹戏”如图二:2所示。
《报告》对中室东壁横额画像的考证为:“鱼龙曼衍之戏,见于汉晋史籍的,不在少数。《汉书·西域传赞》:‘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曼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豹戏见于张衡《西京赋》,赋辞曰:‘总会仙唱,戏豹舞罴。’”
孙作云先生认为:“在沂南汉墓的前室画像中,除表示死者的哀荣之外,主要地在表现打鬼辟邪,即‘大傩’。在前室最惹人注目之处,也就是北壁的正中雕刻着一个‘怪物’,戴假面具,蒙兽皮,头戴弓箭,四肢皆执兵器,胯下还填一盾形,我以为这就是打鬼的大头目‘方相氏’,汉人又以蚩尤为‘方相氏’”,在“方相氏”上面,“即北壁上横梁,便是十二神兽逐凶恶图。这十二个神兽虽蒙兽皮,戴假面具,但却能直立,作人的姿态——而且作人的追捕捉拿之状,因此知道它们必即大傩时为‘方相氏’所率领的十二神兽”,“在本图中又有一怪人戴面具、持‘便面’、蒙兽皮、持绳索、作纵跃追捕之状,前有一小孩向之腾跃……或与打鬼思想有关,如‘方相氏’、‘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吃蛇之彊良、侈吻之兽头等等,而无一人间娱乐性的游戏。由此可知此舞队中的怪人必即打鬼之方相氏,而决不是编者所说的‘豹戏’,以为若是‘豹戏’,它就绝不会和这些神仙及打鬼画像放置在一起的”。
在考证了虎首、无身、衔蛇的神兽为大傩十二神兽中的“彊良”和蛇、蝎子、四头无身的怪物、三头一身的鸟、一头一臂的怪人等皆为十二神兽所吃的诸凶恶和“豹戏”亦为大傩后,孙先生指出:“凡此种种皆由于未能把握汉代人的基本迷信思想,即升天与辟邪的思想所致。”
曾昭燏先生在答复关于“大傩”的问题时说:“我们以前的确关注的太少,孙先生给指出来,是我们应当感谢的……孙先生说沂南墓前室北壁正中那个头顶弓箭、四肢皆执兵器的怪物即蚩尤,亦即方相氏,这说法是有根据的,我们应当依从。孙先生说前室北壁横额上那一幅为大傩图,图中十一个虎首人身直立的怪物和一个虎头衔蛇的怪物为方相氏所率领的十二神兽。孙先生这种说法,也有相当道理,比我们原来漫称为神怪要好些。”
关于“大傩”,曾昭燏先生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孙先生说乐舞百戏图中的豹戏也是方相氏的跳舞,这点我不同意……关于兽头的问题……孙先生说西方狮子进入中国艺术相当晚,在汉代决不普遍,这意见是对的,我们应当接受。不过孙先生说兽头与大傩的神兽有关,我们认为不尽如此”,“孙先生不赞成我‘动物人性化’的说法,认为立龙、立虎是辟除不祥的……在含有动物的画中,许多动物互相追逐着,嬉戏着,抵接着,勾连着,也有少数搏斗着,这是事实。根据这种客观事实来推想当时艺术家的思想感情,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之处”。
3.关于汉画像思想的讨论
曾昭燏先生认为汉画像石的题材思想主要来源于楚国的神话传说:“至于将神话故事画于墙壁上的,则至迟起于战国之时……可见这类神话传说,在汉代流行于各地,也普遍地在各类艺术品上表现出来……《淮南子》、《山海经》等书,同《楚辞》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书上的神话传说,其来源有迹可寻的有二,一是由于楚人的好巫尚鬼而产生的,一是由于燕齐神仙方士之说而产生的,前者比后者似占成分更多。”
孙作云先生将汉代画像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什么是汉代画像的主要内容或思想呢?我以为这就是汉人的升仙思想及与此相关的打鬼辟邪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是主导思想,所以它取得了多方面的表现:它表现于诗歌中——即种种游仙文学中;它表现于艺术中——即绘画、雕刻以及绘画与雕刻的综合艺术‘画像石’等艺术中所见的神仙、神物画像;它又表现于跳舞中——即跳舞中所表现的神仙行事及建筑装饰中——如栋上的朱雀及壁画中的神仙画像……谈汉代艺术或谈汉代人的思想、信仰,必须着重地指出这一点……升仙思想是这种迷信思想积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便是打鬼辟邪。可以说:升仙是目的,辟邪是手段。若谈汉代人的升仙思想,必须连带地涉及打鬼辟邪。”
曾昭燏先生则认为:“巫教、神话、阴阳家、神仙家四家,是各有来源的,到汉代有些相混,但是并不完全杂糅在一起……神仙家之说,是战国时代才起的……在汉代,神仙思想并不像巫教那样广及民间,它最盛行在武帝之世”,“总之,我们的看法是:汉朝一代,在上层社会里主导思想主要是阴阳五行家的学说;神仙家的学说,在武帝朝盛行一时,但真正信奉它的只有武帝及其他少数人,后来便衰落,到东汉末复兴,也只限于少数士大夫和方士的圈子里;民间广泛信奉的仍是自古相传的巫教”。
最后,曾昭燏先生坦承:“沂南报告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全书着重在画像内容的描写、文物制度与历史和神话的考证及艺术价值的讨论上,对于社会经济制度、阶级关系、文化发展等重要问题,只偶尔涉及,未作重点研究……在研究方面,阙失很多;考证有的地方过于繁琐,有的地方过于疏陋;推论有主观片面的地方。”
自曾昭燏先生发表《关于沂南画像石墓中画像的题材和意义——答孙作云先生》之后,再未见孙作云先生有与之讨论的文章发表。在1958年《史学月刊》开辟的“反右斗争专栏”中,非“右派”而遭点名批判者唯孙作云先生一人。是由于曾昭燏先生的坦诚还是因为政治风云的变幻而导致这场讨论的嘎然而止,现已无从稽考。
三 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碰撞
曾昭燏先生在中央大学师从胡小石先生研习文史,后留学英国学习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先后任职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南京博物院,毕生致力于考古学研究和博物馆建设,其间还主持过民族民俗调查。南京博物院对曾昭燏先生的评价是“中国著名博物馆学家、考古学家”。
孙作云先生在清华大学师从闻一多先生研习《楚辞》,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其间曾任职于沈阳博物院、北京历史博物馆,毕生致力于《楚辞》、《诗经》和我国古代图腾与神话传说的研究。河南大学对孙作云先生的评价是“著名历史学家、《诗经》学家、《楚辞》学家、神话学家、民俗学家,我国美术考古的奠基人”。
曾昭燏先生是我国考古学大家,而孙作云先生是我国神话学大家。由于两位先生学术领域的不同,因此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在第四章第一节“论全部画像石的内容”中,曾昭燏、蒋宝庚先生根据沂南古画像石墓的布局,将沂南古画像石墓中的画像分为四组:第一组的“主题思想是写出墓主生前最重要、最值得‘敬仰纪念’的事迹——曾率领军队打败异族的人,于是用攻战图来表现。而衬托这主题思想的,则是墓门两侧和中间支柱上的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以及羽人异兽等图,用以表现人类的起源,神仙的灵异,可能含有辟除不祥、保护墓中人的意思在内”;第二组的“主题思想是写出墓主身后的哀荣”;第三组的“主题思想是写出墓主生前的身份和他的富厚逸乐的生活”;第四组的“主题思想是写出墓主人夫妇生前闺房内的生活”。“四组画虽各有主题思想,但各个主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它们成为墓主人的一部‘哀荣录’。”
曾昭燏先生将画像石划分为不同单元,强调不同单元之间既相互独立、又有机联系的分类研究的方法,显然来源于近代考古学。
曾昭燏先生选取了画像石中的“出行图”、“乐舞百戏图”、“历史故事画”和“神话人物奇禽异兽”四个专题而引经据典进行详尽考证的方法,显然来源于传统考据学。我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是始于北宋的金石学,而金石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考据,经清代、民国时期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考据学已接近近代考古学,因此,考据学也可称之为“传统考古学”[13]。
曾昭燏先生的研究基础主要有二:一是以考据为主要方法的传统考古学,一是以田野发掘为基础、以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为主要方法的近代考古学。根据《报告》的研究方法分析,曾昭燏先生对沂南汉画像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传统考古学。
传统考古学是利用古代文献与出土文物进行补证和互证。《报告》在考证“仓颉造字”、“孔子见老子”、“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鸿门宴”等历史故事时,广证博引而游刃有余;而在考证“羽人”、“神怪”等神话传说时显得语言苍白而相形见绌。
孙作云先生认为汉画像石的主要内容或思想是汉人的升仙思想及与此相关的打鬼辟邪思想:“升仙思想起源甚早……这种极原始、极朴素的思想,到了汉代,在地主阶级取得稳定的政权以后,就变成了地主阶级剥削思想的一面……这种思想经统治阶级的提倡以后,又变成了通乎上下的、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谈汉代艺术或谈汉代人的思想,必须着重地指出这一点,否则便失掉了重心。”孙作云先生的研究基础显然来源于神话学。
我国神话学的研究始于“五四运动”之后。神话学(Mythology)是关于神话研究的一门科学。神话学是通过对典籍记载和民间传承的大量神话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民族语言的翻译,对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进行理论概括的一门科学。
从孙作云先生早年通过《楚辞》、《天问》、《诗经》等对中国古代图腾、神话、民俗的研究,到晚年通过沂南、长沙马王堆、洛阳卜千秋、密县打虎亭等汉墓画像、壁画、帛画、漆棺画的研究分析,神话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沂南汉墓是我国第一次经考古发掘的大型汉墓[14],《报告》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汉画像石的大型专著,当时对汉画像的研究方法尚处于探索阶段。《报告》应用传统考古学的考证方法对汉画像石的题材思想进行考据,尽管《报告》中广证博引,但在文献无证的情况下,只能笼统地表述为神怪:“整幅刻着奇禽、怪兽、灵异之物……马后有一神怪……神怪下有一异兽……神怪后又有一神怪……”显而易见,在对各种“神怪”、“异兽”的描述与考证中,充满了编写者的焦虑和无奈。
在《报告》中,尽管对历史故事的考证时洋洋洒洒地广征博引;而涉及神话传说和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时,却词汇贫乏而捉襟见肘。
相反,利用神话传说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的研究成果对汉画像内容进行的考证和解释却往往鞭辟入里,因此,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碰撞凸显了考古学的局限性。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汉画像石逐渐进入近代考古学的研究范畴,画像石的分布分期、雕刻技法、艺术风格得到了广泛的研究[15];20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类型学的方法也逐渐应用于画像石的研究[16],但近代考古学对于解释汉画像题材思想仍存在着一定的缺憾,同样显现出近代考古学的局限性。
宗教大致可分为原始宗教和宗教两个发展阶段,本土宗教——道教和外来宗教——佛教在我国的出现大致始于东汉末,而在此之前皆属原始宗教阶段。
我国的原始宗教大致可分为“萨满”和“傩”两大体系。新石器时代,“萨满文化”广泛流行于我国北部的欧亚草原地区,由“萨满”进行传承;“傩文化”广泛流行于长江流域,由“巫觋”进行传承;历夏、商和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分别以晋国、齐国与楚国、越国为代表的南北系统国家群和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南北两大文化体系;由于“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导致秦国成为北方系统国家群之首,而南方系统国家群中经战争的整合导致楚国成为南方系统唯一的大国;经过短暂的秦王朝之后,进入了两汉时期。秦汉帝国不仅代表了南北两大政治集团,也代表了南北两大文化系统。
汉文化继承了楚文化的传统,其文化渊源可追溯到我国的神仙系统和流行于南方的“傩文化”[17]。由于道教出现于东汉末,因此,汉代是我国原始宗教集大成的重要时期,而我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即来源于原始的“鬼神崇拜”。东晋葛洪《神仙传·序》云:“昔秦大夫阮仓所记有数百日,刘向所撰又七十一人。盖神仙幽隐,与世无流……故宁子入火而凌烟,马皇见迎以获龙,方回咀嚼以云母,赤将茹葩以随风……”反映了道家思想与神仙家思想的一脉相承。
“神”,天神。其来源为新石器时代至夏、商、西周时期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天地社稷、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百物、英雄祖先等庞大的神谱。如《吕氏春秋》记载的“太暤、句芒、炎帝、祝融、少暤、蓐收、颛顼、玄冥”等四季诸神。
“仙”,仙人。人通过修炼可长生不老,升天成仙。《史记·封禅书》:“安期生,仙者。”东汉王充《论衡·道虚》:“淮南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而刘向《列仙传》中所列“赤松子、宁封子、老子、吕尚、范蠡、王子乔、安期先生”诸仙,均由人而仙。
与神对应的是“鬼”。《礼记·祭义》:“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之鬼。”《诗经·小雅·何人斯》:“为鬼为蜮。”鬼与神又往往并称,如“惊天地、泣鬼神”。《易经·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礼记·仲尼燕居》:“鬼神失其飨,丧纪失其哀。”《史记·五帝本纪》:“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春秋战国时期见诸文献的诸鬼有“大厉、魑魅、罔两(魍魉)、山魈、翁怪、庆忌、山缲、傒囊、尺廓、食邪”等。《左传·文公十八年》:“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注:“魑魅,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者。”《左传·宣公三年》:“魑魅罔两,莫能逢之。”《左传·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管子·水地》:“涸泽数百岁,谷之不徙、水之不绝者生庆忌。”《神异经·东南荒经》:“东南方有人焉……此人以鬼为饭,以露为浆,名曰尺廓,一名食邪。”
“大傩”,古代驱除疫鬼的仪式。《吕氏春秋·季冬纪》:“天子居玄堂右……命有司大傩旁磔。”注:“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驱除是也。”“大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戴面具和戴兽角、兽尾装扮成各种猛兽和凶神恶煞,以踊以舞而驱鬼。《周礼·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驱疫。”除方相氏外,大傩十二神兽的形象均于文献无征,因此用传统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只能用“龙首的神怪、虎首豹纹的神怪、虎首鱼身的异兽”笼统地称谓之和解释之。至于曾昭燏先生提出各有来源的“巫教、神话、阴阳家、神仙家”之说,在汉代实际上已融合为庞大的神仙体系。
在“鬼神崇拜”盛行的汉代,画像石的题材必然反映出当时“升仙驱鬼”的社会思想,甚至有学者称汉代为“鬼神的世界”[18]。因此沂南汉墓前室横额画像和中室东壁横额画像所表现的即汉代的鬼神世界。
古代的文化遗存包括精神文化遗存和物质文化遗存。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的文化遗迹和文化遗物,即物质文化遗存,然而在面对丰富多彩的古代精神文化遗存时,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往往力不从心。
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碰撞,对于考古学研究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研究古代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遗存,应采用不同的研究理论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古代精神文化遗存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时,以考古学为基础,与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神话学相结合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其结论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曾昭燏先生与孙作云先生都是学界领袖,也是令人景仰的前辈。因此本文无意也不敢在此妄谈画像内容和画像思想讨论的孰是孰非。钩沉往事,可从中一览一代宗师的渊博学识,更可一睹其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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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ncounter of Archaeology and Mythology:
The “Yuren”and “Danuo” Representation in Yinan Han Tomb Paintings
ZHANG Min
(Nanjing Museum, Nanjing, Jiangsu, 210016)
Abstract: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xcavation Report of Ancient Pictorial Stone Tombs in Yinan, Mr. Sun Zuoyun and Ms. Zeng Zhaoyu conducted studies on the painting themes such as yu ren (winged men) and da nuo (a ritual ceremony to exorcise devils) as well as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Han tomb paintings in general. These studies reflect the encounter of archaeology and mythology and disclose that diverse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are needed in studying ancient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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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手艺”之名与实
彭兆荣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福建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美国学者鲁道夫·P·霍梅尔(Rudolf P. Hommel)的大作《手艺中国:中国手工业调查图录》的研究对象正是我们现今骤然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术”在历史的分化和演化中会集结为特定的“行业”,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通则。中国文明体有自己的概念、分类和命名,形成了独特的表述体系。“分类概念”具有引导思维的特性,它不仅属于言语表述,更是一种话语权力,我们完全丢弃中国传统体系中的概念、分类系统尤其需要警示。如果我们把中国传统的“手工技艺”视为一笔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眼下要做的工作就是还原传统概念体系,即从“名”到“实”的整体回归。
关键词:中国手艺 名与实 手工业调查 分类概念
中图分类号:K875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彭兆荣(1956-),男,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人类学、遗产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批准号:11&ZD123)成果
美国学者鲁道夫·P·霍梅尔(Rudolf P. Hommel)于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花了8年时间(1921-1926年)、(1928-1930年)做手工工具调查,其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十多个省区;回国后他又潜心做了十年研究,对中国五大类工具(基本工具、农业工具、制衣工具、建筑工具、运输工具)以及至少120小类做了精细的划分和精确的描绘,致使其大作《手艺中国:中国手工业调查图录(1921-1930)》(下文简称《手艺中国》)在我国的同领域研究中达到了“空前”和“绝后”。所谓“空前”,是指在霍氏之前,中外学者对我国传统手工艺实地调查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及他的工作”;所谓“绝后”,是指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许多传统的工具和工艺已经转型,其中有些“已经消逝”[1]。
此书1937年在美国纽约由约翰·戴公司出版,由于其学术价值和在学术界的广泛影响,1969年又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重新出版。著名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认为该书在当代传统中国实践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2]。尽管这样一部著作迟至去年才被译成中文,笔者仍以为是我国学术界一桩迟到的幸事。她使我们有机会通过“他者眼光”了解被中国学界“遗忘”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也针砭着中国学人对日常生活的“无视”之病。这种疾病与过重的“经世学问”传统不无关系。而今在骤然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运动中,人们似乎突然发现,那些“活态遗产”原来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却如此地“盲视”。
“盲视”有时并非视力问题,而是未及,未能“凝视”,即使偶尔为之,亦“视而不见”。何以如此?价值使然!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受传统和时代价值约束;特定的价值又经常被理念、分类、概念等引导或误导,最终导致了“双重盲视”:既对自己身边事物(“自我”)的忽视;同时也对外来事物(“他者”)的漠视。窃以为这正是《手艺中国》给予我们的启示。作者除了对我国生产、生活、生计工具巨细无遗地调查和记录外,还提醒我们,那些日常实践中的工具才是“中国人民生活”和“中国文化”的原貌和原真。作者的这种“视野”从其译名中便清晰可窥。
著作的英文原名为China at Work: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Primitive Industries of China’s Masses, Whose Life is Toil, and Thus an Accou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译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译法:译者戴吾三译为《手艺中国:中国手工业调查图录》,序者华觉明译为《劳作中的中国》,而直译应为《劳作中的中国:劳苦中国大众生活的手工业图录,即中华文明的记录》。笔者无意在此评判译名的优劣,徒以原文与译文概念表述上的差异所引发的学理问题、学科问题、学术问题进行辨析和反思,并对学界漠视日常之固疾进行诊断和治疗:即不仅要察看病症之“相”,还要号其之“脉”,寻找致病之“根”,以确定处治之“方”。作为经验性常识,许多的疾病通常皆由不起眼的因素所引发。
“概念”便是一个介因。中文书名的关键词为“手艺”,原文中却没有handicraft,也就是说,译者将传统的生产、生活和生计工具视为“手艺”,即“手工技艺”或“手工艺术”。这有历史根据。在中国,“手工”的概念和分类自古就有,《周礼·考工记》(一般认为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技艺文献,记述了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情况,介绍了车舆、宫室、兵器以及礼乐之器等的制作和检验方法,对礼乐中的钟、磬、鼓等形制以及相关乐器的制作也有详细描述。《周礼·考工记》将“百工之事”分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磨之工,抟埴之工等六大类,开创了中国古代手工艺术的分类制度,也是“工业”最早的形制。
在我国,手工“从手”,为“手工之术”(艺术)、“手工之业”(工业),其发凡滥觞,互为你我,一脉相承。然而,今日之“手工”和“艺术”已经被区隔,归属于不同的范畴和领域,在传统的大学与学科分类中,人们将“艺术”视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创作和作品,比如“美术”(Fine Arts,字面意思是“好的艺术”),并成为大学艺术院系中是重要的学科构成部分;“手工”却在这个体制中难觅其踪。换言之,中国传统“工艺”一体的格局已被打破,究其原因,与西方“美术”的舶来有关。
史料说明,“美术”在近代中国出现的最直接原因是“西洋画的引进与传播”,并由此带来了一股社会风气和风尚。梁启超说:“我确信,‘美’是人类生活第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3]相比较而言,鲁迅的观点更近传统,他在《拟传播美术意见书》中说:“美术可以表见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传移。”[4]质言之,近代中国之“美术”是按照西方的艺术理念,学科分制,在美术范畴内进行分类,在这一过程中,我国自己的“手艺”传统却在西方的艺术理念和科层模式中悄然隐退,偶尔有之,也大多为西学模本的复制。
这样的认知理念和学科分类所导致的后果是:艺术属于阳春白雪,手艺属于下里巴人;逻辑性地,知识精英专事“艺术”,“手工”则滞留于民间。很显然,这大有问题。我们且不说二者在逻辑上是否存在区分的依据,纵然有,至多也只能是时间(从生产和生活工具到专门成为艺术创作的历史时态变迁)和空间(日常生产生活的实用工具专业与艺术创作的审美范畴)之间的差别和差异,从发生学角度和生成形态看,艺术和手工技艺原本无法泾渭分开,至多只是不同“术业”间的差异。在民间,画师、铁匠、木匠、泥水匠等只是不同行业的从业者,绘制品、铁制品、木制品、泥制品却同样可以是艺术品,具有审美性,比如我们今天看到中国古代许多青铜器都是工匠制作的,其中许多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也因此成为人们的收藏品。
造成这一混乱的原因是近代以来我国的传统的表述形制和学科制度“被替代”;而事实上,不同文化体系中的艺术与手工艺的概念边界并不相同、不可替,汉语中的许多与“扌”(手)有关的事物和行为,比如抟、把、握、描、捏、抓、提、拌、抖、挥、撮、揪、播、撕、扯、扩、擦、探、拉、扎、拈、擞、扬、押、捆、打、拔、挂、拈、拽、揭、扣、损……都是“手的工作”,都可能与手工技艺有关。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动作和身体行为,“艺术”从何来?因此,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所有“艺术”都是与手(“扌”)工有关的技艺。在中国的文字思维和历史语境里,没有一门艺术不是“手工的”。同时,任何堪为手工技艺的遗产也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前提:具有审美价值——人们“亲手创作”,藉由人“参与欣赏”的作品。
从发生学角度看,工艺产生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实用性,因此也都与手工脱不了干系,中国如此,西方亦然。在西文表述中,art(艺术)与arm(手臂)即为同源,哪怕在后来的演变中,二者也没有完全分离。于是,一连串的疑问便逻辑性地被提出:艺术和工艺的区分依据究竟是什么?是历史上机器的出现代替了传统的手工制作?是不同的文明类型所形成的差别?是从事不同的手工技艺被社会等级赋予的差异?抑或是从事不同领域的工艺种类(工种)所形成的“行业”差距?似乎都是,却又皆未尽然。但无论如何演化,艺术“从手”则永远没有改变。是为铁律!
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一书的“艺术”条目中给出一个理由:将“有用的”与“审美的”区分开来;前者主要指“工艺”,后者则指“艺术”[5]。这样的区分很牵强,同时带给人们一种误解:“有用的”“不美”,“美的”则“无用”,二者不能兼容。且不说这样评断与事实不符,它更将两个概念搅得含糊不堪。“美”何以“无用”?否则美术作品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出售和收藏价?再者,“美/用”需要文化语境来界定,比如书法艺术,中国的毛笔被译为brush(刷子),然而西方的刷子大抵“刷”不出伟大的书法艺术;而中国的书法(“中国刷术”)究竟是“手工”、“工艺”还是“艺术”?唯一可接受的回答只能到中国文化语境中才能获得。
问题的症结回到了混淆概念中的混淆边界:一方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手工”活动、技艺和类型极为丰富,自成一体;可叹的是,我们却将自《尚书》、《周易》、《考工记》、《礼记》、《天工开物》等一以贯之的认知分类和工具形制给丢失了,即丢失了中国自己的手工、技艺和艺术的知识传统。另一方面,近代以降,西学东渐,我们囫囵吞枣地移植西方的学科、分类和概念;在西学的“输入”过程中,我们又缺乏对人家知识和分类谱系的梳理、认识和甄别工作,从而出现了许多“文化夹生饭”现象。客观地说,源自于西方的“艺术/手工”也并没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却恰恰被我们所僵化,在价值、观念和艺术形制上建筑起泾渭分明的壁垒隔阂。《手艺中国》就是一个说明。
比如霍梅尔在书名的原文中使用了“文明”(civilization)一词,译者在翻译时却没有译出,这多少说明中西方学者在对待“工具”态度上的差异。作者在“前言”中清楚地表明:“本书用图片展示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图景时,从中也折射出过去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通过对手工艺物品的研究,可使我们了解一段人类发展与文明的历史。”众所周知,治文明史研究,食物与工具素为关键。纵观人类文明史,人类无不围绕着如何有效地使用工具获取食物为“文明”下定义:采集-狩猎,培育-驯养,游牧活动,刀耕火种,农业耕种,海洋渔业,它们都成了“文明”史上不同的拐点性表述。
讨论的焦点于是回到了“工具”。如果“文明”瞄准的是食物,那么,人类如何使用和创造工具以更有效地获取食物、烹饪食物便成为文明的主线。考古学上“旧石器/新石器时期”的划分正是根据人类使用工具以获取食物的程度为原则,即“旧/新”以人类“研磨石具”为标志。通俗地说,就是“旧石器”指人类把未经改造的自然物作为工具,“新石器”则表明人类开始“研磨石具”以获取食物。工具成了人类文明轨迹中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也必然成为全部手工技艺史的脉络。以我国的文字构造来看,在古老的214个象形字中,“耒”是其中之一,它在甲骨文中是一个犁具形象,《说文·耒部》:“耒,手耕曲木也”,说明最早的犁具系由人来完成的,后方由“犁”(牛)替代,表明在农耕文明的历史演变中,从人到牛的工具变化轨迹。这涉及到了“文明”、“文化”的原始和变迁。
“手工艺术”在历史的分化和演化中会集结为特定的“行业”,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通则。我国古代早就有“生业”的概念和分类,《尚书·尧典》:“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史记·匈奴传》:“宽则以随畜田猎为生业,急则习战功以侵伐,其性也。”特别的“生业”与特殊的“工艺”相互生长,形成了后来的行业范围和范畴。霍梅尔在他的书中例举了“铁画”的例子:“中国出于经济上的原因,钢铁工具和实用器物的大部分受到限制,更不用说用铁做艺术品了,”然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工具,却做成如此精致的图画,简直难以置信。”我们当然也可以反过来看,“铁画”不过是“锻铁”行业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延伸产物。作者在安徽正是通过特殊的“行业”线索找到这门“铁画手艺”[6]。同时,作者提醒我们,中国传统的大门上的铁制工艺品值得关注。
《手艺中国》给予我们诸多启示:1、每一个文明体都有自己的概念、分类和命名,形成了独特的表述体系,中国尤是,它是思维、认知、知识和经验的结合体,我们切不可未经梳理,未及反思就贸然使用不属于自己的表述体系;2、独特的表述体系与文明形态密不可分,它充分反映在特殊生态中的获取食物的方式和制作工具的情形;3、与“文明”、“文化”最为密切者正是日常生活中的事象,特别是工具,它们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充分表现其“活态性”;4、许多手工技艺与“生业”(行业)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行业性特殊的范围和技艺。“生业”将“有用/审美”融会贯通;5、“艺术”、“技艺”与“手工”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很难区分,它们既是“存在共同体”,也是“表述共同体”;6、近代中国的教育科制(尤其大学学科分制)以西方美术为原型,丢弃了自己传统中的概念、分类系统,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变成了等级和价值的“分类/排斥”,尤其需要警示。
“分类概念”具有引导思维的特性,它不仅属于言语表述,更是一种话语权力,形同有色眼镜,把人们引入一个既定的“场域”,有时让人莫辨原真。如果我们把中国传统的“手工技艺”视为一种知识性思维的果实,看作一笔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眼下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还我传统概念体系,即从“名”到“实”的整体回归。
[1]〔美〕鲁道夫·P·霍梅尔著、戴吾三译:《手艺中国:中国手工业调查图录(1921-1930)》华觉明序言及戴吾三译序,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
[2]〔美〕鲁道夫·P·霍梅尔著、戴吾三译:《手艺中国:中国手工业调查图录(1921-1930)》封底,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
[3][4]龚产兴:《美术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7-58页。
[5]〔英〕雷蒙德·威廉姆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艺术”条目,三联书店2005年。
[6]〔美〕鲁道夫·P·霍梅尔著、戴吾三译:《手艺中国:中国手工业调查图录(1921-1930)》,第39~42页。
Handcrafting of China: The Fame and the Nature
PENG Zhao-r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In his masterwork China at work, the American scholar Rudolf P. Hommel studied China’s handcrafting, which is what we call today an “intangible heritage”, a rising topic of interest. Handcrafting often yields to a certain industry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which is a universal rule.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formed its own schemes of conceptualization, taxonomies and terminologies. Taxonomy represents not only a scheme of description but also an authority of knowledge. It is dangerous to discard the traditional schemes of concepts and taxonomies. To protect Chinese handcrafting as a precious intangible heritage, it is essential to restore the traditional schemes of concep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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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精神:中国城市工业遗产保护的核心价值选择
刘容
(1、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 430079;
2、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旅游与服务管理系 重庆 400067)
内容提要:中国工业遗产保护从产生到发展从实质来看是西方工业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的延伸,存在着重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本体,轻精神文化内涵;重物质类工业遗产,轻非物质类工业遗产的倾向。当前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应通过保护和营造其“场所精神”来突出中国特色。中国工业遗产“场所精神”是指它的环境特性和意义,即它承载的城市文脉和公众参与、认同。中国工业遗产“场所精神”保护的对象是其独具特色的本体和对城市与公众的意义。中国工业遗产“场所精神”营造的对象是其在新历史时期与城市发展共融的再诠释。
关键词:场所精神 中国 工业遗产保护 核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刘容(1975-),女,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
工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保护是在后工业化背景下出现的,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出现较晚的一个种类。由于它延续了人类对历史上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卓著的工业革命的回忆,因此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因此也是英国人最早发现了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随之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出台了相关保护文件和章程。1978年,在英国举行的第三届产业纪念物保护国际会议上成立了有关产业遗产保护的国际组织,即国际产业遗产保护联合会(TICCIH)。该组织于2003年在TICCIH第12届大会上通过了《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 (Nizhny Tagil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以下文中简称《下塔吉尔宪章》),该宪章的颁布标志着工业遗产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种类,随后工业遗产保护在全世界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启动较早的英国和德国等,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工业遗产保护开发的典范,甚至形成了一定模式,受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效仿。中国当前许多城市正处于“退二进三”(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的转折期,大量工业遗产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的成功经验无疑成了我们参照和学习的范本[1]。但任何模式和理论都有个本土化的过程,都应结合当地实情和特点加以应用,简单地全面铺开无疑会抹杀其合理性和有效性。本文拟结合当前中国工业遗产保护中的现状及特点,探讨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到底应将什么作为核心价值选择。
一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现状
1. 遗产价值未得到充分认可,损毁严重
工业遗产保护的提出及发展仅有四五十年的历史[2],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对其研究和保护存在多种认识和实践误区。工业遗产由于保护的对象主要为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的建筑或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3] ,因此,目前国际社会研究的对象也主要集中在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开始至现代时间范围内的工业文化遗存,时间跨度不过250年左右。在我国对工业遗产的研究起步更晚。我国工业遗产保护主要关注自19世纪后半叶近代工业诞生以来至现代这一时间跨度,大概只有150多年历史[4]。我国的工业遗产研究比西方晚了近40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出现一些有关工业遗产研究的论文,直到2006年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上《无锡建议》的出台才标志着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和研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我国对工业遗产的研究,相对于其它种类的文化遗产,起步晚、影响小、理论浅,其价值容易被忽视;再加之宣传的匮乏,使公众对工业遗产的价值缺乏了解,因此造成否认其遗产价值的错误认识,国内相当多的人并未将破旧厂房、仓库或车站等跟文化遗产联系起来。由于工业遗产的价值未受到充分重视,因此对其破坏相当严重,保护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2.重物质本体,轻精神文化
受西方工业遗产保护和研究的影响,近二十年来中国才开始重视工业遗产保护和研究。最早引起关注的工业遗产类型是衰落的城市工业码头区的保护和研究,当时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工业遗存的文化遗产价值,纯粹是从旧物利用的角度仅关心单个工业建筑或工业用地的开发[5]。随着2003年《下塔吉尔宪章》的颁布,工业遗产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国内才逐渐意识到了工业建筑和工业区等工业遗存的文化遗产价值。于是,在一边向西方学习,一边对国内工业遗产进行普查的过程中,开展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和研究。这一时期西方工业遗产实践和研究成了国内纷起效仿的对象,其成功经验对世界及中国影响深远[6]。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研究和实践由于起步晚,受西方经验影响较深,从一开始就是西方理论及实践在中国的延伸。西方工业遗产保护是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理论基石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该《公约》中对文化遗产的定义建立在西方保护实践基础上,特别是来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物保护观念,受《威尼斯宪章》影响很深。而《威尼斯宪章》明确其主要保护对象是建筑、文物、城市、乡村等有形的历史古迹[7],偏重保护建筑和艺术品等有形遗产的物质本体,对文化遗产的精神文化内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够重视。这也导致当前西方和中国的工业遗产保护仅重视工业遗产物质本体,而忽视其精神文化内涵。
3.重物质类工业遗产,轻非物质类工业遗产
同样,受西方工业遗产保护实践及理念的影响,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对象跟西方极其相似,都将保护重点放在工业革命后的物质类工业遗产(如建筑、设备、产品等)上。《下塔吉尔宪章》规定“那些最为重要和最典型的实例应当依照《威尼斯宪章》的精神,进行鉴定,得以保护和修缮”[8]。因此《下塔吉尔宪章》也与《威尼斯宪章》的保护理念一脉相承,将工业遗产定义为“工业文明的遗存,它们具有历史的、科技的、社会的、建筑的或科学的价值。这些遗存包括建筑、机械、车间、工厂、选矿和冶炼的矿场和矿区、货栈仓库,能源生产、输送和利用的场所,运输及基础设施,以及与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如住宅、宗教和教育设施等”[9]。因此,工业遗产保护对象多聚焦在有形物质遗产上,对非物质工业遗产只在《下塔吉尔宪章》后面相关补充中有所提及。受西方工业遗产保护影响,目前中国工业遗产同样也重视物质类工业遗产的保护,多是建筑、旅游、城市规划及景观方面的学者开展对建筑、城市工业用地等方面保护和再利用的研究,对诸如工业历史档案、工艺流程、工业文学艺术等非物质工业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很少。
二 中国工业遗产的特征
据以上现状分析,可见当前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主要对象是19世纪后半叶近代工业诞生以来至现代这一时间跨度的工业遗产。以下结合保护现状和主要保护对象总结中国工业遗产特征,特征的提炼是基于中国工业遗产的总体状况,而不是针对单个的工业遗存。总结特征是为了找寻中国工业遗产与西方工业遗产相比真正独树一帜的地方,也是真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工业遗产保护体系的第一步。
1.具有特殊历史渊源
中国工业遗产的产生与中国近代那段屈辱的历史密不可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本国政治、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中国近代工业却是在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中被迫植入的。19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依靠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励志图强,发展民族工业。洋务运动产生的动机就是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发展实业。因此,中国近代工业产生发展实则就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段时间的工业遗产实质就是当时西方工业实践和模式在中国的延续。单从世界工业遗产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段的中国工业遗产跟西方相比特色不够突出,但从城市历史和建筑史发展角度来看,它具有不可抹杀的历史文化价值,承载着对那段屈辱历史和国人披荆斩棘、奋斗拼搏历程的回忆。
2.大多位于城市中心,与城市发展紧密相连
中国工业遗产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遗留的历史积淀,它伴随着中国工业的成长历程,见证了一些城市,特别是老工业城市的风风雨雨。工业在城市萌芽之初,是先进生产力代表,代表着城市的发展方向,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在地理位置上往往位于代表城市发展初期的老城区。如今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昔日的老工业区早已成为了城市的黄金地段,而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主城区大量工矿企业破产,厂区闲置;另一方面,主城区人口密度在不断增大,城区空间愈发拥挤。因此,大量工业遗产面临改建或拆迁的命运,对工业遗产的保护显得愈加紧迫。在改建和拆迁过程中,应注重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和城市空间再造的协调统一,以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3.现存损毁严重,建筑风格趋同
有些学者将中国工业遗产根据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几个特定阶段相应划分为几个时段的工业遗产类型[10]。这跨越100多年的时段,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战争、政治斗争、自然灾害等不断,对民族存续是个重大考验,民族工业在不断考验中蹒跚前行,工业遗产也不断遭到损毁。再加之现在后工业时期的城市再造,大多历史上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卓越贡献的工业遗产已不复存在,少数尚存工业遗产也是离我们时间较近、刚停产或尚待拆迁改造的类型,如解放后“一五”、“二五”时期苏联的援建项目、“三线建设”时期的内迁项目等。它们大多建筑风格趋同,具有高大宽敞的空间、钢架房梁、管道密布,并配套有水塔、烟囱、铁轨等具有近现代工业特征的元素;所不同的是产业发展史和产品门类。
三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核心价值选择:保护和营造“场所精神”
工业遗产作为世界遗产的一个新种类,本身承载着工业革命遗留下来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尽管工业遗产具有多重价值,但根据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现状和特征,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工业遗产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是其“场所精神”,应将保护和营造工业遗产“场所精神”作为保护重心。
1.场所(Place)和“场所精神”(Genius Loci)的内涵
“场所精神”是挪威著名城市建筑学家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在1979年提出的概念。此概念的提出是诺伯舒兹援引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现象学的相关理念结合建筑学特性的创造性成果,其理论奠定了建筑现象学的基础。诺伯舒兹认为“场所是自然的和人为的元素所形成的一个综合体,系建筑现象学相结合的主体事物”[11]。这个综合体反映了在某一特定城市或建筑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所处环境的特征。场所不仅具有实体空间的形式,而且还具有以地方特性为基础的意义,即“场所精神”。 “场所精神”是古罗马人的想法,“根据古罗马人的信仰,每一种独立的本体都有自己的灵魂(genius)守护神灵(guaraian spirit),这种灵魂赋予人和场所生命,自生至死伴随人和场所,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特性和本质”[12]。古代人认为和生活场所中的神灵妥协是生存最主要的生活方式,这样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场所精神”在现代人的心目中主要表现为“方向感”和“认同感”,即人必须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并知道他和此处有何关系。这个场所应具有一定的特性,并对所处其中的人来说具有一定意义。这种特性和意义是由“经济、社会、政治及其它文化现象所决定的,……并且意义必须成为涵盖自然要素整体的一部分”[13]。
诺伯舒兹还强调了“场所精神”虽历经历史变迁仍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存在的内涵具有很深厚的根源,变迁的条件只是要求新的诠释而已”[14]。这种诠释意味着在新的历史状况下具体化这些基本的意义。这要求我们必须有能力去看,即观察体验城市和建筑告诉我们的故事和真理,更应学习如何去做,即如何在新历史条件下赋予城市及建筑的“场所精神”以新的形式。
2.中国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为何是“场所精神”
当前中国工业遗产损毁相当严重,许多对国家、民族及城市发展有深远意义的工业遗产已荡然无存,仅留下遗址述说着往昔的辉煌。遗留下来的工业遗产大多兴建时间不长,艺术科研价值不大。因此,在此情形下,应尽快明确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方向,尽早厘清其价值选择。
笔者认为中国工业遗产最值得保护的是它的环境特性和意义,即它承载的城市文脉和公众对它的情感认同,也即是中国工业遗产的“场所精神”。第三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上,“与会代表们也认为,保护的关键是认识、发掘、保存它的历史信息”[15]。中国工业遗产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杰出成就,它向人们述说着中国近代工业的不甘人后、奋发图强,中国现代工业的独立自主、奋勇争先。从情感价值来看,当代中国人大多都经历了工业化大生产阶段,面对当前信息化时代日新月异的社会有陌生感。工业遗产的存在恰恰能慰藉人们失落的心灵,通过他们依稀看到自己的往昔,带给人们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即使有形的物质遗产已遭到损毁或湮灭,寄以“场所精神”的营造同样能延续工业遗产的价值。“场所精神”是否能延续,才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关键。
3.保护和营造中国工业遗产“场所精神”的途径
具体来讲,中国工业遗产的“场所精神”可从三个联系紧密的环节加以保护。首先,应有一定物质或非物质类工业遗产存在,如厂房、车站、机器设备或厂史及在工业活动中出现的文学、艺术、习俗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的感受活动,如参观、操作、再现等;在活动中让人们体验到工业遗产往昔的辉煌、创业的艰辛,使人们汲取精神力量,萌生自豪感与认同感等。“场所精神”的保护有两个基本指导原则:其一是应让建筑环境与人们的具体生活联系在一起;其二应在具体环境中考察人们与环境的关系,从中揭露建筑环境的具体意义和价值。以下结合具体工业遗产类别,兼顾物质和非物质类遗产探讨一下可操作性方法。
(1)应保护物质工业遗产的基本质量和属性
这种保护方式是针对现存保护较完好遗产本体的,着重从现代的视角重新理解工业遗产的“场所精神”,对“场所精神”进行创造性的再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老”与“新”的关系,实现“场所精神”的延续。具体措施主要有:
① 保护建筑外立面
这是一种侧重于柔性介入的工业遗产保护方法。即建筑的适应性改造,通过对原有建筑立面进行保留,使原“场所精神”得以延续,后续设计以柔性介入的方式对待既有空间中的一切历史地域要素,通过改造内部使用空间,使其满足新的功能需求,形成新时代的“场所精神”。伦敦泰特美术馆(Tate Gallery)的改建工程即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它是20世纪初英国伦敦的一座燃油发电站改建而成的。改建充分强调了电站所具有的庞大物质力量,使其“场所精神”得以在现代城市语境下再度延续。
② 新老建筑和谐共生
这种对旧建筑的再利用方式是将新老建筑有机连接,在这种保护模式下,新老建筑有时通过连接体贯穿内部空间,使新老建筑成为同一个结构的两个部分。例如丹麦哥本哈根艺术画廊(Copenhagen Art Gallery)就是通过此种方式加以改造,为城市发展与原建筑单体带来双赢效果。如果原建筑保护较完好,则采取“新融于老”的方式,对老建筑的某些空间和美学特征加以扩展,对陈旧设施更新。德国柏林议会大厦为其典型代表。如果原建筑损毁较严重,则采取“老融于新”的方式,仅保留主体结构,改造其外部形态和内部使用功能等。
③ 新老建筑共生混成
这一旧建筑再利用模式,主要是针对大型改造片区,根据各自不同的保存状况和再利用目标进行的统一协调改造更新模式。这里新老建筑的共生,特指新旧建筑间的关系建立在彼此之间建筑及建筑意向相互交融、混成基础上,以形成一种共同存在并共同达到一定改造目的的关系。比较著名的实例有德国鲁尔工业区(Ruhr)的改造、上海新天地、北京798艺术中心等工程。
(2)应充分揭示并展现工业遗产对公众的环境经历及生活的意义
物质工业遗产遗存是城市工业化时期的符号,它给人们提供体验工业文化的物质基础,但如果缺乏公众的有效参与,它们存在的意义也无法充分显示。这种参与包括公众对城市工业遗产整体规划和个体工业遗产保护规划应具有发言权,表达他们的意愿,保护他们的权益,也包括公众自发组织或参与一些参观活动来表达。因此应保持工业遗产的开放度与可进入性,并做好主动宣传,为公众参与提供便利,并吸引公众参与意愿。具有特色的工业区或一些遗产建筑应开展工业旅游或工业情感教育,与公众产生良性互动,“为保护而保护”的静态博物馆式保护方式并不利于工业遗产的保护。非物质类工业遗产更需要公众的参与,它本身就是人们的创造性成果,容易唤起人们的情感认同,并且许多非物质类工业遗产本身和物质类工业遗产紧密结合,依托物质工业遗产而产生,因此切实保护并宣传好非物质类工业遗产,可更有效营造物质类工业遗产的“场所精神”,有利于工业遗产整体保护。对非物质工业遗产应将重点放在开发上,结合物质类工业遗产背景组织大型活动、展演或演出,让“场所精神”鲜活起来。
(3)“场所精神”营造应和城市整体发展和谐共生
洋务运动开中国工业化之先河,但此时中国工业化进程已比西方晚了100多年,许多有识之士大力发展实业奋力赶超。工业化的开端也伴随着城市化的肇始。大量工人的涌入和工业品的倾销刺激了城市的发展,近现代中国和城市的发展无不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建国后“一五”、“二五”时期,为了迅速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大力发展工业,甚至提出了“以钢为纲”的极端政策。工业就是国家和城市的重心,甚至一些大型工业企业,一个单位就是一座城镇,比如重庆的大渡口区,以前叫“钢花”,是重庆钢铁集团公司所在地,此区是在重庆钢铁集团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中国工业遗产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建设和许多市民呕心沥血的奋斗成就。但当前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靠耗费大量自然资源,污染严重的传统工业正悄然淡出历史舞台。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工业区正成为城市的塌陷区,企业破产、职工下岗、厂区空置,如何实现传统工业区的复兴是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大问题。工业遗产理念的提出为解决传统工业区复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许多地区正尝试利用工业遗产发展创意产业、旅游产业等方法帮助城市脱困。工业遗产的“场所精神”本身来自城市的发展,它只有在新的历史情境下,与城市发展共融,才能实现工业遗产保护和城市工业区复兴双赢的结果。因此,工业遗产“场所精神”的营造,不能仅局限在本身视点“向后看”,还应该放大到城市整体视域“向前看”,选择与城市发展节奏契合的元素进行创造性阐发,营造“场所精神”新的形式。
四 结语
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肇始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展伴随着对西方工业化强国的学习与试图赶超,当前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是西方保护理念和实践在中国的延伸。中国工业发展处处打着西方烙印,如何才能“去西方化”,让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具有“中国特色”呢?诺伯舒兹“场所精神”的提出,为“中国特色”的营造提供了全新视角。当前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核心价值应定位于工业遗产“场所精神”的保护和营造,中国工业遗产“场所精神”保护的对象是其本体特性和对城市及公众的意义。中国工业遗产 “场所精神”营造的对象是其在新历史时期与城市发展共融的再诠释。正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说:“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16]因此,保护与营造中国工业遗产“场所精神”的真正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1]李蕾蕾:《逆工业化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德国鲁尔区的实践过程与开发模式》,《世界地理研究》2002年第3期;邵龙、张伶伶、姜乃煊:《工业遗产的文化重建—英国工业文化景观资源保护与再生的借鉴》,《华中建筑》2008年第9期。
[2]张宪:《探究工业遗产保护中“记忆容器”的设计——无锡工业记忆的延续》,《装饰》2010年2期。
[3][8][9] 张松编:《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宪章与国内法规选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5~137页。
[4] 单霁翔:《关注新型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的保护》,《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4期。
[5] 俞孔坚:《中国工业遗产初探》,《建筑学报》2006年第8期。2001年,俞孔坚等主持了广东省中山市岐江公园工业用地改造项目,将工业用地改造成城市开放空间,既赋予其工业美学价值,又为市民提供了休闲游憩空间。
[6]比如中国知网上对鲁尔工业区的研究论文达到了888篇。美国纽约的SOHO区已成为全球工业遗产创意开发的典范,并且俨然成为当今一种时尚生活方式和理念。
[7]张松编:《威尼斯宪章》,《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宪章与国内法规选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43页。
[10]如俞孔坚将中国工业遗产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现代共分成6个阶段。参见俞孔坚:《中国工业遗产初探》,《建筑学报》2006年第8期。
[11][12][13][14]〔挪威〕 诺伯舒兹著、施植明译:《“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18、168、185页。
[15] 文丹:《无锡论坛:关注保护20世纪遗产》,《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16日第1版。
[16]〔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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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rit of the Site:
The Core Value of China’s Urban Industri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LIU Rong
(1.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2、Tourism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Chongqing ,400067)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China is an extension of wester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which focuses more on material and tangible heritage and less on cultur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To highligh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nservation work in China shall pay more attention on protecting and creating the spirit of the site, namely the environmental features and meanings of the heritage site or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ity and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people carried by the site. The protected is the site and its meanings to the city and public. The created is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ite into the lo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irit of the site; China; con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s; core value
广东五华狮雄山秦汉城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尚杰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东广州 510075)
内容提要:狮雄山遗址位于五华县华城镇东南约2公里处的塔岗村,2011-2012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五次调查、勘探和试掘,发现了秦汉城址以及大量与城址相关的遗迹和遗物。此次考古工作区分出了秦代晚期和南越国时期的遗迹单位和典型器物,为岭南该时期考古学断代研究增加了新内容;狮雄山秦汉城址的发现和对城址布局、结构的认识,为秦汉城址类型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封泥的发现为解读城址的年代与性质提供了新证据;为探索南越国建立之前赵佗经营龙川的历史提供了新线索;亦为说明秦汉帝国的疆域和政治版图形成增加了新史料。
关键词:狮雄山城址 秦汉时期 封泥 定楬城址
中图分类号:K871.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尚杰(1958-),男,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岭南地区考古学研究。
狮雄山遗址位于广东省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西南,其地北与河源市龙川县毗邻,东与梅州兴宁市交界;东南距五华县城水寨镇27公里,东北距梅州市76公里,地理坐标北纬24°02 45
、东经1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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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遗址所在的狮雄山位于华城盆地东南部,是一座由南、北两个山岗组成的马鞍形独立山丘,其南岗海拔高度157.40米,相对高度47.40米;北岗海拔高度170.73米,相对高度60.73米,北岗高出南岗13米多,为南岗阻挡凛冽的北风。其西南今有五华河自西北流向东南汇入琴江,由于河流的作用,山体四周形成了小片的冲积平原,平原外围以山岭、丘陵为障,形成了理想、安定的人居环境。
一 工作概况
华城镇在秦、南越国(约当西汉早期)时属龙川县辖地。自北宋天禧二年(1018年)始称长乐镇,熙宁四年(1071年)设长乐县,置县治于长乐镇,民国三年(1914年)长乐县更名为五华县,长乐镇亦改称华城镇。据当地民间传说,长乐县、长乐镇之名皆得自西汉前期南越王赵佗在今华城镇一带所修筑之“长乐台”。关于“长乐台”,明末清初时学人屈大均在其著作《广东新语》中曾记:“(四台)在长乐县五华山下者,曰长乐,佗受汉封时所筑。长乐本龙川地,佗之旧治。”[1]
狮雄山遗址发现于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1984-1990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四次对该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揭露面积共768平方米[2]。1989年该遗址被确定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675平方米;2011年初成为广东省首批大遗址保护单位。为进一步明确狮雄山遗址的年代、布局、结构和性质,2011年3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第五次调查、勘探和试掘。本次工作采取了全覆盖式的探方网络控制,地毯式的全面搜索,多方位的剖面记录,精度钻探面积15万平方米,在狮雄山遗址中发现了东周、秦汉、唐宋、明清等四个时期的文化和自然遗存。由于遗址的重复利用和其它不可抗因素的破坏,在狮雄山遗址现存的各时期文化堆积中,东周、唐宋、明清等时期的遗存均未发现完整、纯净的单位,而秦汉时期的遗存数量最多,保存也最完整,秦汉城址是本次工作的主要发现。
二 狮雄山城址的新发现与新收获
根据调查、勘探和试掘的结果,狮雄山秦汉城址主要分布于狮雄山南岗经人工修整的四级平台上(彩插一:3)。由于其它时期的发现较为零星,正在整理中,本文将集中讨论遗址中发现的秦汉时期遗存。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狮雄山南岗。考古发现主要分为遗迹和遗物两部分,其中,遗迹可分为人工平台、壕沟、灰坑、建筑基址、窑址和水井;遗物分为人工制品的陶、瓷、石及铁质器物,以及自然的铁矿石、植物种籽等。下面将发现的主要遗迹和遗物作一简要介绍。
(一)遗迹
本次发现的秦汉时期遗迹主要包括:人工平台4级、环壕1条、东西向壕沟2条、建筑基址7处、陶窑1座、水井1座、灰坑30座。
1.人工平台
几乎整个遗址都处在经人工修整的平台上,面积约41600平方米。经人工垫筑的平台,由上至下可以明显分为四级,其中第四级平台与山下平地的相对高度大约为18~27米,第三级平台相对高度约33~35米,第二级平台相对高度约37~41米,第一级平台的相对高度在43米以上。整个遗址被环绕第一、二级平台的人工环壕划分为南、北两个片区,而城址北片区又被围绕建筑基址的环沟和廊庑台基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2.环壕
已探明的环壕计1条,自北、东、南三面包围第一、二级平台。残长约300米,距一、二级平台边缘3~8米,平面形状呈不规则长方形;环壕的开口距地表0.35~0.45、口宽4.5~7、深1.8~2.6米,打破生土。剖面形状介于“V”和“U”形之间,为斜直壁、弧底。沟内填土分多层,多呈垂弧状堆积。根据地层及出土遗物分析,环壕下部堆积的年代为战国末期至秦代(图二)。环壕在自北、东、南三面包围第一级平台的情况下,经鞍部和南岗南侧勾连至山下的古高坑水和五华河,将人工环壕与天然河道有机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防御系统。
3.建筑基址
本次发现的秦汉建筑基址共7处,分布在城址南、北两个片区,其中北片区5处,南片区2处。
北片区东部主要发现了一、二、三号3处相互关联的建筑基址。其中,一号建筑基址位于狮雄山南岗第一级平台中部,是北片区东部的主体建筑。其上部结构早年因取土破坏严重,现存遗迹包括中部台基、建筑中部排水沟和围绕中部台基的环沟等。中部台基仅余基础部分和其上若干未被破坏完全的柱洞。从已发现的遗迹现象观察,该建筑基址呈长方形,西高东低,东西长40、南北残宽13~15米,依山势走向,方向351°(彩插一:1)。台基上局部存有厚度约9~15厘米的废弃堆积,堆积中含大量的绳纹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应为建筑倒塌之后形成。排水沟位于台基中部,根据垫土中所含遗物、台基与排水沟的叠压打破关系推断,此建筑基址经历了多次的维修、改建。此次发现的环沟直接在第一级平台上开掘而成,自北、东、西三个方向包围一号建筑基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截面为“V”形。东西约52、南北约19.5、口宽约1.2~6.5米,方向与中部台基相吻合。将目前的调查和发掘情况与以往的发掘资料结合考察,环沟东段与20世纪80年代所发现的F1“东回廊”方向一致、结构相似、深度相当,可连为一体,推测应为同一遗迹。
城址北片区西部主要包括四号、六号2处建筑基址。二者之中,四号建筑基址位于一号建筑基址西侧的第二级平台上,是这一区域的主体建筑。在该建筑基址的分布范围内,出土了大量的纺轮、网坠、陶丸、石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建筑垫土上散见有柱洞若干。从已揭露的遗迹现象以及钻探的情况看,此处应是一座坐北朝南的房址。该建筑基址的西北侧发现了陶窑和窑前堆积坑,东侧发现了出有铁矿石、矿渣、红烧土、封泥、铁器等遗物的大型灰坑。结合建筑基址中所出遗物分析,四号建筑基址及其周边区域很可能是手工业作坊区(彩插一:2)。
目前,城址南片区的三、四级平台上分别发现了2处建筑基址:
五号建筑基址位于第四级平台上,目前发掘的是其南部边缘的一小部分,建筑垫土厚达1.3米,上部见有大量废弃的建筑材料,应是建筑倒塌后的废弃堆积,由于试掘面积较小,五号建筑基址的平面形状、结构等情况尚不明确。
七号建筑基址位于第三级平台的北缘,未经发掘仅对其进行了钻探调查。从钻探的情况看,此处应为坐北朝南的一座大型夯土基址,南北长约50、宽25、夯土厚2.5~3米,地表散见绳纹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该建筑基址北依山体,将南部环壕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很可能是连通城址南、北部之间的通道,或为门楼一类的建筑。
4.遗物
狮雄山遗址出土的遗物十分丰富,尤以秦汉时期的遗物为主,包括建筑材料、陶器、石器、铁器以及其它物品。
建筑材料是秦汉时期遗存中出土最多的遗物,以板瓦、筒瓦为最,瓦当居次,砖类最少。板瓦、筒瓦外面均饰绳纹,内面以凸麻点纹为主,其次为素面,亦有少数在麻点纹中拍印文字、符号;瓦当纹饰主要为涡树纹,涡点纹等其它纹饰暂未见有完整标本;铺地砖仅发现1块,素面,砖体两面扎有成排圆孔(彩插一:4)。
陶器包括瓮、罐、瓿、盆、釜、鍪、桶、盂、盅、熏炉、钵、器盖、盒、三足小盒、纺轮、网坠、权、丸等(图三)。陶质可分为泥质和夹粗砂两系,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仅限于釜等少数器物,且泥质陶多数含有细砂。生活用品以轮制为主,少数为手制轮修;器物的耳、足多为捏制成型,后加于器身。在装饰方面,主要以印纹、弦纹和刻划纹为主。印纹中方格纹极为普遍,其次为几何戳印纹,绳纹仅见于釜、鍪的下腹部和底部;刻划纹中水波纹最为常见,此外还见有篦点纹、锯齿纹等(图四)。
石器主要有凿、锛、刀、矛、磨盘、磨棒等,均为打制和磨制成器。铁器目前仅见铁釜1件,但残损较甚。
最为重要的出土物是本次出土的封泥达50余枚之多,所见文字主要有“定楬之印”、“定楬丞印”等(图五;彩插一:5),多有捆绑及所附器物的痕迹,其中部分封泥虽无文字,但也有捆绑及所附器物的痕迹。
其它出土物还包括铁矿石、碳化植物标本等。
三 狮雄山秦汉城址的初步认识
(一)考古文化堆积的特点
秦汉时期的大规模建设可能是目前全国所仅见的,整个遗址或者说整个城址的范围都是人工遗迹。当年的建设者利用山势,将整座山垫筑为4级平台,最厚的地方垫土竟达6.8米。狮雄山南岗既是一座完整的人工城,又是一个完整的聚落,功能齐备。以四号建筑基址所处的TN24E12-TG1东壁为例(图六):⑤~⑧层为西汉早期堆积,其中⑤、⑥层中含有大量的西汉早期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具,为四号建筑基址表面的废弃堆积,⑦、⑧层中鲜见遗物,但土质坚硬,呈水平状分布,为西汉早期的建筑垫土;⑨层、H22、H24等单位中所出建筑构件和生产、生活用具与⑤、⑥层中所出有明显的差异,呈现较早的特征,为秦代废弃堆积,此类堆积共同打破了其下更早的建筑垫土面,此建筑垫土残存高度不一,部分可与⑦层表面相接。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将四号建筑基址分为早、晚两期建筑,晚期在早期建筑的基础上又重新作了垫土、加固和平整。如果以早期建筑平面为一个时期的聚落平面的话,当时的居民在这个聚落平面上生活了若干年,形成了垫土表面和周围沟壑中的填土堆积。同样,晚期的居民生活的聚落平面上,也形成了建筑面上的废弃堆积和沟壑填土堆积。
(二)城址的年代
本次发掘狮雄山遗址,在部分探方出土的遗物中,虽未发现明确的纪年材料,但依据遗迹单位的叠压打破关系以及出土器物的形制,初步可以将狮雄山遗址秦汉时期诸遗迹单位划分为早、晚两段。
早段单位以TN24E11和TN24E12⑨层下的H22、TN27E18④层下的H13、东南段壕沟下J1为代表,早段单位中出土的陶罐、陶瓮、陶盒、陶三足盒等器物(图三:1、3、4)与广州市罗岗秦墓[3]、西村石头岗秦墓(53西石M1)[4]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从秦汉时期器物的整体变化趋势来观察,部分出土器物的特征甚至较之略早。H22中出土的瓦当、陶鍪(图三:5、6)与南越王宫署中出土的秦代瓦当、陶鍪(《南越王宫署》一书称之为陶釜)如出一辙,陶釜、陶瓿等器物(图三:2、7)则与乐昌对面山的第一期晚段遗存和第二段早段遗存[5]、广宁龙嘴岗战国墓[6]、广东始兴白石坪山战国遗址[7]等以往年代认定为战国晚期或秦的遗址中所出同类器物相似;H22中出土的封泥“定楬之印”、“定楬丞印”中篆书“楬”字右半部“曷”的写法与陕西所出秦封泥中“谒”之右半“曷”之写法完全相同[8],而至两汉时期“曷”之写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晚段单位以TN24E11和TN24E12⑥层、TN25E15④层以及东南段壕沟为代表。晚段单位中出土的板瓦、筒瓦、瓦当、瓮、罐、盆、釜、盂、器盖、盒等遗物(图三:8~12)的形制和纹饰多与福建崇安城村汉城[9]、广西七里圩王城[10]、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墓[11]、南越王宫署[12]等西汉前期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同类遗物相同。
通过将早、晚两段单位中所出遗物与岭南其它遗址进行比较、分析,可将狮雄山早段遗存的年代初步认定为秦代,晚段遗存的年代初步认定为西汉前期。目前,狮雄山遗址秦汉遗存中,尚未见有西汉前期以后的典型遗物,据此推断,狮雄山遗址始建于秦代,毁于南越国灭亡时期。
(三)城址的布局
由于西汉前期对城址大面积扩建,导致秦代遗迹往往被破坏或叠压在西汉前期建筑之下,已发掘的秦代的建筑遗迹主要有一号建筑基址的西部、四号建筑基址早段遗存、水井以及陶窑等。上述遗迹,除水井位于第三级平台外,其它皆集中于被环壕围绕的第一、二级平台上,说明秦代的城址分布范围较小,主要位于环壕内,已知面积约为20800平方米。当然,由于本次试掘的面积有限,我们在第三、四级平台上并未进行较大面积的揭露,根据环壕自狮雄山南岗南坡中部的下流至五华河的情况判断,不能排除秦代城址延伸至三、四级平台的可能。
而西汉时期的遗迹则明确、全面的分布在狮雄山南岗的四级平台上,面积约41600平方米。被围绕第一、二级平台的环壕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其中北区又被一号建筑基址西侧的墙基和走道分为东、西两部分,南区被壕沟分为南、北两部分。
北片区东部主要有本次发掘的一号建筑基址和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F3。这两座建筑基址虽因唐宋以后取土而破坏严重,但从垫土的面积和厚度、垫筑的方法、柱洞的分布、基址上部和周围的倒塌堆积来看,这些建筑基址应是大型高台式建筑被毁坏后残留下来的遗迹。这些大型建筑基址被分布于四周的墙基、高台、角楼围绕,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城堡式建筑群。又北片区东部的城堡式建筑群作为城址的一部分,自当承担一定的职能,从城堡内分布的大型建筑基址和防守的严密程度看,应当是狮雄山秦汉城址的衙署区。
北片区西部主要有本次发掘的四号和六号建筑基址,与北片区东部城堡式建筑群之间有墙基和道路相隔,地势亦较低。六号建筑基址位于第二级平台的西缘,居高临下扼守住狮雄山西侧的古高坑[13],对狮雄山西侧的地形情况一览无遗,很可能与三号建筑基址一样是望楼、射兰一类木构建筑的台基。四号建筑基址周围出土了大量的纺轮、网坠、陶丸、石凿、石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铁矿石、铁矿渣等生产原料,以及粟、稻、酸梅等20余种可食用的植物。其西北侧还发现了陶窑和窑前堆积坑,据此推测四号建筑基址及其周围应为城址中的手工业作坊区。
南片区包括了第三、四级平台,在此范围内有本次发现五号、七号建筑基址和1984-1990年发掘的两座小型房址。五号、七号建筑基址面积较大,位置亦特殊。五号建筑基址位于南部环壕中部,扼守着三级平台通往一、二级平台的必经之路,七号建筑基址则横于四级平台通往三级平台的通道之上,此两座建筑很可能是门楼、观楼一类的建筑遗迹。五号、七号建筑基址之间的第三级平台面积广大,而其上房屋遗迹的规模则较小,如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F1、F2,较大者仅55平方米,推测这一区域应为城址内的次级居住区。
综上所述,城址依地势营造,不似北方同时期城市那般规整,只是大体上呈长方形。城址整体可划分为三个部分:衙署区(城堡)、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但我们认为此城并非随意建造,而是有一定的城市建设规划,在城址的布局结构上,呈现出一种既模仿中原城市营造制度又因地制宜的建筑思想体系。可以认为,狮雄山遗址并非所谓的行宫苑囿,而是一座由壕沟和建筑遗迹共同构建的城址。
(四)城址的性质及相关问题
本次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使我们掌握了充分的依据对狮雄山秦汉城址提出新的认识。
1.狮雄山秦汉城址的定名
关于狮雄山秦汉城址的名称,本次调查与试掘出土了多枚钤有“定楬之印”、“定楬丞印”的封泥和制作封泥的原料,以及口沿戳印有“定楬□□”字样的陶罐(图七)和20世纪80年代遗址中出土模印有反文“定”字的瓦当。上述遗物中,可确定在当地生产的是作为建筑构件的反文“定”字瓦当,目前考古工作中还未发现有建筑瓦当上模印它地名称者,而印本地名称者比比皆是,如西汉京师仓瓦当[14]等,而反文“定”字封泥上“定”的写法、结构均与“定”字瓦当相同,如此,可确认二者均为本地生产。而反文“定”字封泥与“定楬之印”和“定楬丞印”等封泥均同出于H22,“定”可与“定楬”之“定”相对应,而“楬”与“揭”通,自狮雄山城址顺五华河而下即至秦汉时之“揭岭”,“定楬”者应是取“平定揭岭”之意,这与城址位于五华河上游的方位也十分吻合。同时,在H22中还发现有大量制作封泥的胶泥土,为封泥的制作提供了条件,可以认为两种封泥均是在本地制作,它们的作用可能是封存物资而非封缄信件、文书之用,故有本地封缄本地启封的情况。如此说不误,可确定印有“定楬□□”的陶罐也为本地所产。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这批遗物的原产地均为狮雄山城址,其上文字可作为狮雄山秦汉城址命名和定性的依据。在多个物件上均发现同为“定楬”的字样,说明此地与“定楬”关系深厚。按封泥文例,此地当名“定楬”。
2.狮雄山秦汉城址的功能
“定楬”城址选址在狮雄山上绝非偶然,而是建造者对战略格局通盘考虑之后的结果。以下根据目前的考古材料,简要分析“定楬”城址的功能。
本次出土的封泥多出于秦代考古遗存之中,前文在讨论“定楬”城址定名时,已确定“定楬之印”、“定楬丞印”等封泥的原生性,与之相似的文例在秦封泥中非常普遍,且多与县邑相关,因此,从封泥文例的角度看,秦时的“定楬”城址作为定楬县县治的可能性非常大。另外,秦代“定楬”城址已探知面积达20800平方米,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岭南地区尚未发现可确定为秦代县邑的城址,但在湖南发现被认为是秦代迁陵县治的里耶古城遗址,该城址南北长210.4、东西残宽约103~107米、残余面积约2万平方米左右[15],大致与秦代“定楬”城址相当。据此,就城址规模而言,“定楬”城址已达到了秦代县治的标准。从地理位置考察,其西越岐岭为东江谷地,东南越揭岭为潮汕平原,东北为粤东面积最大的兴宁盆地,“定楬”城址恰在三地之间的水陆要冲上,是三地的经济交通中心,完全具备作为县治的条件。因此,可以认为在秦时,“定楬”城址即已作为定楬县之县治出现了。
秦灭亡后,在约公元前203年至前111年间南越国统治岭南。“定楬”城址并未因秦灭而转向衰落,戳印有“定楬□□”的南越国时期陶罐可为明证。这一时期,“定楬”城址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并且具备了完整的功能区分。这种变化可能与这一时期南越与闽越时常发生战争冲突有关。作为南越国前沿潮汕平原的坚实后盾,这一时期的“定楬”城址可能仍然扮演着后方转运中心的重要角色。在南越国灭亡后“定楬”城址被废弃,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五)城址发掘的意义
以往,岭南秦代遗存大多淹没在战国晚期材料之中,此次工作区分出了秦代晚期和南越国时期的遗迹单位和典型器物,为岭南该时期考古学断代研究增加了新内容;狮雄山秦汉城址的发现和对城址布局、结构的认识,为秦汉城址类型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封泥的新发现为解读城址的年代与性质提供了新证据,纠正了过去将狮雄山秦汉城址整体作为赵佗所筑“长乐台”的认识;同时也为探索南越国建立之前赵佗经营龙川的历史提供了新线索,为说明秦汉帝国的疆域和政治版图形成增加了新史料。目前,“定楬”城址的考古发掘和整理工作仍在继续,随着工作的深入,相信会有更多的重要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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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overy of the Mount Shixiong Ancient City Site in Wuhua,
Guangdong Province and Its Initial Research
SHANG Jie
(Guangdong Provi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75)
Abstract: The Mount Shixiong ancient city site is located in Tagang Village, 2 kilometres southeast of Huacheng Town, Wuhua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onducted the fifth time of investigation, exploration and trial excavation at this site in 2011 and 2012, which discovered the remains of a city dated to the Qin-Han period and a number of relative relics.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done this time distinguished the antique remains and representative objects of the late Qin from those of the Nanyue Kingdom period. The excavation particularly the discovery of mud inkpads provides new materials for dating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Lingnan area and studying the city types of the Qin-Han period. It also supplies new referen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Zhao Tuo ruling Longchuan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yue Kingdom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hysical and political territories during the Qin-Han period.
Key words: Mount Shixiong city site; Qin-Han period; mud inkpad; Dingjie city site
安徽萧县陈沟墓群(东区)发掘简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省萧县博物馆
内容提要: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陈沟墓群东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61座,其中汉代墓葬56座,以竖穴土坑墓为主。该次发掘共出土珍贵文物206件,有陶器、铜器、铁器、石器、蚌器等。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画像石雕刻工艺的递变,充分展示了萧县汉文化的容貌和特征。
关键词:萧县 陈沟 墓葬 汉代
中图分类号:K878.8;K871.41 文献标识码:A
一 概况
陈沟墓群(东区)位于安徽省萧县龙城镇陈沟行政村南部,地处东部山脚坡地,西邻311国道,东南距萧县县城3公里(图一)。为配合萧县蓝石房地产开发建设工程,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萧县博物馆对建设占地范围内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墓葬61座(图二),出土各类珍贵文物206件。现将发掘收获简报如下。
二 墓葬形制
陈沟墓群(东区)清理战国墓3座,汉代墓56座,清代墓2座。战国和清代墓分布分散,形制和结构单一,均系长方形土坑竖穴,且盗扰严重,出土随葬品甚少;汉代墓分布密集,形制多样,出土随葬器物颇丰,尤其一些画像石的出土,为萧县两汉画像石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现对汉代墓葬加以概括介绍。
汉代墓葬分布密集,形制多样。依据墓葬形制、结构可分四型。
A型 土坑竖穴墓38座。墓葬平面形状均呈长方形,直壁,平底,出土器物多寡不一。
M35 长方形弧角。方向207°。长2.6、宽1.1、深2米。葬具为木棺,形状呈长方形,长2.1、宽0.48、棺板厚0.04米。棺内骨架一具,保存较好,仰身直肢。出土陶质钫、罐、釜、壶和器盖各1件(图三)。
B型 竖穴石棺墓3座。平面形状均系长方形,遭盗扰,无随葬品。
M12 平面呈长方形,由土圹和石棺组成。方向37°。土圹长3.3、宽1.32、深2.8米。直壁,平底。石棺顶部用三块厚0.2米的青石封顶。头厢挡石平面呈方形,边长0.86、厚0.1米,一角破损,周边饰数道直线纹,中部饰菱形纹分挡石为二,一侧饰圆形玉璧,璧上端刻一箭头,寓为天国路径方向(图四:1);足部挡石形状亦呈方形,与头部挡石大小、厚度相仿,一角破损,周边饰直线纹,线纹交接成面,呈梯形。中部一直线纹分挡石为二,两侧各饰常青树一株(图四:2)。石棺南北两端用长2.9、高0.8、厚0.12米青灰条石立砌,条石东、西外框呈素面,内面周边刻数道直线纹,线纹交接成四立面,立面均呈梯形,石中部饰纵向菱形纹,纹中部依旧刻线纹填充。墓葬底部用通长3.3、宽1.32、厚0.1米的青条石铺底做基。该墓未见葬具、骨架和随葬器物(图四)。
C型 竖穴砖石墓5座。墓葬平面形状呈凸字形。依据墓室结构可分两亚型。
Ca型 单室墓4座。
M58 由墓道、墓门和墓室组成。方向140°。长方形斜坡墓道位于墓室东,长5.94、宽1.72、深2.8、底坡长6.6米,坡度25°。墓门宽1.92、进深0.46米,底部用宽0.32、厚0.2米长条石做基,正门由立柱、门楣、门扉组成。立柱于门扉两侧,立柱面由外及内饰半弧形卷云纹;纵向斜拉菱形纹,中部刻圆形乳丁,交错呈内“回”字形;弧形水波纹与其紧邻,弧内角凸凹之处亦刻圆形乳丁;纵向斜拉菱形纹位于立柱内侧。门楣石通长1.92、高0.42、厚0.32米,左外刻麻点纹,正门处纹饰以弧形卷云纹居外,纵向斜拉变形菱形纹加圆乳丁纹,弧形水波纹,与两立柱面吻合成一面,底部以卷云纹内收。门扉左右两扇,通高0.96、宽0.46、厚0.09米,周边饰长拉弧形卷云纹,内刻铺首衔环,底饰鲤鱼正、倒游行,鱼鳞刻划清晰,鱼尾线条细腻,整幅画面内涵多样,排列有序(图十七)。墓室形状呈长方形,长4.46、宽2.24、残高0.4米,土圹深2.8米,直壁,平底。墓壁用单砖错缝双向平砌,铺底砖呈“人”字形平铺,仅存西北部少许。无葬具及骨架,出土铜钱65枚、盘口壶1件(图五)。
Cb型 多室墓1座。
M56 由墓道、墓门、墓室、耳室组成。方向203°。墓道居于墓室东部,平面形状呈梯形,长2.68、宽0.82~1.38、残深1.74、底坡长2.86米,坡度37°。墓门用石块组建,底用基石铺垫,两侧用宽0.3、厚0.24、高1米的青石做立柱,左立柱素面,右立柱刻伏羲像,人首蛇躯;顶部门楣石残长1.12、高0.36米,上部刻连弧卷云纹,中部刻二龙穿三璧,门扉两扇,高1、宽1.06、厚0.2米。门扉周边刻连弧纹和水波纹,中部刻朱雀和铺首衔环(图十八)。
墓室由土圹和砖室组成,均呈长方形。土圹长3.84、宽2.2、深1.74米;砖室长3.78、宽2.06、残深1.4米。南、北、西墓壁用长0.28、宽0.14、厚0.04米的单砖双向平铺做基,采用三顺一丁错缝砌筑。砖两立面饰菱形纹加乳丁纹,墓底东北残留铺底砖少许,交错平铺。耳室居于墓室西北部,略呈方形,东西长0.98、南北宽0.86米,墓底用单砖错缝平铺,封门用长0.68、宽0.4、厚0.2米青石封堵,两侧各设有石柱。墓底未见葬具及骨架,出土铜钱7枚,铁锛、陶质仓、井、磨各1件(图六)。
D型 洞室墓10座。墓室形状均长方形,依墓葬形制结构可分二式。
Ⅰ式 土洞室墓8座。
M28 由墓道、墓门、墓室组成。方向310°。梯形墓道居于墓室东部,长2.2、宽0.9~1、深2.4米,直壁,平底。墓门宽1米,墓室形状呈长方形拱顶,长2.4、宽1、深0.7~1.5米。墓室西部残存葬具木棺印痕,形状呈长方形,长1.78、宽0.58、棺板残厚0.04米。于棺西部和东部出土铜镜1、铜钱44、陶仓2,墓室东部和墓门中部出土陶质圈、壶、磨、甑、井、灶、炉各1件(图七)。
Ⅱ式 砖洞室墓2座。
M16 由墓道、墓门、墓室组成。方向115°。长方形墓道居西部,长2.8、宽1.38、深3米,直壁、弧角平底。拱形顶墓门宽1.38米,顶自口部向内渐缓略呈坡状。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2.8、宽1.84、口深2.4、内深1.3米。墓室南北两端用长26、宽12、厚6厘米的单砖错缝平砌。室内清理出同等大小葬具两副,呈梯形。北棺长2、宽0.56~0.68米,内存骨架1具,保存较差,头东,仰身直肢,棺内出铜镜1、口琀1、窍塞2、铁剑1、铜钱80枚。南棺内存骨架残骸少许,出土窍塞、铜带钩(残)、铜钱、肛塞各1件,另出土陶质仓、磨、鼎、圈、井各2,壶4,灶、盆、甑、器盖、釜各1件,眼罩1件(图八)。
三 出土器物
陈沟墓群(东区)出土各类珍贵文物206件,有陶、铜、铁、石、蚌器类。陶器有鼎、盒、壶、钫、罐、案、盘、勺和生活明器灶、井、圈、磨等;铜器有镜、钱币、带钩;铁器有鼎、剑、书刀。现分述如下。
1.陶器
多为泥质灰陶,红陶、褐陶、釉陶较少,器火候较高,有礼器、实用器和生活明器。纹饰有弦纹、水波纹和叶面纹。
陶鼎 14件。依据口部不同可分三型。
A型 6件。子母口外侈。根据底部变化分二式:
Ⅰ式 5件,圜底。M34:3,泥质灰陶,轮模合制。带盖,盖呈覆钵状,圆弧顶,斜弧壁。圆唇,肩耸对称长方形双耳,耳正面中空,斜弧腹,三蹄足。通高11.4、口径14.5厘米(图九:1)。
Ⅱ式 1件,平底。M53:3,泥质灰陶,模手合制。尖圆唇,肩耸对称长方形双耳,耳正面中空,斜弧腹,三蹄足。通高14.8、口径15.6厘米(图九:2)。
B型 3件。子母口内敛。依腹部不同又可分两亚型。
Ba型 1件,双层腹。M10:5,泥质灰陶,轮模合制。圆唇,下腹外凸,双腹间接处束腰,均为斜直肩,肩耸对称长方形双耳,耳正面中空,斜弧腹,圜底,三蹄足。通高17.2、口径10厘米(图九:3)。
Bb型 2件,单腹。M40:4,泥质灰陶,轮模合制,耳足模制,器身轮制,圆唇,肩耸对称长方形双耳,耳正面中空,斜弧腹,圜底,三蹄足。通高9.6、口径14.5厘米(图九:4)。
C型 5件。子母口直口。M16:8,泥质灰陶,模手合制。器呈子母口略侈,圆唇,斜弧肩,肩耸对称长方形双耳,耳正面中空,上腹与肩部饰水波纹,下腹斜直,平底,三柱足。通高11、口径9.5厘米(图九:5)。
陶盒 8件。依形制不同可分二型。
A型 3件,钵形盒。M34:3,泥质灰陶,轮制。器呈子母口外侈,圆唇,斜弧腹,较深,小平底,底部刮削。通高6.5、口径13.5、底径5.2厘米(图十:1)。
B型 5件,罐形盒。M10:2,泥质灰陶,轮制。子母口内敛,圆唇,中上腹圆鼓,腹上部饰水波纹,下腹略弧,腹较深,平底。通高8.8、口径9、底径12厘米(图十:2)。M28:11,泥质褐陶,轮制。大子母口略侈,圆唇,上腹斜直外弧,下腹竖直,平底。通高8、口径6.4、底径9.5厘米(图十:3)。M53:1,泥质灰褐陶,轮制。直口略侈,圆唇,斜弧腹,腹底刮削,平底。通高7、口径11.6、底径8厘米(图十:4)。
陶壶 16件。依口部不同可分二型。
A型 13件。侈口。又依足部不同分两个亚型。
Aa型 圈足。M25:1,泥质灰陶,轮制。带盖,盖成覆钵状,弧顶,斜直壁。器呈侈口,斜平沿微折,圆唇,斜弧颈,略束,广肩,中腹圆鼓,腹最大径于鼓腹处,下腹斜弧,喇叭形高圈足。腹体轮旋痕明显,通体素面。口径11.6、底径12、通高29.6厘米(图十一:1)。M57:2,泥质灰陶,轮模合制。带盖,盖成覆钵状,弧顶,斜直壁。器为侈口,平沿,圆唇,长弧颈,中部微束,广肩,中鼓腹,下腹斜弧,喇叭形矮圈足。口径11.8、底径12.2、通高29.4厘米(图十一:2)。
Ab型 平底。M10:6,泥质灰陶,轮制。浅盘状口,斜平沿,圆唇,长颈略束,溜肩,上腹外弧,饰两道凸弦纹,下腹斜直,通体饰凸弦纹,平底。口径14.6、底径10.8、通高28.6厘米(图十一:3)。M27:6,泥质灰陶,轮制。带盖,盖成覆钵状,圆弧顶近平,斜弧壁。器为侈口,近平沿,圆唇,唇下饰一凹弦纹,斜弧颈,中部略束,颈下部饰凹弦纹,广肩,中腹外鼓,下腹斜弧,平底。口径12.4、底径13.6~14、通高25厘米(图十一:4)。M16:17,泥质灰陶,轮制。侈口,平沿,圆唇,斜弧颈中部略束,溜肩,中腹略鼓,下腹斜弧,腹上部饰水波纹,大平底。口径12、底径13、通高19厘米(图十一:5)。
B型 3件。盘口。M58:2,泥质灰硬陶,轮模合制。盘口略侈,尖圆唇,斜平沿,沿内微凹,口底饰凹弦纹,竖颈,溜肩,肩部耸一对称桥形耳,耳面饰叶脉纹,上腹外弧,中腹外鼓,下腹斜弧,平底。腹上部饰一周凹弦纹,耳下通体饰旋纹。口径9.5、底径7.6、通高19.7厘米(图十一:6)。
釉陶壶 2件。形制相同。M48:6,泥质红陶,红胎,轮制。盘形口外敞,圆唇,矮束颈,广圆肩,中鼓腹,下腹斜弧,平底。腹上部饰数道弦纹,器通体施酱红釉,大部剥落。口径9.4、底径6.8、通高15.6厘米(图十一:7)。
陶罐 3件。依口部不同分为三型。
A型 1件,盘口。M35:2,泥质灰陶,轮制。浅盘状口外侈,卷折沿,方唇,矮颈,溜肩,鼓腹,下腹斜弧,平底微凹。底部饰绳纹。通高27.2、口径12.1、底径7厘米(图十二:1)。
B型 1件,侈口。M41:1,泥质灰陶,轮制。平沿,方唇,矮颈,广圆肩,中腹圆鼓,下腹斜直,大平底微凹。素面。通高17.8、口径9.2、底径13厘米(图十二:2)。
C型 1件,敛口。M9:3,泥质灰陶,轮制。斜平沿,圆唇,溜肩,肩下饰凹弦纹,对称桥形双耳,耳面饰叶脉纹,上腹斜弧,下腹斜直,腹体饰凹弦纹,小平底内凹。通高19.7、口径12.5、底径9.8厘米(图十二:3)。
陶钫 1件。M35:1,泥质灰陶。模手合制。带盖,盖成覆斗形,顶部隆起,直壁。器呈侈口,平沿,方唇,斜弧颈,溜肩,中腹外鼓,下腹斜直,长方形圈足略外撇,素面。通高31、口径7.3~8、腹径15.5、底径9.4~10.4厘米(图十二:4)。
此外,还出土有陶盘、陶案、陶勺等。生活模型明器有井、仓、圈、磨、灶等(图十三)。
2.铜器
铜器有镜、带钩、钱币、軎和刷。
铜镜 4面。分二型。
A型 2面。M16:1,昭明连弧铭带镜。圆形,镜面微凹,半圆钮,圆钮座,宽平素缘。钮座外饰内向十二连弧纹,之外两周短斜线纹,间有篆隶变体铭文“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每字之间有“而”字相隔(“以昭明光象夫”六字锈蚀模糊)。面径8.2、背径8.0、钮高0.7、钮宽1.1、缘厚0.3、缘宽0.9、肉厚0.15厘米(图十四:1)。
B型 2面。M28:1,四乳四螭镜。圆形。半圆钮,圆钮座,镜面微凸,宽素平缘,钮座外有一周凸弦纹圈带,之外两周短斜线纹之间有四乳丁与四虺环绕相间分布。四乳有圆座,四虺成钩形躯体,虺内外两侧各有一禽。面径10.8、背径10.6、钮高0.7、钮宽1.2、缘宽1.3、缘厚0.3、肉厚0.2厘米(图十四:2)。
铜带钩 6件。分二型。
A型 3件。M16:24,钩如水禽状,腹略成圆形,背有一圆帽状钮,钩首为水禽头状。长11.5、腹宽1.2、钮径1.4厘米(图十四:3)。
B型 3件。M48:2,器呈琵琶形状,腹鼓成弧形,背饰圆钮近尾部。长5.3、腹宽1.5、钮径1.1厘米(图十四:4)。
铜钱 745枚。有“五铢”和“新莽钱”。五铢钱611枚,分带郭五铢和磨郭五铢(图十五:1~4)。新莽钱有“大泉五十”、“货泉”和“小泉直一”(图十五:5~7)。
3.铁器
有鼎、剑等。
鼎 1件。M31:1,模制。子母口,内敛,尖圆唇,肩部耸一对称长方形耳,耳正面中空,耳下部饰一周凸弦纹,斜弧腹,圜底,三蹄足。通高25.6、口径17.8厘米(图十六:1)。
剑 2件。M61:9,剑身细长,双面削,剑身有脊,颈首残,颈与剑身交界处有剑镡,锈蚀严重。长110、宽3.5、厚0.8厘米(图十六:2)。
4.石器
石砚 1件。M26:3,青灰色磨制石器,面呈长方形,长13.4、宽6、厚0.4厘米(图十六:3)。
5.蚌器
有口琀、肛塞、眼罩等。
口琀 1件。M16:2,残,形如蝉样,面似梯形,首部刻两道凹弦纹,余下素面。长5、宽3.1、厚0.4厘米(图十六:4)。
肛塞 1件。M16:26,残,柱体状,通体素面。长4.5、柱径0.7厘米(图十六:5)。
眼罩 1件。M16:28,面呈椭圆形,均磨制,素面。长4.1、宽1.7、厚0.2厘米(图十六:6)。
四 结语
陈沟墓群(东区)墓葬的发掘是继连霍高速公路萧县汉墓发掘之后的又一次较大型的考古发掘,所获资料再次为研究该地区区域性文化和两汉时期的丧葬习俗及社会沿革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和依据。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画像石雕刻技法和制作工艺一系列递变,充分展示了萧县汉文化的容貌和特征,也验证了该地区由“周制”向“汉制”转变的过程。
墓葬形制继承了战国晚期列国墓葬的基本特点,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并随之诞生了具有地域特点的石棺墓葬,构成西汉中晚期萧县墓葬的一大特色。石棺墓葬画像内容简单,雕刻技法采用阴刻线,与萧县西虎山出土的石棺墓[1]及江苏沛县栖山汉墓、铜山县柳新汉墓出土的画像石相似[2]。之后随着西汉王朝经济和政权的衰退,石棺墓葬也逐渐被砖室、洞室墓葬所淹没,与之相伴的是随葬器物陶器组合也开始发生新的递变,陶礼器中的鼎、盒、壶开始渐退,生活用品和模型明器开始纳入随葬品新的组合。本次发掘出土的昭明连弧铭带铜镜(M16:1),与洛阳烧沟汉墓(标本M1028:31和标本M103:5)出土该类铜镜相似[3],其时代当为昭宣至王莽之间;四乳四螭镜(M28:1)与白鹿原汉墓中M12出土铜镜[4]、萧县汉墓XPM93:1[5]、淮北煤师院汉墓[6]出土铜镜(M1:1)相似,时代步入东汉初期,竖穴土坑墓依然存在,砖室(石)结构墓葬普遍流行,随之画像石墓葬逐渐兴起,石棺墓葬渐退,随葬器物组合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陶礼器中的鼎、盒形体变小,制作也草率粗糙。出土陶鼎(M28:4、M26:9)与萧县汉墓出土陶鼎(XPM73:7)相似,同时该时期陶器组合新增了祭奠类器物组合和模仿建筑类明器;时代引入东汉中期,墓葬形制以砖室墓和砖石画像石墓为主,画像石内容也渐丰富,发展规模扩大,雕刻技法明显有所丰富和提高,日趋成熟,由阴刻线技法走向平面减地刻和弧面浅浮雕。纹饰也由简单的菱形纹增加了连弧纹、水波纹等,画像内容题材亦体现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和对未来的美好追求。萧县汉画像石内容从整体来看,不同于河南、四川、山东等地,而与徐州、淮北的部分画像风格接近,其画像的雕刻技法和制作工艺及其画像内容都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图十七、十八)。萧县地区的汉画像石艺术风格崇尚朴实、粗犷。造型古朴典雅,形象生动活泼,线条匀称,以写实为主。雕刻技法上运用了阴线刻、平面减地浅浮雕、弧面浅浮雕三种。构图采用对称、分格、均衡、呼应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画像为研究两汉时期的文化、经济、丧葬习俗及汉代的绘画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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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Excavation Report of the Chengou Cemetery (Eastern Part) in Xiao County, Anhui Province
Anhu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hui Xiao County Museum
Abstract: From November 2010 to January 2011, Anhu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 association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conducted an excavation o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emetery at Chengou, Xiao County, Anhui Province. The excavation unearthed 61 tombs, 56 of which date back to the Han Dynasty and most of which are vertical mound tombs. In total 206 objects including potteries, bronzes, irons, stones, and mussels were unearthed. The structure and layout of these tombs, the burial objects, and the gradual changes shown through the carving skills of pictorial stones illustrate the content and features of the Han culture in Xiao County.
Key words: Xiao county; Chengou; tombs;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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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马鞍山地区吴墓的文化因素辨析
付龙腾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马鞍山地区所发现吴墓墓葬规模大、等级高,受到学界的关注。在全面分析该地区吴墓基础上,并从墓葬形制和随葬青瓷器两个方面将其与古武昌地区和建业地区的吴墓材料进行对比后,可以总结出马鞍山地区吴墓所体现的文化面貌,即汉代文化因素、古武昌文化因素、建业文化因素在该地区相互交织。马鞍山地区的吴墓墓葬形制既有对汉代制度的坚持又有对古武昌地区新兴丧葬文化的引入,随葬青瓷则体现了其同时受到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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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付龙腾(1988-),男,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考古。
在已发掘的安徽马鞍山地区六朝墓葬中,孙吴时期的墓葬规模大、等级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者们或以单个吴墓为研究对象,或从整体上对马鞍山地区吴墓进行考察,其中后者不乏对相关墓葬所体现的文化因素内涵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古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地区、建业(今江苏南京)地区区域文化因素的辨识上尚存一些问题,对汉代墓葬文化因素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马鞍山地区吴墓文化因素的内涵进行再探讨,不当之处,敬祈学界指正。
一 研究现状概述
1.主要考古发现
依据平面形制的不同,将马鞍山地区吴墓分为单室墓、前后室墓、多室墓三类。现将各墓例的结构分类介绍如下。单室墓:墓例有采石翠螺山东吴墓[1]、佳山东吴墓[2]。平面呈凸字形,由封门墙、甬道、墓室组成,佳山东吴墓还设有墓门。因遭到破坏,上述两墓顶结构均无法判断。
前后室墓:墓例有马鞍山朱然墓[3]、马鞍山朱然家族墓[4]、采石东吴墓[5]。平面形制均由墓道、甬道、前室、过道、后室组成。朱然墓为前室“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后室券顶,朱然家族墓则是前室“四边券进式”穹窿顶、后室券顶,采石东吴墓前、后室均为券顶。该类墓在《鄂城六朝墓》中为Ⅲ型,即“吕”字形墓[6]。上述前后室墓可据平面形制进一步区分如下:朱然墓、朱然家族墓为前室方形、后室长方形的墓,且过道宽度均小于后室;其中,朱然墓前后室间有偏于一侧的短过道,朱然家族墓前后室间有居于正中的过道。采石吴墓为前、后室均为长方形的墓,前、后室之间的过道与后室等宽。
多室墓:墓例有独家墩三国早期墓[7]、寺门口吴墓[8]、宋山吴墓[9]。独家墩三国早期墓的形制较特殊,由墓道、封门墙、甬道、横前室、凸字形并列双后室组成,横前室、凸字形并列双后室皆为券顶。横前室的东壁、南壁、北壁近东壁处、右后室的西壁中部各有一耳室,双后室之前有一“过仙洞”相通。另有前室带侧室的多室墓两座。寺门口东吴墓的左右侧室与前室垂直,平面呈十字形,由两道封门墙、甬道、前室、左右凸字形斜侧室、短过道和后室组成,主室及侧室均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宋山东吴墓左右侧室与前室平行,由墓道、封门墙、前后甬道、石门、横前堂、左右凸字形侧室、石门、过道和长方形后室组成,墓顶皆为券顶。
上述各类墓的总体形制和结顶形式如表一所示。
上述马鞍山地区吴墓所出随葬品在质地上有陶、硬陶、釉陶、青瓷、铜、铅、金、银、铁、漆、木、石等;按组合则分为仪仗类、镇墓类、庄园类、庖厨类、生活类、祭奠类、棺敛类等。本文将着重对马鞍山地区吴墓中随葬的青瓷器所体现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故现将各墓所出部分青瓷器的器形列出(表二)。
2.主要研究成果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马鞍山地区吴墓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对单个墓葬的研究;第二类是将整个马鞍山地区吴墓视为整体所进行的研究。第二类研究成果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关系较密切。
第一类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测某一墓葬墓主的身份;二是探讨某一墓葬的形制与所出随葬品的时代特征。前者与本文所关注的课题关联不大,这里不再详述。后者以杨泓先生的研究为代表。杨泓先生对朱然墓进行了研究:在墓葬形制上,朱然墓的这种“吕”字形前后室墓是孙吴中期新兴起的具有地方特征和时代特征的形制,在江南地区一直沿用至西晋时期。在随葬器物上,朱然墓既有汉制遗风又有孙吴的时代特征。前者体现在随葬大量漆器、铜钱、陶制模型明器、印纹硬陶及一定数量的实用铜器上。后者体现在随葬一定数量青瓷和木制名刺上[10]。杨泓先生的研究初步区分出了朱然墓所体现的汉代遗制和孙吴新兴丧葬文化,但对于其中各文化因素的具体来源分析不够。
第二类研究集中体现在对马鞍山地区吴墓的相对年代序列和文化因素内涵的研究。前者以吴桂兵先生的研究为代表。吴桂兵先生在以马鞍山吴墓的墓葬形制、器物的类型划分及与纪年材料的坐标性对比为基础,探讨马鞍山地区吴墓的年代序列,并进一步进行汉晋变迁时期区域墓葬年代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并且认定对相对年代概念内涵的理解是历史变迁时期考古学材料断代的基础[11]。对马鞍山地区吴墓相对年代序列的认识为本文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提供了基础。后者以韦正先生、王志高先生的研究为代表。韦正先生认为:宋山吴墓的墓葬形制与佳山吴墓所出随葬品均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朱然墓则采用了长江下游的墓葬形制和长江中游的随葬品,表现出了一定的融合性[12]。韦正先生还撰文研究了马鞍山吴墓中的中游青瓷产品及其于该地流行的原因[13]。王志高先生认为:孙吴早期,长江中游地区在南阳地区影响下开始使用“四隅券进式”结顶方式;孙吴中期以降,在长江下游地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成为官式墓葬建筑类型,其中,朱然墓是年代最早的纪年墓例[14]。另外,王志高先生在宏观地指出马鞍山地区吴墓所随葬青瓷器存在长江下游江浙地区窑口产品、长江中游鄂赣地区窑口产品两个系统的基础上,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即这两个不同系统的瓷器存在着时代早晚的差异[15]。这些分析对本文所进行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二 墓葬形制的文化因素分析
本文认为马鞍山地区吴墓除了受到以建业为代表的下游地区、以古武昌为代表的中游地区两地影响外,其墓葬形制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出受东汉时期中原文化因素和当地文化因素的影响。为详细区分,本文将建业地区、古武昌地区吴墓的墓葬形制通过表三进行总结。这里提到的古武昌地区相当于今天的鄂城地区,对其墓葬形制的总结笔者主要参考了《鄂城六朝墓》一书中对墓葬形制的分型定式[16]。
马鞍山地区的吴墓中平面呈凸字形的单室墓的墓例有采石翠螺山东吴墓、佳山东吴墓两座。该型墓葬形制简单,不构成可独立分析的文化因素。因此,本文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前后室墓及多室墓上。
1.前后室墓平面形制及结顶形式的文化因素分析
韦正先生认为:“这种类型的墓葬(朱然墓)颇见于今南京地区,如南京东善桥凤凰三年墓、邓府山墓、中华门外板桥吴墓。在本地区也有明确的渊源,如江苏高淳固城湖东汉画像砖墓。”[27]对马鞍山地区前后室墓,笔者有与之不同的观点。采石吴墓前后室均为长方形,具有较明显的汉代传统,《洛阳烧沟汉墓》中的第四型墓有类似墓例,如M1018等[28]。朱然墓前后室间带有偏于一侧的短过道的做法于建业地区少见,而该类墓在《鄂城六朝墓》中则列为Ⅲ型2式[29]。表三中图6所示的M2174属于该式墓,其平面形制与朱然墓几乎完全相同。而朱然家族所代表的前后室间有居于正中过道的平面形制于建业地区和古武昌地区均可见。前后室墓墓室的结顶形式同样值得关注。采石吴墓前后室均为券顶,朱然家族墓前室“四边券进式”穹窿顶、后室券顶,应均为汉代制度的延续。朱然墓的前室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这种结构较券顶式和“四边券进式”更为合理,是墓葬建构技术的进步。这种结顶方式在汉末三国时期出现,东晋之后消失,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表四总结了汉晋时期古武昌、马鞍山、建业三地采用“四隅券进式”墓顶的部分墓例。其中古武昌地区的墓例采用《鄂城六朝墓》中的编号。
如表四所示,三地中最早运用“四隅券进式”结顶方式的墓例为古武昌地区的M221。比古武昌地区更早采用“四隅券进式”结顶方式的墓例于襄阳境内可见。襄阳东街M1为前、中、后三室墓,前室为“四隅券进式”结顶,其余墓室均为券顶;襄阳东街M8为前后室墓,前室为“四隅券进式”结顶,后室为券顶[47];贾巷M8为“H型双路多室墓”,南前室、北前室为“四隅券进式”结顶,南后室、北后室为券顶[48];襄樊长虹南路M16为单室墓,墓顶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49]。上述各墓均出有东汉特征明显的陶器,应属汉末三国初期墓葬。将上述材料联系观察,本文认为“四隅券进式”结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进可分为四个阶段:最早于襄阳地区产生;孙吴定都鄂城时期,古武昌地区引进了襄阳地区的“四隅券进式”结顶;孙吴定都建业时期,该结顶方式扩散至建业及其外围地区;吴晋之际至东晋中期,古武昌地区与建康地区继续使用该结顶方式。这即是有学者提出的“四隅券进结顶使用的路线图”[50]。另外,与“四隅券进式”结顶配合的墓葬平面形制似也有一定演化规律。第一阶段,“四隅券进式”结顶于多室墓、前后室墓、单室墓中均有运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多运用于前后室墓中,且多为前室穹窿顶、后室券顶;第四阶段,前后室均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的墓葬开始流行,并持续至西晋时期,到东晋时期,随着凸字形单室墓的广泛使用,“四隅券进式”结顶多被应用于该类墓上。
因此,朱然墓为建业外围地区较早受古武昌地区该文化因素影响的墓葬之一。至于寺门口吴墓,该墓前后室与左右侧室墓顶均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在目前所见长江下游汉晋墓中仅此一例。或许是由于“四隅券进式”结顶方式刚刚扩散至该地区,尚未为人们完全理解而盲目模仿所致。总之,在分析马鞍山吴墓中前后室墓的文化因素内涵时,不能仅因为其与建业地区同时墓葬平面形制类似,就笼统地认为该类墓是在建业地区吴墓的影响下产生的,而要注意过道的设置、墓顶的建筑方式等。
2.多室墓平面形制与结顶方式的文化因素分析
首先分析宋山吴墓。如图一所示,鄂钢饮料厂一号墓[51]与宋山吴墓在平面形制上极为相似,这成为了有学者认为古武昌地区文化因素借助政治强势影响马鞍山地区墓葬文化的理由。另外,武昌任家湾黄武六年(227年)道士郑丑墓、武昌莲溪永安五年(262年)校尉彭卢墓、鄂城孙述孙将军墓等也被认为是与宋山吴墓形制相似[52]。本文认为,除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外,上述古武昌地区墓例的形制与宋山吴墓并不相同:宋山吴墓左右侧室与前室平行;而所涉及古武昌地区墓葬,如表三中图3所示,均为两耳室与前室垂直的平面呈十字形的墓葬。故本文认为,若讨论宋山吴墓与古武昌地区文化因素的关系,上述古武昌地区四墓均要排除在外,着眼点需放在鄂钢饮料厂一号墓与宋山吴墓的关系上。而讨论鄂钢饮料厂对宋山吴墓是否有影响的前提,则是对二者的相对年代进行判断。而宋山吴墓与鄂钢饮料厂一号墓的年代比较接近,同属孙吴中晚期。至于二者的相对早晚关系,尚不能确定。并且,此时的马鞍山地区作为建业的京畿地区已有较长时间,古武昌地区的“政治强势”应早已不复存在。故宋山吴墓是否受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影响或者事实与之相反是不能确定的。
再来分析寺门口吴墓。其前室左右两侧各附有一侧室,平面呈十字形。《鄂城六朝墓》中的Ⅰ型3式即为带甬道的前、后室附双侧室或双耳室墓。其中附双侧室的墓葬仅有M5013、M5014两座,其年代也均在吴晋之际。孙吴时期,建业地区少见附侧室的前后室墓。而在西晋时期,今南京及附近地区部分前后室墓的前室附有侧室。如江苏南京西岗西晋墓,前室左侧附有两侧室、右侧附一侧室[53];江苏扬州胥浦六朝墓M93前室左右两侧各附有一侧室[54]。此种墓葬形制与东汉时期多室墓有明显继承关系,但除寺门口吴墓外,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孙吴时期的墓葬很少采用此种形制,反倒是在吴晋之际至西晋时期出现个别墓例。出现这种现象,很容易让人怀疑是否与行政力量的干预有关。孙吴政权对该形制的排斥使其近乎绝迹,坚持采用此种形制的寺门口吴墓也是对其略做改变——左右侧室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略有偏斜。到了西晋,中原与晋制相关的丧葬文化南下的同时,或许使得排斥此种汉代墓葬形制的局面有所改观。
独家墩三国早期墓的形制与安徽淮河以南地区汉代的地方因素有很大的关系。余静、滕铭予先生将两汉时期的安徽淮河以南地区作为独立的文化区,进而分析该地区两汉墓葬的分期与分型定式[55]。长方形前室、并列双后室的多室墓被分在砖室墓中的C型墓,代表墓例有桐城杨家嘴东汉墓[56]。如图二所示,其与独家墩墓的形制相近。
宋山吴墓、独家墩墓的各墓室墓顶均为券顶,为汉代制度的延续。另外,关于寺门口吴墓的结顶方式,前文已有论述。
从上述分析看出:寺门口吴墓与独家墩墓的平面形制均为汉代文化因素的延续。只是由于某种原因,寺门口吴墓对传统的墓葬形制稍做改变。关于宋山吴墓,虽然在古武昌地区可以找到与之形制相同的墓葬,但由于二者年代接近,并不能就此确定宋山吴墓受到了古武昌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响。
三 所出青瓷器的文化因素分析
上文已对马鞍山地区吴墓的墓葬形制进行了分析,但想要深入研究某一地区墓葬所包含的文化因素,仅仅分析其墓葬形制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墓葬所出随葬品的组合、器形特征等进行分析。
1.青瓷器组合
孙吴前期,古武昌地区墓葬中出土青瓷器较少,仅有碗、罐、盏、虎子等很少种类,随葬的庖厨类、庄园类模型明器也以陶质为主,很难就青瓷组合进行分析;同时期的建业地区墓葬材料少见,其随葬品面貌尚难以总结。东吴中期,古武昌地区开始出现大口罐、盘口壶、唾壶、薰篮、水盂、狮形水注等,四系罐、碗等已有器类的器形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新出器类、器形大多于建业地区、马鞍山地区的吴墓中均可见,但这些因素具有明显的长江下游特色[57],应该是长江下游地区瓷器对外影响的表现(至于为何说这些器物具有明显长江下游特色,则要观察器形的具体特征,这在下文中将有所论述)。马鞍山地区吴墓的部分青瓷虽然从质量上看产地可能在中游,但极有可能是中游地区的瓷器制作者对下游瓷器进行模仿的产物,后经过“沿江贩卖到达马鞍山[58]。因此,马鞍地区吴墓随葬的这些青瓷器组合包含强烈的下游文化因素,并未真正体现出中游的丧葬文化对该地区产生了影响。真正能体现位于长江中游的古武昌地区的文化因素对马鞍山地区吴墓产生影响的是镇墓类、庄园类青瓷器的使用情况。在镇墓类青瓷器组合的使用方面,佳山吴墓体现的尤为明显,其镇墓兽、穿山甲、白毫相俑“造型、甚至大小都与武昌莲溪寺东吴墓的同类器物相同,简直是由一个模子制成的”。而据已公布的材料,建业地区吴墓中少见上述器类。另外,朱然家族墓所出的口吐长舌俑在《鄂城六朝墓》中被列为I型3式[59],同样于建业地区不见。庄园类青瓷器的使用方面,青瓷仓囷多见于古武昌地区,而于建业地区少见。
2.青瓷器器形
上文已经对马鞍山地区吴墓青瓷器的组合所体现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要进行深入研究,就必须进一步对部分青瓷器,特别是生活类青瓷器的器形进行一些探讨。表五将古武昌、马鞍山、建业三地吴墓所出青瓷器中盘口壶、双系罐、四系罐、唾壶的器形进行了对比。
由表五可知,具有马鞍山地区吴墓所出部分生活类青瓷器的器形特征的器例于建业地区、古武昌地区均可见。这样,探讨这些青瓷器器形的来源就十分必要了。
在长江中游地区,东汉时期墓葬所出青瓷器包括卵形罐、小罐、钵、壶、簋等;到了孙吴时期,卵形罐、小罐、簋等已很少见,而盘口壶等器物的器形也发生了变化。在长江下游地区,东汉墓葬随葬青瓷则包括双系罐、四系罐、盘口壶、锺等。在上虞县发现的东汉瓷窑址内,则出有盘口壶、锺、罐、碗、洗等日常生活器皿[65]。因此,古武昌地区孙吴时期的青瓷与长江中游地区所出东汉时期青瓷的器类、器形差别较大,却与长江下游地区东汉时期墓葬、窑址所出青瓷有一定的沿袭关系。马鞍山地区吴墓所出来自长江中游的青瓷器亦是如此。上文说过,有学者指出,马鞍山吴墓所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两个不同系统的瓷器存在着时代早晚的差异:长江中游系统瓷器,可能主要是在定都于武昌的孙吴早期从鄂州传来;长江下游系统瓷器,则可能是在孙吴迁都建业后,马鞍山作为京畿首善之区所受的强辐射[66]。因此,中游系统瓷器在孙吴早期传播而来,与东汉相距不远,受到长下游地区质量较好的东汉青瓷的影响是有可能的。本文的结论与“时代早晚差异导致两系统青瓷并存”的结论或可相互印证。
因此,如上文所说,马鞍山吴墓随葬的这些产自中游地区的青瓷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长江下游文化因素的影响。
表六总结了东汉时期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地区墓葬或窑址中所见的部分青瓷器。
四 结语
本文从墓葬形制、随葬青瓷器两个方面对马鞍山地区吴墓所体现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总体说来,汉代文化因素、古武昌文化因素、建业文化因素在该地相互交织。在墓葬形制上,马鞍山地区吴墓既有对汉代制度的坚持又有对古武昌地区新兴丧葬文化的引入。从三国早期独家墩墓的横前堂多后室,到孙吴中晚期寺门口吴墓对双侧室形制的坚守与改变,加之券顶、“四边券进式”穹窿顶等传统结顶方式贯穿整个孙吴中晚期,无疑是对汉代制度的坚持;从寺门口吴墓对“四隅券进式”结顶方式的盲目模仿,到朱然墓于长江下游地区较早采用“前室四隅券进式结顶、后室券顶”的形制,则体现了对古武昌地区新兴丧葬文化的引进。在随葬青瓷上,则存在长江中游青瓷、长江下游青瓷两个系统。而长江中游青瓷系统的情况较为复杂。其中,镇墓类、庄园类青瓷组合的使用,代表着古武昌地区的丧葬文化深入马鞍山地区;而生活类青瓷则受到长江下游地区东汉时期青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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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Wu Tombs in Ma’anshan Area, Anhui Province
FU Long-teng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The tombs of the Wu Kingdom discovered in Ma’anshan area have drawn academic attention due to their large scale and high class. After a thorough study on these tombs and a comparison with the Wu tombs in ancient Wuchang and Jianye areas regarding the structures and burial celadon porcelains, their cultural profile can be concluded, which reflects the cultural encounter of the Han and Ancient Wuchang and Jianye. The structures of the Wu tombs in Ma’anshan area show an adherence to the Han tradition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burial culture of the ancient Wuchang area. The burial celadons signify the influence from both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Ma’anshan; tombs of the Wu Kingdom; tomb structures; celadon porcelain; cultur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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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M9、M10发掘简报
南京博物院 盱眙县文广新局
内容提要: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为一处保存比较完整的西汉诸侯王陵园,M9与M10为陵园内规模最大的两座陪葬墓,均为竖穴岩坑墓,出土大量铜器、铁器、金器、漆器、玉器、琉璃器、石器、陶器等。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可推测两座墓的墓主人应为江都王刘非的妃嫔,其中M10的墓主人应为文献记载中的淖姬。这两座墓的发掘将为汉代诸侯王陵陪葬墓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并将进一步推动汉代诸侯王陵陪葬制度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西汉 江都王陵 陪葬墓 淖姬
中图分类号:K871.41;K878.8 文献标识码:A
大云山江都王陵位于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云山村大云山山顶区域,山顶海拔高度73.6米,西距盱眙县城30公里,南距汉代东阳城遗址1公里,西南与青墩山、小云山汉代贵族墓地相邻(图一)。2009年至2012年间,南京博物院对大云山汉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出一处比较完整的西汉诸侯王陵园,陵园内共发现主墓3座、陪葬墓11座、车马陪葬坑2座、兵器陪葬坑2座、陵园建筑设施等遗迹[1]。
M9与M10为陵园内规模最大的两座陪葬墓,处于陵园中部,与M1封土相邻(图二)。
一 M9
(一)墓葬形制
发掘前M9地表尚有少量封土留存,对封土整体揭露表明,M9封土之下叠压有石砌墓域。墓域平面近似方形,方向2°,南北长22.6、东西长21.6米。墓域四周以石块垒砌一圈,南边中部留一南北向通道与墓域中心相连,通道残长2.6、宽6米。
M9为竖穴岩坑墓,墓室位于墓域平面中心,开口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6.7、东西宽5.3、深5.7米,方向2°(图三;彩插二:2)。墓坑填土为五花土,夯层明显,每层厚约0.1米。自开口以下2.4米处填有两层相邻积石(彩插二:1)。积石块均为不规则形,平铺于夯土层之上。上层积石体型较大,直径0.6~1.5米,每块重约2吨(图四)。下层积石体型略小,直径0.5~1米,每块重约1吨。对填土解剖表明,墓室早期即遭盗扰,盗洞穿过积石层直接进入棺室。
M9葬具为一棺一椁。椁室位于墓坑底部正中,其木质结构均已腐朽,仅存痕迹。椁室南北长4.1、东西宽2.6米,高度不明。棺室位于椁室正中,四周以隔板分为北、东、南、西四边厢(彩插二:3)。漆棺木质结构均朽,唯外侧漆皮尚存,南北长2.4、东西宽1.1米(彩插二:4)。尽管漆棺遭到盗扰,但仍出土了金腰带、金带钩等精美文物(彩插二:6)。
北边厢东西长2.6、南北宽0.6米,厢内未遭盗扰,出土鼎、盒、壶、瓿等各类陶器(彩插二:5)。东边厢南北长2.7、东西宽0.6米,厢内遭盗扰,出土各类漆器及灰陶罐等。南边厢东西长2.6、南北宽0.5米,厢内未遭盗扰,出土耳杯、奁盒等漆器。西边厢尺寸与东边厢同,未遭盗扰,出土大量半两铜钱与灰陶罐(图五)。
(二)出土遗物
M9尽管早期遭到盗扰,但仍出土各类遗物126件,包括铜器、铁器、金器、漆器、玉器、琉璃器、陶器等。
1.铜器
共29件(组)。器形有盘、甑、銗镂、缶、熏、弩机、剑、铺首、环、镜、刷、铜钱等。
盘 2件。形制相同。M9:51,出土于西边厢北部。残损严重,尚可复原。敞口,宽平斜沿,折弧腹,圜底。口径69、高13.5厘米(图六:1)。
甑 2件。形制相近。M9:53,出土于西边厢北部。残损严重,尚可复原。敞口,宽平斜沿,弧腹,圈足外撇。口径30、底径13.2、高13.2厘米(图六:2)。
銗镂 1件。M9:81,出土于南边厢内。子母口,盖面圆弧,顶端饰一圆环悬钮。器身母口,束颈,溜肩,鼓腹,圜底,肩两侧各施一鋬,整体呈鍪形。提梁作弓形,两端为龙首状,龙口衔链环与肩部鋬孔相套接。器身口径9.6、高12.4、带提梁通高17.9厘米(图六:3)。
缶 1件。M9:57,出土于西边厢北部。直口,圆唇,束颈,鼓肩,弧腹,平底。通体素面。口径14.2、底径12.1、高24.9厘米(图六:4)。
熏 2件。M9:87、89,皆残损严重,无法复原。
弩机 1件。M9:55,牙、望山、悬刀等构件基本齐全,保存完整。器长13、高12厘米(图六:5)。
剑 1件。M9D1:1,出土于盗洞中,仅存剑首部分。剑身中部起脊,双面饰双鱼纹,纹样精美。器身残长8.7、残宽4.8厘米(图六:6)。
环 2件。M9:48,出土于东边厢内,与一圆柱形铜构件组成衔环。外径3、内径1.9、厚0.6厘米(图七:1)。M9D1:2,出土于盗洞内,残损,尚可复原。外径2.9、内径2、厚0.6厘米(图七:2)。
铺首 2件。形制、尺寸相同。M9:47,兽面形,双角内凹,双面怒睁,鼻梁中凸,下端做钩状。铜环断面呈圆形。铺首横长9.1、纵宽8.4、环径8.8厘米(图七:3)。
镜 6件。主要分为蟠螭纹镜和云雷纹镜。
蟠螭纹镜 5件。圆形。M9:76-1,钮部残缺,圆形钮座。钮座外饰短斜线纹两周,间饰涡纹与云雷纹组合及凹面圈带各一周。其外饰短斜线纹两周,其间以四株三叠状花瓣纹分饰四区,间饰四组蟠螭纹。宽素缘,缘边上卷。镜面平直。镜面直径30.8、钮宽1.6、肉厚0.37厘米(图八:1)。M9:76-2,三弦钮,圆形钮座。钮座外饰涡纹与云雷纹组合及凹面圈带各一周。其外饰波折纹两周,其间以四株三叠状花瓣纹分饰四区,以蟠螭纹为主纹,以涡纹及三角云雷纹为地纹。宽素缘,缘边上卷。镜面平直。镜面直径14.1、钮高0.5、钮宽1.4、肉厚0.21厘米(图八:2)。M9:76-3,钮部残缺,圆形钮座。钮座外饰涡纹与三角云雷纹组合及凹面圈带各一周。其外以三个变形柿蒂纹钮座乳丁分饰三区,其间以蟠螭纹为三组主纹,以涡纹及三角云雷纹为地纹。内向十八连弧纹缘。镜面平直。镜面直径12.1、钮宽1.2、肉厚0.22厘米(图八:3)。
云雷纹镜 1件。M9:76-4,圆形,三弦钮,圆形钮座。座外饰凹面圈带一周,外饰四乳钉,其间饰云雷纹。宽素缘,缘边上卷。镜面平直。镜面直径4.1、钮高0.3、钮宽0.6、肉厚0.2厘米(图八:4)。
刷 4件。依形制不同,可分为A、B两型。
A型 2件。形制相同。M9:76-6,“一”字形铜刷,刷毛已朽,主体为圆柱形柄,柄端为圆形銎,整器通长3.7、銎径0.6厘米(图七:4)。
B型 2件。形制相同。M9:50,烟斗形铜刷,刷毛已朽,顶部残缺。柄端上翘为圆形銎,整器残长4.1、銎径0.9厘米(图七:5)。
刷柄 3件。形制相同。M9:76-5,为木质刷柄顶端铜套,顶端有一凸钮,整体呈圆柱形,由上至下呈增大趋势,下端为圆銎,通长3.3、銎径1厘米(图七:6)。
铜钱 1组。出土于西边厢南部,皆为“半两”铜钱,共计1千余枚,大多锈蚀严重。清理时,铜钱皆呈串状放置,钱穿内麻绳痕迹清晰。M9:74,钱径2.3、穿1厘米(图七:7)。
此外,还有1件铜器(M9:54)出土于西边厢北部,残损严重,器形不明。
2.铁器
共2件。器形皆为削。
削 2件。M9:95,出土于棺内中部。漆鞘制作精良,保存完整。鞘为夹纻胎,髹黑漆,正面镶嵌圆形绿松石及云母石饰片,周边随意镶嵌绿松石及云母石碎屑,装饰考究。削身铁质,背面扁平,柄部环首。鞘长22.5、宽1.6厘米。削身通长24.4、宽1.5厘米(图八:5)。M9D1:9,残损严重,仅能辨识器形,无法复原。
3.金器
共4件(组)。器形为腰带、带钩、金箔饰。
腰带 1组。M9:96,由两块带板、一枚扣舌、若干泡饰及琉璃饰组成,出土于棺内(彩插十二:1)。由于棺内早期遭遇盗扰,故腰带正面泡饰装饰方式被破坏,情况不明。
带板 2件,形制、尺寸基本相同。M9:96-1,长方形,模铸而成,主体纹饰为一龙噬二龟,边框饰麦穗纹。背面中部饰两长方形穿孔。器长8.7、宽4.5、厚0.35厘米(图九:1)。
扣舌 1件。M9:96-3,整体呈细长瘦腰形,下部垂尖,上部带一圆形穿孔。器长2.85、宽0.5厘米(图九:2)。
泡饰 38件。按形制分为3型。A型,1组5件。尺寸相同。M9:96-4,内部饰一长条形横穿。器径1、高0.51厘米(图九:3)。B型,1组6件。尺寸相同。M9:96-5,顶部饰一圈细绞丝纹,内部饰一圆穿。器径0.95、高0.46厘米(图九:4)。C型,1组27件。尺寸相同。M9:96-6,内部饰一圆穿。器径0.7、高0.37厘米(图九:5)。
金腰带还有琉璃管饰1组(M9:96-7),详细描述见琉璃器部分。
带钩 2件。形制不同。M9:90,雁形带钩。雁首向后呈钩,腹下饰一圆钮外凸。整器纹样精细,制作工整。圆钮正反两面皆刻有铭文,正面铭文为“二两八朱”,反面铭文为“二两五朱”。器长3.2、高2.3厘米(图十:1;彩插十二:2)。M9:91,兔形带钩。兔尾向后呈钩,腹下饰一圆钮。整器左右可以分开,中间以暗卯相合,设计精巧。器长3.8、高1.8厘米(图十:2;彩插十二:3)。
金箔饰 1件。M9:88,整器呈细长条形,一端弯曲,一端呈尖首。器通长3.6厘米(图十:3)。
4.漆器
共27件。器形有奁、卮、耳杯、盘等。
奁 4件。形制、尺寸基本相近。M9:78,夹纻胎。盖顶正面通髹黑漆,以三道出筋分隔出四圈纹饰。顶心素面。由内至外第一圈针刻弦纹三道,第二、三道之间夹饰菱形填线纹组合。第二圈纹饰针刻弦纹四道,由内至外第二、三道之间夹饰套菱纹。第三圈纹饰仅饰针刻弦纹两道。第四圈纹饰与第一圈同,亦饰菱形填线纹。盖身外壁髹黑漆,近口沿处饰弦纹五道。盖内顶心与近口沿髹黑漆,余髹朱漆。器身外壁髹黑漆,近底处针刻弦纹六道,由上至下第三、四道之间夹饰波折纹与菱形填线纹组合。内壁近口沿处髹黑漆,余皆髹朱漆。内底中心髹黑漆,中部针刻云气纹,其外饰针刻弦纹三道,由内至外第二、三道之间夹饰菱形填线纹,其外皆髹朱漆。盖口径12.8、盖高7.1、器身口径11.7、高6厘米(彩插四:1)。
卮 7件。形制基本相近。M9:79,圆筒形,一侧装铜持环。器外壁通髹黑漆,近口沿与近底处朱绘弦纹,其余纹饰基本脱落,内容不明。内壁与内底通髹朱漆。口径11.6、高10.2厘米(彩插四:2)。M9:82,圆筒形。器外壁通髹黑漆,近底处朱绘弦纹。内壁与内底通髹朱漆。口径11.6、高10.6厘米。M9:83,圆筒形。器外壁通髹黑漆,针刻弦纹多道,近口沿与近底处加绘朱漆点纹。内壁与内底通髹朱漆。器身一侧装一鎏金铜双环持。口径9.9、高10.7厘米(彩插四:3)。M9:108形制、纹饰与M9:83基本相同,唯外壁中部多饰针刻云气纹。口径9.3、高9.4厘米。
耳杯 10件。依纹饰不同,可分为A、B两型。
A型 5件。形制、尺寸相同。M9:84,夹纻胎,椭圆形口,耳缘上翘,弧腹,平底。器内外通髹黑漆,耳面针刻弦纹,内壁口沿下针刻弦纹两道,内底中心针刻云气纹。外壁素面。口径长17.8、连耳宽14.8、底径长9.8、宽5.1、通高4.4厘米(彩插五:1)。
B型 5件。形制、尺寸相同。M9:97,夹纻胎,椭圆形口,耳缘上翘,弧腹,平底,银扣耳。内壁通髹黑漆,素面。内底髹朱漆。外壁口沿下针刻弦纹,腹部针刻云气纹。口径长14、连耳宽10.9、底径长7.9、宽4.1、通高3.1厘米(彩插五:2)。
盘 1件。M9:86,仅存部分漆皮,器形大体可辨,具体纹饰、尺寸不明。
此外,还有5件漆器,M9:32~35、46,皆残损严重,器形不明。
5.玉器
共7件。器形为璜、环、佩饰、眼罩。
璜 1件。M9D1:7,两面刻涡纹。青白玉质,边缘起棱。整器残损近半,尚可复原。外径13.8、内径7.2、背宽2.3、厚0.4厘米(图十一:1)。
环 2件。M9:92,出土于棺内。整器表面饰绞丝纹。外径5、内径3.6、厚0.7厘米(图十一:2)。M9D1:12,出土于盗洞内。环体扁平,器表饰凹弦纹两道。残损严重,尚可复原。外径3.8、内径2、厚0.15厘米(图十一:3)。
佩饰 2件。形制不同,皆残损。M9D1:11,白玉质,出土于盗洞内。两面阴刻纹饰。残长4.7、厚0.25厘米(图十一:4)。M9:49,白玉质,两面阴刻纹饰。残长2.2、厚0.15厘米(图十一:5)。
眼罩 2件。形制相同。M9:93,青玉质。整器呈扁圆柱形,通体素面。直径2.7、高0.75厘米(图十一:6)。M9:94,直径2.8、高0.65厘米(彩插十二:6)。
6.琉璃器
共1组6件。皆为琉璃管饰。
琉璃管饰 1组。M9:96-7,为金腰带饰件。皆为圆柱形,中部穿一细孔。其中5件形制相同,器径0.4、高0.2、孔径0.15厘米。另1件呈马蹄形圆柱形,器径0.3、高0.4、孔径0.15厘米(图九:6)。
7.陶器
共57件。分为釉陶器和灰陶器两类。
(1)釉陶器
共38件。器形有鼎、盒、壶、瓿、罐、瓮、锺、钫、匜、盆、勺、卮、熏等,主要出土于北边厢与东边厢内。
鼎 4件。形制相近,唯尺寸及细部纹饰略有差异。钵形器盖。盖上立三钮,钮下部带圆形穿。器身子母口,弧鼓腹,中部起一周凸棱,三蹄足。M9:36,器盖中部饰凹弦纹。方唇,圜底。口沿下饰一对倒梯形附耳,上饰卷云纹,足外侧亦饰卷云纹。盖径18.8、高6、器身口径17.4、合盖通高18.5厘米(图十二:1)。M9:37,方唇,底近平。口沿下饰一对长方形附耳,上饰点纹。盖径17.4、高6.6、器身口径16.8、合盖通高20.7厘米(图十二:2)。M9:38,圆唇,圜底。口沿下饰一对长方形素面附耳。盖径19.8、高6.6、器身口径17.4、合盖通高19.6厘米(图十二:3)。
盒 4件。钵形盖,圈形捉手,中部饰凹弦纹。弧腹,平底矮圈足。M9:40,圆唇,器身子母口,内敛。盖径20.2、高5.4、器身口径16.8、合盖通高17.6厘米(图十二:4)。M9:45,尖圆唇,器身子母口,外侈。盖径19.2、高5.7、器身口径16.5、合盖通高17.1厘米(图十二:5)。
壶 2件。形制、尺寸基本相同。M9:18,盖身扁平,上饰三钮,钮下带圆形穿。盖身饰戳点纹。器身子母口,圆唇内敛,沿面内凹,束颈,溜肩,鼓腹,下腹斜收,圈足。肩部两侧各饰一蕉叶纹半环耳,耳两侧各饰一圆形贴饰。盖径10.6、高4.8、器身口径10.2、合盖通高34.4厘米(图十二:6)。
瓿 4件。形制、尺寸基本相同。M9:21,盖上部圆弧,器表饰凹弦纹,顶部饰蘑菇状捉手。器身子母口,尖圆唇,平沿,鼓肩,弧腹,平底,下有三矮扁足。肩部饰水波纹与凹弦纹,两侧各饰一耳,耳面饰变形兽面纹。盖径6.6、高6.5、器身口径8.1、合盖通高22.8厘米(图十二:7)。
罐 6件。形制基本相同,唯尺寸略有差异。M9:28,侈口,斜沿,束颈,鼓肩,弧腹,平底。口径10.1、底径13.6、高22.2厘米(图十二:8)。M9:15、25、26、58除器底为平底内凹外,整体形制、尺寸基本同M9:28。M9:42形制基本同M9:28,然尺寸略大。口径11.2、底径15.7、高26.6厘米。
瓮 2件。M9:60,圆唇,侈口,束颈,广肩,斜腹,平底内凹。器表通体拍印筛格纹。口径18、底径17.5、高43厘米(图十二:9)。M9:61,敛口,尖圆唇,束颈,溜肩,鼓腹,平底内凹。肩部拍印筛格纹,腹部以下拍印席纹。口径15.3、底径17.5、高46厘米(图十二:10)。
锺 4件。形制、尺寸基本相同。M9:24,盖身扁平,上饰三钮,钮下带圆形穿。盖身饰戳点纹。器身子母口,圆唇内敛,沿面内凹,束颈,斜肩,鼓腹,下腹斜收,圈足。肩部饰凹弦纹及水波纹两组,中间夹饰戳点纹。此外,肩两侧各饰一蕉叶纹半环耳,耳两侧各饰一圆形贴饰。盖径11.5、高7.6、器身口径15.5、合盖通高51.8厘米(图十二:11)。
钫 2件。形制、尺寸相同。M9:16,盖作盝顶式,顶部四角各饰一钮。器身侈口,平沿,束颈,斜肩,鼓腹,下腹斜收,圈足外撇。上腹两侧各饰一铺首衔环。盖径7.2、高7.5、器身口径10.7、底径13.3、合盖通高46.2厘米(图十二:12)。
匜 2件。形制、尺寸相同。M9:14,器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直口,上腹较直,下腹弧收,矮圈足。一侧流向上仰起,断面呈“凹”字形,流底下凹。另一侧贴饰铺首衔环。上腹部饰水波纹与戳点纹组合。器通长28.2、宽27、高12.6、流口宽4.8厘米(图十三:1)。
盆 1件。M9:1,侈口,卷沿,折腹斜收,平底内凹。口径44.2、底径26.1、高13.2厘米(图十三:2)。
勺 4件。依形制不同,可分为A、B两型。
A型 2件。形制、尺寸相同。M9:4,斗呈圆筒形,口沿外壁饰凹弦纹。棍形长柄,柄端呈扁平状。斗宽4.7、连柄通长25.4厘米(图十三:4;彩插十二:4)。
B型 2件。形制、尺寸相同。M9:43,斗面呈椭圆形,浅腹圜底。棍形长柄,截面呈八棱形。斗宽8.6、连柄通长22.3厘米(图十三:5)。
卮 2件。形制、尺寸相同。M9:3,圆筒形,直口,圆唇,一侧饰一鋬耳。器表饰三组水波纹和戳点纹组合。口径11.2、高11.3厘米(图十三:3;彩插十二:4)。
熏 1件。M9:6,器盖呈扁圆形,顶部装饰复杂,纹饰分为三层。顶层饰一蹲坐形鸟,下饰圆形镂空。中层贴饰三鸟首及圆形镂空。底层饰三角形镂空三个。盖面饰戳点纹两圈,中间夹饰“中”字形镂空四个及三角形镂空三个。器身子母口,侈口,圆唇,近直腹,下腹斜收,喇叭形圈足。上腹部饰水波纹与凹弦纹。盖径18.6、盖高15.7、器身口径17.1、底径11.2、合盖通高32.5厘米(图十三:6;彩插十二:5)。
(2)灰陶器
共19件。器形为罐、陶饼金。北、东、西三面边厢内均有分布。
罐 8件。依口部不同,分为三型。
A型 5件,彩绘灰陶罐。形制、尺寸基本相同。M9:27,敛口,平沿,短直颈,鼓肩,折腹,下腹弧收,平底。口沿正面朱绘水波纹与弦纹,折腹处朱绘带纹一道。肩部刻有铭文,字体不明。下腹部饰拍印绳纹。口径14.3、底径20.85、高30.35厘米(图十四:1)。M9:9、10、12、30形制、尺寸与M9:27基本相同,唯未见肩部铭文。
B型 2件。M9:7,侈口,弧沿,短直颈,鼓肩,折腹,下腹弧收,平底。下腹部饰拍印绳纹。口径14.2、底径12.6、高27.2厘米(图十四:2)。M9:29形制、尺寸与M9:7相同,唯通体素面,未饰绳纹。
C型 1件。M9:56,直口微侈,平沿,短颈,鼓肩,弧腹斜收,平底。肩部刻有铭文“一斗一升”,两侧饰一对桥形耳。口径10.4、底径10.2、高15.2厘米(图十四:3)。
陶饼金 11件。形制、尺寸相同。M9:65,质地疏松,圆饼形,底部内凹。器表饰弦纹。底径5.5、高1.5厘米(图十四:4)。
二 M10
(一)墓葬形制
发掘前M10地表尚有少量封土留存,对封土整体揭露表明,M10封土之下叠压有石砌墓域。墓域平面近似方形,方向2°,四周以石块垒砌为内外两圈。外圈南北长22.5、东西宽21.2米,南边中部留一南北向通道与墓域中心相连,通道残长5、宽4.6米。内圈南北长19.9、东西两边均距外圈1.2、东西宽17.9、南北两边均距外圈1.5米。墓域西北区域被一方形陪葬坑(编号K9)打破。
M10为竖穴岩坑墓,墓室位于墓域平面中心,开口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6.8、东西宽5、深5.5米,方向2°(图十五;彩插三:1)。墓坑填土为五花土,夯层明显,每层厚约0.1米。对填土解剖表明,墓室早期即遭盗扰,盗洞穿透填土层后直接进入棺室。
M10葬具为一棺一椁(图十六)。椁室位于墓坑底部正中,其木质结构均已朽,仅存痕迹。椁室南北长4.3、东西宽2.6米,高度不明。棺室位于椁室正中,四周以隔板分为北、东、南、西四边厢(彩插三:2)。漆棺木质结构均朽,唯外侧漆皮尚存,南北长2.15、东西宽0.7米。尽管漆棺遭遇盗扰,但仍出土了漆奁、玉璜、玉珩等精美文物。北边厢东西长2.6、南北宽0.8米,厢内未遭盗扰,出土各类铜器、漆器、陶器等(彩插三:3~5)。东边厢南北长2.8、东西宽0.7米,厢内盗扰严重,几乎未见遗物。南边厢东西长2.6、南北宽0.7米,厢内盗扰严重,仅存漆笥、染炉等遗物。西边厢尺寸与东边厢同,遭遇盗扰,出土大量灰陶器。
(二)出土遗物
M10尽管早期遭到盗扰,但仍出土各类遗物137件(组),包括铜器、铁器、漆器、玉器、石器、陶器等。
1.铜器
共22件(组)。器形有盘、盆、壶、瑟枘、镜、刷等。
盘 2件。均出土于北边厢内。M10:48,残损严重,尚可复原。敞口,宽平斜沿,折弧腹,圜底。口径64.2、高13.2厘米(图十七:1)。M10:49,形制同M10:48,尺寸有异。外腹处刻有铭文,内容为“容一石二斗五升重十六斤”,口径67.8、高13.4厘米(图十七:2)。
盆 4件。均出土于北边厢内。敞口,宽平斜沿。M10:51,折腹,下腹弧收,平底。口径40、底径19.6、高8.8厘米(图十七:3)。M10:52,弧腹,平底内凹。口径44.2、底径19.2、高14厘米(图十七:4)。M10:127,深弧腹,下部残缺。口沿正面刻一铭文“淖”。口径20.2、残高4.8厘米(图十七:5)。
壶 1件。M10:107,出土于北边厢内。侈口,溜肩,鼓腹,圈足。通体刻饰云雷纹,肩部两侧各饰一铺首衔环。口径4.7、底径4.7、高9.9厘米(图十七:6;彩插十三:1)。
瑟枘 1件。M10:6,出土于南边厢内。器顶呈半球形,上饰盘龙纹。反面正中为一方形立柱,出土时柱面捆扎痕迹明显。立柱长1.7、器高3.7厘米(图十七:7;彩插十三:2)。
镜 4件。主要分为蟠螭纹镜、草叶纹镜和花卉纹镜。
蟠螭纹镜 2件。M10:4,出土于南边厢内。残损严重,仅余残片。圆形,三弦钮,圆形钮座。座外饰地纹及凹面圈带各一周,地纹由涡纹及三角云雷纹组成。其外饰两周短斜线纹,间饰地纹及蟠螭纹。宽素缘,缘边上卷。镜面平直。镜钮宽1.8、肉厚0.26厘米(图十八:1)。M10:16,出土于西边厢内。残损严重,仅余残片。圆形,钮座残缺,纹饰不明。主体饰蟠螭纹。以涡纹及三角云雷纹为地纹。宽素缘,缘边上卷。镜面平直。镜肉厚0.26厘米。
草叶纹镜 1件。M10:65-7,出土于北边厢内。圆形,三弦钮,圆形钮座。座外饰凹面方格纹一周,其外饰一周铭文及单线方格。方格四角各伸出一株双叠状草叶纹,方格四边中心各伸出一组花叶纹。外饰一周二十四内向连弧纹。铭文为“镜气精明,服者君卿,继嗣□世,宜弟兄”。宽素缘,缘边上卷。镜面平直。镜面直径18.5、钮高0.85、钮宽1.6、肉厚0.22厘米(图十八:2)。
花卉纹镜 1件。M10:66-1,出土于棺内北部。圆形,半圆钮,圆形钮座。座外饰变形柿蒂纹一组及涡纹与三角云雷纹组合一周,其外饰凹面圈带一周。外饰变形柿蒂纹圆钮乳丁四组,分饰四区,其内饰四组花卉纹。其外饰一周二十四内向连弧纹。宽素缘,缘边上卷。镜面平直。镜面直径28.1、钮高0.9、钮宽3、肉厚0.27厘米(图十八:3)。
刷 8件。依形制不同,可分为A、B、C三型。
A型 2件。“山”字形铜刷。M10:65-8,刷毛已朽,顶部均为镂空装饰,下部为椭圆形銎,銎长1.9、宽0.5、整器通长3.9、宽2.8厘米(图十七:8;彩插十三:3)。
B型 4件。“一”字形铜刷。M10:66-5,刷毛已朽,顶部饰一圆形穿孔,下部为圆柱形柄,柄端为圆形銎,整器通长3.5、銎径0.5厘米(图十七:9)。
C型 2件。烟斗形铜刷。M10:65-9,一端上翘为圆形銎,銎内刷毛已朽。整器通长2.8、銎径0.8厘米(图十七:10)。
刷柄 1件。M10:66-4,为木质刷柄顶端铜套,顶端有一凸钮,整体呈圆柱形,由上至下呈增大趋势,下端为圆銎,通长3.3、銎径1厘米(图十七:11)。
瑟轸钥 1件。M10:75,出土于棺内。长条形,前端饰一方形銎,銎内刷毛已朽。柄端以一盘龙为造型。整器构思巧妙,工艺精湛。銎径1、器长16.3、厚2厘米(图十七:12)。
2.铁器
共4件。器形为染炉、灯等。
染炉 2件。M10:1、9均出土于南边厢内。器物因盗扰残损严重,无法复原。
铁灯 2件。M10:46、50均出土于北边厢内。器形皆为豆形灯,惜锈蚀严重,无法复原。
3.漆器
共64件。器形有奁、樽、盘、耳杯、盆、笥等。
奁 4件。形制、尺寸各有不同。
M10:65,出土于北边厢。圆形大奁,夹纻胎,器盖顶部尚可复原,盖壁及器身部分残损严重,未能复原。盖顶正面通髹黑漆,以两圈银扣和两道出筋分隔出四圈纹饰。顶心贴饰柿蒂纹银扣,边饰针刻云气纹四组。由内至外第一圈饰弦纹五道,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针刻三角形填线纹与朱漆点纹组合。第二圈饰弦纹三道,由内至外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针刻三角形填线纹与朱漆点纹组合。第三圈饰弦纹九道,由内至外第一、二道弦纹间夹饰针刻梳齿纹与朱漆点纹组合,第四、五道弦纹间夹饰针刻云气纹,第八、九道弦纹间夹饰针刻三角形填线纹与朱漆点纹组合。第四圈饰弦纹四道,由内至外第三、四道弦纹间亦夹饰针刻三角形填线纹与朱漆点纹组合。盖顶反面中心髹黑漆,余髹朱漆。中心饰针刻弦纹五道,由内至外针刻弦纹四道,第三、四道弦纹间夹饰针刻三角形填线纹。盖径24厘米,其余尺寸不明(彩插七:1)。
大奁内装六子小奁,均为夹纻胎,盖与器身外壁均髹黑漆,内壁髹朱漆。纹饰均以针刻手法绘制。
M10:65-1,大圆形奁。盖顶中心贴饰柿蒂纹银扣,边饰云气纹,外圈饰弦纹两道,夹饰针刻三角形填线纹与朱漆点纹组合。盖顶中心髹黑漆,针刻云气纹,余髹朱漆。盖身外壁饰银扣两道并分隔出一圈纹饰,饰弦纹四道,由上至下第三、四道弦纹间夹饰针刻云气纹。盖身内壁近口沿处髹黑漆,针刻弦纹两道夹朱漆点纹。器身外壁口沿饰银扣一道,近底处饰弦纹四道,由上至下第三、四道弦纹间夹饰三角形填线纹与朱漆点纹组合。器身内底中心髹黑漆,针刻云气纹,余皆髹朱漆。盖径9.6、盖高5.7、器身口径8.8、器身高5厘米(彩插五:3)。
M10:65-2,马蹄形奁。盖顶为平顶,周边呈坡状。顶面中心贴饰柿蒂纹银扣,边饰针刻云气纹。坡面饰弦纹三道,由上至下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三角形填线纹。盖顶内侧中心髹黑漆,针刻云气纹,余皆髹朱漆。盖身外壁饰银扣两道并分隔出一圈纹饰,上饰弦纹两道夹饰针刻云气纹。盖身内壁近口沿处髹黑漆,针刻弦纹两道夹饰朱漆点纹,余皆髹朱漆。器身外壁口沿饰银扣一道,近底处饰弦纹四道,由上至下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三角形填线纹与朱漆点纹组合。器身内壁近口沿处髹黑漆,针刻弦纹两道夹饰朱漆点纹,余皆髹朱漆。器身内底中心髹黑漆,余皆髹朱漆。盖长9.4、盖高5.4、器身长9、器身高5厘米(彩插五:4;彩插十三:4)。
M10:65-3,大长方形奁。盖作盝顶式。顶面中心贴饰柿蒂纹银扣,两边饰针刻云气纹,四面坡上饰弦纹四道,由上至下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三角形填线纹与朱漆点纹组合。盖顶内侧中心髹黑漆,饰弦纹一道,内饰针刻云气纹,余皆髹朱漆。盖身外壁饰银扣两道并分隔出一圈纹饰,饰弦纹四道,由上至下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针刻云气纹。盖身内壁近口沿处髹黑漆,饰弦纹两道夹饰朱漆点纹。器身外壁口沿处饰银扣一道,近底处饰弦纹五道,由上至下第三、四道弦纹间夹饰三角形填线纹与朱漆点纹组合。器身内壁近口沿处髹黑漆,饰弦纹两道夹饰朱漆点纹,余皆髹朱漆。内底中心装饰题材与盖顶中心同。盖顶长16.5、宽4.4、高4.4、器身长15.9、宽3.8、高3.6厘米(彩插六:1)。
M10:65-4,小长方形奁。器盖、器身内外壁装饰手法与纹样与M10:65-3基本相同。盖顶长7.1、宽3.8、高3.8、器身长6.6、宽3.3、高3.7厘米(彩插六:2)。
M10:65-5,椭圆形奁。盖顶面中心贴饰柿蒂纹银扣,两边饰针刻云气纹,外饰弦纹两道夹饰三角形填线纹与朱漆点纹组合。盖顶内侧中心髹黑漆,饰弦纹一道,内饰针刻云气纹,余皆髹朱漆。盖身外壁饰银扣两道并分隔出一圈纹饰,饰弦纹三道,由上至下第一、二道弦纹间夹饰针刻云气纹。盖身内壁近口沿处髹黑漆,饰弦纹三道,由上至下第一、二道弦纹间夹饰朱漆点纹。器身外壁口沿处饰银扣一道,近底处饰弦纹五道,由上至下第三、四道弦纹间夹饰三角形填线纹与朱漆点纹组合。器身内壁近口沿处髹黑漆,装饰手法与纹样与器盖内壁同。盖顶长8.1、宽4.5、高4.2、器身长7.5、高3.6厘米(彩插六:3)。
M10:65-6,小圆形奁。器盖、器身内外壁装饰手法与纹样与M10:65-1基本相同。盖径6、盖高3.8、器身口径5.4、器身高3.6厘米(彩插六:4)。
除六个小奁盒外,M10:65内还出土铜镜1件、铜刷2件,描述见铜器部分。
M10:66,出土于棺内北部。奁盒残损严重,无法复原,尺寸不明。奁盒内共出土铜镜1件、铜刷6件、铜刷柄1件,描述见铜器部分。M10:7、M10:8均出土于南边厢内,皆残损严重,无法复原,尺寸不明。
樽 1件。M10:45,夹纻胎。残损严重,仅存器底。器身内外皆髹黑漆,通体素面。近底处饰三足。足均作熊形,一足盘膝,一手上举,形态可爱,通体鎏银。器身口径10.6、残高4.6厘米(图十九)。
盘 22件。依据腹部差异分为两型。
A型 14件。深盘,弧折腹。依纹样变化,可分为4个亚型。
Aa型 1件。M10:56,夹纻胎,敞口,斜沿,弧折腹,平底。沿面与外沿髹黑漆。沿面饰弦纹与朱漆点纹各一道。外沿素面。盘外髹黑漆,素面。内沿髹黑漆,饰朱漆弦纹两道及四组对称变形鸟纹(IB纹)。盘内髹朱漆。内底髹黑漆,外圈饰朱漆弦纹两道及四组变形鸟纹,内圈饰两组朱漆云气纹。口径20.6、底径9.7、高4.9厘米(彩插七:2)。
Ab型 8件。M10:96,夹纻胎,敞口,斜沿,弧折腹,平底。器通体髹黑漆。沿面饰针刻弦纹六道,由内至外第一、二道及第五、六道弦纹之间夹饰梳齿纹,第三、四道弦纹间夹饰朱漆点纹。外沿饰朱漆点纹一道。盘外上腹部饰针刻弦纹六道,由上至下第一、二道弦纹间夹饰篦纹与菱形纹组合,第三、四道弦纹间夹饰针刻神兽云气纹,第五、六道弦纹间夹饰篦纹与朱漆点纹组合。盘内上腹部饰针刻云气纹三组,下腹部饰针刻神兽纹六组,皆对称分布。内底外圈饰针刻弦纹五道,由内至外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梳齿纹,第四、五道弦纹间夹饰篦纹与朱漆点纹组合。内圈饰三组针刻神兽纹,中心饰神兽纹一组,体型略大。口径21.6、底径9.6、高4厘米(彩插七:3)。
Ac型 2件。M10:109,夹纻胎,敞口,斜沿,弧折腹,平底。器内外通体髹黑漆。沿面饰针刻弦纹六道,由内至外第一、二道及第五、六道弦纹之间夹饰梳齿纹。外沿饰针刻弦纹两道。盘外上腹部饰针刻弦纹三道,由上至下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篦纹。盘内上腹部饰针刻弦纹三道,由上至下第一、二道弦纹间夹饰篦纹。下腹部饰针刻弦纹五道,由上至下第一、二道弦纹间夹饰篦纹,第三、四道弦纹间夹饰梳齿纹。内底外圈亦饰针刻弦纹五道,纹饰内容同内壁下腹部。外底烙印铭文“左曹”。口径25.4、底径11、高6.7厘米(彩插八:1)。
Ad型 3件。形制、尺寸相同。M10:110,夹纻胎,敞口,斜沿,弧折腹,平底。器内外通体髹黑漆。沿面饰针刻弦纹三道。外沿饰针刻弦纹一道。
盘外上腹部饰针刻弦纹四道。盘内上腹部饰针刻弦纹六道。下腹部饰针刻弦纹四道。内底外圈亦饰针刻弦纹四道,内圈饰针刻云气纹。口径25.8、底径10.7、高5.5厘米(彩插八:2)。
B型 8件。浅盘,弧腹。M10:54,夹纻胎,敞口,斜沿,平底。整器除内壁下腹部与内底外圈髹朱漆外,余通体皆髹黑漆。沿面饰针刻弦纹五道,由内至外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朱漆点纹,第四、五道弦纹间夹饰梳齿纹。外沿饰针刻弦纹三道,由上至下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朱漆点纹。盘外上腹部饰针刻弦纹两道夹饰篦纹与朱漆点纹组合。盘内上腹部饰针刻弦纹四道,由上至下第二、三道弦纹夹饰篦纹与朱漆点纹组合。内腹中部饰弦纹一道,其内饰篦纹与朱漆点纹一周。内壁下腹髹朱漆一周。内底纹饰分内外两区。外区饰朱漆,素面。内区饰针刻弦纹五道,由内至外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梳齿纹,第四、五道弦纹间夹饰篦纹与朱漆点纹组合。内区中心饰针刻神兽云气纹三组,以三分法对称分布。外底饰针刻弦纹六道,其内针刻铭文“淖氏”。口径25.4、底径17、高1.9厘米(彩插九:1)。
耳杯 29件。整体造型基本相同,依据主体纹饰差异分为4型。
A型 12件。依据纹样细部变化,可分为3个亚型。
Aa型 8件。形制、尺寸相同。M10:115,夹纻胎,椭圆形口,耳缘上翘,弧腹,平底。器内外通髹黑漆。耳边缘饰针刻弦纹两道夹饰朱漆点纹,耳正面中心饰神兽纹两组,耳面边缘饰针刻弦纹三道,由内至外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梳齿纹。外口边饰两道针刻弦纹夹饰朱漆点纹,纹饰与耳边缘纹饰相连。外腹壁中心饰四组神兽云气纹,近底处饰针刻弦纹四道,由上至下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篦纹与朱漆点纹组合。内口边饰针刻弦纹三道,由上至下第一、二道弦纹间夹饰梳齿纹,纹饰与耳面边缘纹饰相连。内腹壁纹饰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朱绘云气纹一周。中部饰针刻弦纹三道,由上至下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篦纹与朱漆点纹组合。下部饰云气纹四组,呈对称状分布。内底纹饰分内外两区。外区饰针刻弦纹三道,由内至外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篦纹与朱漆点纹组合。内区饰神兽纹四组,两两对称分布。外底针刻隶书“淖氏”。口径长13.2、连耳宽11.7、底径长7.7、宽3.7、高3.8厘米(彩插九:2)。
Ab型 1件。M10:120,夹纻胎,椭圆形口,耳缘上翘,弧腹,平底。器内外通髹黑漆。除内腹壁下部四组云气纹与M10:115略有差异外,其余纹样与A型Ⅰ式基本相同。外底亦针刻隶书“淖氏”。口径长11、连耳宽9.6、底径长6.8、宽3.3、高3.5厘米(彩插九:3)。
Ac型 3件。M10:124,夹纻胎,椭圆形口,耳缘上翘,弧腹,平底。器内外通髹黑漆。器内外纹饰与M10:115基本相同,唯内腹壁与外腹壁中部皆为素面。外底烙印铭文“左曹”。口径长8.1、连耳宽7.3、底径长5、宽2.6、高2.6厘米(彩插十:2)。
B型 14件。M10:83,夹纻胎,椭圆形口,耳缘上翘,弧腹,平底。器内外通髹黑漆。耳边缘饰针刻弦纹四道,由上至下第一、二道弦纹间夹饰篦纹,耳正面边缘饰针刻弦纹四道,由内至外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梳齿纹。外口边饰针刻弦纹四道,由上至下第一、二道弦纹间夹饰篦纹,第三、四道弦纹间夹饰梳齿纹。纹饰与耳边缘纹饰相连。外腹壁近底处饰针刻弦纹四道,由上至下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篦纹。内口边饰针刻弦纹四道,由上至下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梳齿纹,纹饰与耳面边缘纹饰相连。内腹壁上部饰针刻弦纹五道,由上至下第二、三道弦纹间夹饰篦纹,第四、五道弦纹间夹饰梳齿纹。内底边缘饰针刻弦纹四道,由内至外第三、四道弦纹间夹饰篦纹。余皆素面。外底中心针刻三行铭文,铭文外周刻长方形边框一周,铭文为“公子强立事左辛府岁工长萦御”。从字体、字义判断此处铭文当为战国时期齐系文字[2]。口径长18.9、连耳宽14.6、底径长10、宽5.1、高4.1厘米(彩插十:1)。M10:55、84~95共13件,尺寸、纹样同M10:83。除M10:84外,前述器物外底均无铭文。M10:84外底铭文包括两处,一处为针刻,字体均不明;一处为朱漆,铭文为“食官”(彩插十:3)。
C型 1件。M10:108,夹纻胎,椭圆形口,耳缘上翘,弧腹,平底。耳面髹黑漆,中心饰几何纹,耳面边缘饰针刻弦纹两道。外腹壁髹黑漆,通体素面。内口边髹黑漆,饰朱漆带纹一周。内腹壁上部髹黑漆,饰朱绘勾连云气纹与弦纹各一周。其余部分皆髹朱漆。口径长14.4、连耳宽10.9、底径长7.2、宽3.4、高3.4厘米(彩插十一:1)。
D型 2件。M10:113,夹纻胎,椭圆形口,耳缘上翘,弧腹,平底。耳面髹黑漆,中心饰几何纹,耳面边缘饰朱绘弦纹两道。外腹壁髹黑漆,近口沿处饰弦纹两道夹饰几何云气纹。内腹壁口沿处髹一圈黑漆,余皆髹朱漆。中心饰花草云气纹两组,对称分布。口径长14.9、连耳宽13.8、底径宽4.8、高3.9厘米(彩插十一:2)。
盆 1件。M10:106,残损严重,胎质不明。口沿处残留银扣包边。器身纹饰、尺寸皆无法辨识。
笥 7件。主要出土于南北边厢内,原始位置大多放置于陶器之上。M10:10~12、30、37、47、67皆基本残损殆尽,纹饰、尺寸不明,仅存痕迹。
4.玉器
共9件。器形为璜、珩、环、觹、带钩、饰件、玉料等。
璜 1件。M10:70,出土于棺内。青白玉质,通体素面。两侧穿孔直径0.35。整器外径9.6、内径4.9、背宽2.5、厚0.4厘米(图二十:1)。
珩 1件。M10:69,出土于棺内。白玉质,两端作龙首形,中部饰卧蚕纹。器长9.3、宽2.4、厚0.55厘米(图二十:2;彩插十三:5)。
环 1件。M10:72,出土于棺内。白玉质,器表饰两道凸棱,中间内凹。外径4.6、内径3.3、厚0.65厘米(图二十:3)。
觹 1件。M10:15,器物因盗扰仅存尾部。白玉质,器表阴刻纹饰。残长3.4、厚0.2厘米(图二十:4)。
带钩 1件。M10:71,出土于棺内。白玉质,整器精小。器作雁形,纹饰清晰。雁首呈钩状,器身下部饰一圆钮。长1.6、宽1.2、高0.85厘米(图二十:5;彩插十三:6)。
玉料 1件。M10:68,出土于西边厢内。白玉质,受沁严重。器作长方体形,截面呈方形。长1.5、高2.2厘米(图二十:6)。
玉饰件 3件。器物均因盗扰原始出土位置不明。M10:13、73、74皆残损严重,仅存部分残片,器形、尺寸、纹样均不详。
5.石器
共3件。器形均为石瑟轸。
瑟轸 3件。形制相同。M10:2,器作锥形,上部为四角锥形,至顶部收为一方形台面。中部穿孔,下端束腰,底面呈圆形。孔径0.45、底径1.3、高3厘米(图二十:7)。
6.陶器
共35件。分为釉陶器和灰陶器两类。
(1)釉陶器
共15件。器形有壶、罐。
壶 1件。M10:35,出土于北边厢内。圆唇内敛,弧沿外凸,束颈,溜肩,鼓腹,圈足。肩部饰凹弦纹与水波纹,两侧各饰一蕉叶纹半环耳。口径10.8、底径11.3、高27.2厘米(图二十一:1)。
罐 14件。形制基本相同,唯尺寸存在差异。M10:32,出土于北边厢内。带盖。盖上部圆弧,中心饰蘑菇状捉手,顶部呈圆锥形。器身侈口,圆唇,直颈,鼓肩,斜腹,平底内凹。通体拍印方格纹。盖径10.6、盖高8、口径13.6、底径17.4、高30.6厘米(图二十一:2)。M10:33,出土于北边厢内。带盖。器表无纹饰。盖径7.6、盖高5.6、口径11、底径16.8、高28厘米(图二十一:3)。M10:40,出土于北边厢内。无盖。器表无纹饰。口径10.2、底径14.4、高21.6厘米(图二十一:4)。M10:38,出土于北边厢内。无盖。器表无纹饰。口径9.1、底径12.5、高21.4厘米(图二十一:5)。
(2)灰陶器
共20件。器形为鼎、盒、壶、罐、勺。主要分布与西边厢与北边厢内。
鼎 4件。形制相同。M10:28,钵形器盖。器身子母口,尖圆唇侈口,深弧腹,圜底近平,三兽蹄足。素面。盖径21.8、高7、器身口径17.2、合盖通高27.4厘米(图二十一:6)。
盒 4件。形制相同。M10:29,碗形盖,圈形捉手。器身子母口,侈口,圆唇,弧腹,平底矮圈足。盖径20、高6.7、器身口径18、底径9.9、合盖通高17.9厘米(图二十一:7)。
壶 2件。形制相同。M10:22,残损严重,尚可复原。侈口,平沿,束颈,溜肩,鼓腹,高圈足。素面。口径13.8、底径14.1、高32.1厘米(图二十一:8)。
罐 9件。形制相同。M10:60,敛口,斜平沿,短直颈,鼓肩,折腹,下腹斜收,平底。下腹部饰拍印绳纹。口径17.8、底径17.3、高32.5厘米(图二十一:9)。
勺 1件。M10:20,出土于西边厢内。残损严重,形制、尺寸不明。
三 结语
(一)墓葬年代
M9、M10为江都王陵内规模最大的两座陪葬墓,由于随葬品中未见纪年材料,因此墓葬的年代主要依据出土陶器的相对年代来确定。首先,作为第一代江都王的陪葬墓,两座墓葬下葬的年代当为江都国立国之后,即下葬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53年。其次,江都国共传两代,第二代江都王刘建在位仅6年即国除,故此陵园内陪葬墓的下葬年代通常早于江都国国除的年代,即下葬的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21年或稍后。
从出土陶器的组合、形制来看,M9出土釉陶器的形制与大云山M1、M2的釉陶器存在明显差异,确与扬州刘毋智墓出土釉陶器的组合和形制基本相同[3]。考虑到刘毋智墓的年代为吴国晚期,如此,M9出土陶器的相对年代当为接近于吴国晚期的江都国早期,结合出土的泥饼金等西汉早期风格的遗物判断,M9的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151年江都国立国之后的十几年之内。
与M9情况不同,从出土陶器的组合、形制来看,M10出土釉陶罐、釉陶壶的形制与大云山M1、M2的釉陶器基本相同,而与大云山M9的釉陶器存在较大差异。考虑到大云山M9的下葬年代为江都国早期,大云山M1、M2的下葬年代为江都国晚期且时代为公元前127年、前129年前后,如此,M10的下葬年代当在江都国晚期或稍后。
(二)意义
M9出土文物相对较多,尤其是釉陶器中的鼎、盒、壶、瓿、钫、锺、熏炉等器物组合完整,釉色精美,可以认为是江都国早期高等级墓葬出土釉陶器组合的典型形态。此外,西汉出土的金带板极为少见,仅见于少数高等级墓葬中。本次出土的金带板与以往出土的资料相比,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已经明显降低,主体纹饰已具有浓烈的中原风格,当为此类金带板中原化后的典型实例,为金带板的演变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从M10在陵园内所处位置及其与M1的位置关系等因素可以看出,M10的墓主人当为第一代江都王刘非的高级妃嫔,地位与M9墓主人相当,仅次于王后。通过出土铭文与文献资料的初步研究,M10墓主人当为文献记载中的淖姬[4]。
尽管遭遇盗扰,M10棺内仍然出土了包括玉璜、玉珩、玉环、玉觹在内的多件玉器。由于墓主人的身份明确,这一玉器组合反映了汉代诸侯国高级妃嫔丧葬用玉的规制,对研究王室妃嫔丧葬礼仪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外,长期以来,战国漆器中除了楚国与秦国发现漆器外,其余国家漆器发现较少,尤其是保存相对较好、带有铭文的漆器更少。本次出土的部分战国漆器,从铭文字体、风格、内容等因素看,当为战国晚期齐赵地区的制品,这为战国漆器研究增加了极为难得的珍贵资料,在纹样、器形、工艺流程等方面学术研究意义重大。
一直以来,西汉诸侯王陵的资料与研究相对较多,但诸侯王陵陪葬墓的资料与研究却相对较少,尤其是墓主人明确为某位诸侯王妃嫔的墓葬发现极少。本次发掘的大云山江都王陵M9与M10的墓主人明确为第一代江都王刘非的妃嫔,地位当属仅次于王后的高级妃嫔。两座墓葬的发掘将为诸侯王陵陪葬墓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并将进一步推动汉代诸侯王陵陪葬制度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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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Excavation Report of Tombs M9 and M10 at the Mausoleum
of King Jiangdu in Dayunshan, Xuyi,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Museum Xuyi Cultural and Media Bureau
Abstract: Located in Dayunshan, Xuyi, Jiangsu Province, the mausoleum of King Jiangdu is one that has well remained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M9 and M10 are two largest accompanying tombs in the mausoleum. Both were vertically hollowed out of stones and contained large number of burial objects made of bronze, iron, gold, jade, glazed glass, stone and pottery. According to their structures and burial object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wo tombs belonged to the concubines of King Jiangdu. M10 was identified as belonging to Naoji, who was recorded in anceint literatures. The excavation on the two tombs provides important ground materials to the study of the accompanying tombs of noble mausoleums of the Han Dynasty. It may also facilitate the research on the burial practice of following in death in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 Western Han; Mausoleum of King Jiangdu; accompanying tombs; Nao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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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云山江都王陵10号墓墓主人初步研究
李则斌 陈刚
(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内容提要:大云山江都王陵10号墓是江都王陵内最为重要的一座陪葬墓。通过文献资料的梳理与相关汉墓材料的对比研究可知,10号墓墓主人为文献记载中的淖姬。这一信息的确认将为西汉诸侯王陪葬墓的研究提供身份明确的墓葬资料,学术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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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刚(1981-),男,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汉唐考古。
大云山江都王陵位于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云山村大云山山顶区域,山顶海拔高度73.6米,西距盱眙县城30公里,南距汉代东阳城遗址1公里,西南与青墩山、小云山汉代贵族墓地相邻。2009年至2012年间,南京博物院对大云山汉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出一处比较完整的西汉诸侯王陵园,陵园内共发现主墓3座、陪葬墓11座、车马陪葬坑2座、兵器陪葬坑2座、陵园建筑设施等遗迹[1]。发掘证实,大云山一号主墓墓主人为江都王刘非,整座陵园为江都国王陵区。
10号墓(编号M10)处于陵园中部,为陵园内规模最大的两座陪葬墓之一。墓葬为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岩坑墓,葬具为一棺一椁。尽管遭遇早期盗扰,墓室内还是出土了包括铜器、铁器、漆器、玉器、石器、陶器在内的各类文物137件(组)。所出文物中,部分器物刻有“淖氏”铭文,考虑到相关文献中关于“淖姬”的记载,我们推测M10墓主人极可能与淖姬有关。
一 M10出土文物中所见相关“淖姬”的铭文资料
M10出土相关“淖姬”铭文共三处。第一处见于漆耳杯,相关器物共9件,编号M10:115~123,出土于北边厢内,均在耳杯外底针刻铭文“淖氏”(图一:1)。第二处见于漆盘,相关器物共8件,编号M10:54、76~82,出土于北边厢内,均在漆盘外底针刻铭文“淖氏”(图一:2)。第三处见于铜盆,相关器物1件,编号M10:127,出土于北边厢西部,在铜盆口沿正面针刻铭文“淖”(图一:3)。
二 文献中所见“淖姬”的相关记载
文献中关于淖姬的记载共见三处。第一处见于《史记·五宗世家》,“易王(刘非)死未葬,建有所说易王宠美人淖姬,夜使人迎与奸服舍中”[2]。第二处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易王(刘非)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爱美人淖姬等凡十人与奸” [3]。第三处亦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赵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宠姬,王建所奸淖姬者,甚爱之,生一男,号淖子”[4] 。
尽管文献的记载较少,但是通过梳理其他材料我们还是可以大概了解淖姬的生活经历。淖姬在第一代江都王刘非死亡(公元前127年)之前,一直作为刘非的宠姬生活于江都国。刘非死后,淖姬为第二代江都王刘建所宠,当继续生活在江都国,直至刘建自杀除国(公元前121年)。刘建死后,淖姬又为赵王刘彭祖所宠,且在赵国生下一名王子。我们无法得知淖姬在赵国具体生活了多长时间,推测其人生的最后一段经历当在赵国。
三 M10墓主人与淖姬的关系
尽管M10未见直接表明墓主身份的印章出土,但细致研究之后,我们认为M10的墓主人就是文献记载中的淖姬。
首先,M10的铭文性质确定了墓主人的姓氏为“淖”。
在整个江都王陵内,11座陪葬墓布局齐整,性质相同,当均为江都王刘非的妃嫔墓葬。所有墓葬中以12号墓(M12)的出土资料体现得最为明确直接。M12未被盗扰,器物保存基本完整,共出土包括铜器、漆器、陶器等在内的各类文物80余件。其中,M12棺内出土了一枚直接表示墓主身份的铜质双面印章(图二),一面印文“妾胜适印”,另一面印文“淳于婴儿”。显然,M12墓主人是一位名字为淳于婴儿的妃嫔。同时,该墓出土的其他铭文材料中,除去表示王国机构的铭文“食官”外,其余所有铭文完全相同,均为“淳于氏”(图三)。这些针刻于铜盆和漆耳杯上的“淳于氏”应当与印章上的“淳于婴儿”指向同一个人——墓主人淳于婴儿。所以,与M12性质相同的M10,在出土的漆器与铜盆上针刻的铭文“淖氏”,当可将墓主人的姓氏确定为淖氏。
其次,M10的下葬时代与文献记载中淖姬的死亡年代相互对应。
在确定了M10墓主人的姓氏为淖氏之后,检索文献中关于江都王妃嫔的记载,与淖氏相关的妃嫔只有淖姬一人可以对应。
关于M10的下葬时代,由于墓葬中未见直接表明纪年的文字材料,要确定墓葬的时代,只能通过下葬器物的年代学考察进行综合判断。在该墓出土的随葬品中,最具年代学意义的器物当属陶器。M10出土的釉陶器只有釉陶壶与釉陶罐两类。釉陶壶1件(M10:35),圆唇内敛,弧沿外凸,束颈,溜肩,鼓腹,圈足。肩部饰凹弦纹与水波纹,两侧各饰一蕉叶纹半环耳。釉陶罐14件,形制基本相同,带盖。盖上部圆弧,中心饰蘑菇状捉手,顶部呈圆锥形。器身侈口,圆唇,直颈,鼓肩,斜腹,平底内凹。通体拍印方格纹。从出土釉陶器的组合与形制来看,M10的釉陶器中未见江都国早期墓葬中的钫、锺等器物,而罐与壶的形态明显与江都国后期的刘非墓出土器物相近,显然墓葬的时代至少在江都国晚期。此外,墓葬中出土的两面铜镜也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两面铜镜一面为草叶纹铜镜,一面为花卉纹铜镜。从铜镜纹饰的演变规律看,草叶纹铜镜出现于江都国晚期,大量流行使用要在江都国除国之后的一段时间,而花卉纹铜镜的资料相对较少,通常认为是在武帝后期开始流行。显然,墓葬随葬品的年代属性基本指向于江都国晚期及江都国除国之后的一段时间,M10的下葬时代应该是在这一时间段之内。
文献中尽管没有明确记载淖姬的死亡时间,但从其在赵国生子的情况看,淖姬死前必定在赵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如此,淖姬的死亡年代恰好与M10的下葬时代基本吻合。
第三,M10墓主人的身份与诸侯国后宫“美人”的对应关系。
对陵园内所有墓葬进行整体分析表明,陵园内的陪葬墓区经过精心设计与规划,所有陪葬墓布局整齐划一,墓葬营建规模、棺椁结构、随葬品种类与数量等因素皆以该墓距离主墓的远近逐次降低或减少,统一的营造模式下显示出墓主人之间森严的身份与等级差异。M10与M9紧靠一号主墓M1封土北侧,为所有陪葬墓中距离M1位置最近的两座陪葬墓。如此,M10与M9的墓主人身份当为仅次于诸侯国王后的高级妃嫔。
关于诸侯国后宫内王后以外妃嫔的身份问题,史料中未有明确记载。但《汉书》对帝室后宫内妃嫔的身份则有明确记述。《汉书·外戚传》:“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适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5]帝室后宫中,除去皇后外,美人为所有妃嫔中地位最高者。尽管史料中未有关于诸侯王妃嫔等级的明确记载,但《史记》、《汉书》中却多次提到了诸侯国后宫中存在“美人”这一级别的事实。《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菑川王美人怀子而不乳”[6];《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列传》“其母故赵王张敖美人”[7]。显然,“美人”是西汉诸侯国后宫妃嫔中存在的一个级别,考虑到西汉早中期诸侯国的各项制度均制同京师,后宫制度当亦在内。可以确定,美人当是诸侯国后宫中除去王后之外地位最高的妃嫔级别。
如此,结合M10与M9在陵园内所处的位置可知,两座墓墓主人的身份当皆为美人。由于发掘资料证实M9的下葬时代要远早于M1的下葬时代[8],则M9的墓主人不可能为死于江都国国除之后的淖姬。美人淖姬只可能与M10墓主人的身份相对应。
第四,墓葬中出土的部分漆器与淖姬的关系。
M10出土的陪葬品中,有1件漆耳杯(M10:83)最为特殊,出土于北边厢内。器为夹纻胎,椭圆形口,耳缘上翘,弧腹,平底。器内外通髹黑漆,内绘纹饰,外底刻有铭文。铭文共计三行,外周刻长方形边框一周,内容为“公子强立事左辛府岁工长萦御”(图四)。从字体、字义判断此处铭文当为战国时期齐赵地区文字。显然,这是一件战国晚期生产或流通于齐赵地区的漆耳杯。而对于这样一件陪葬前既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精美耳杯,在整个江都王陵内也是仅有的发现,这表明M10的墓主人或许并非普通王室妃嫔。对于这件耳杯的来源,似乎只有满足墓主人是淖姬这一条件,才能对这种状况加以合理解释,即淖姬在江都国除国之后进入赵国,受宠于赵王后,赵王将保存于汉代赵国王室内的战国遗珍赐予淖姬,并在其死后随葬进入了墓室。
通过文献的梳理与出土材料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确定M10的墓主人就是文献记载中的淖姬。
四 M10墓主人确定的意义
淖姬在江都国妃嫔等级中位居美人,仅处于王后之下,其墓葬确定之后,墓葬中表现出的各类信息均可作为诸侯国美人这一级别妃嫔墓葬的典型样本。在诸如墓域范围、墓坑大小、随葬品的级别与数量等方面均可与文献材料及相关汉墓资料进行横向与纵向的综合研究。
一直以来,西汉诸侯王陵的资料与研究相对较多,但诸侯王陵陪葬墓的资料与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墓主人明确为某位诸侯王妃嫔的墓葬发现极少。10号墓墓主人明确为第一代江都王刘非的妃嫔,位居美人级别,地位当属仅次于王后的高级妃嫔。该墓的发掘资料将成为诸侯王陵陪葬墓中最为重要的基础资料,必将进一步推动汉代诸侯王陵陪葬制度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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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m of King Jiangdu in Dayunshan, Jiangsu
LI Ze-bin CHEN Gang
(Nanjing Museum, Nanjing, Jiangsu, 210016)
Abstract: M10 is the most important accompanying tomb in the Mausoleum of King Jiangdu, which is located in Dayunshan, Jiangsu Province. Reviews on relative literature a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Han tombs indicate that M10 belonged to Naoji, a lady who was recorded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find is of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as it provides identified materials to the study of the accompanying tombs of prince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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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制京师”——大云山西汉王陵形制初识
焦南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西安 710043)
内容提要:从陵园、封土、墓穴、外藏坑、祔葬墓、陪葬墓、道路等七个形制要素,对大云山西汉江都王王陵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判断大云山王陵与汉代帝陵属于同一陵墓制度,但等级较帝陵稍低。此外,其与帝陵形制上的区别,也是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大云山 西汉 王陵 帝陵 形制
中图分类号:K871.41;K878.8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焦南峰(1954-),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秦汉考古、帝陵制度。
2009年9月至2011年12月,南京博物院对位于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云山村的大云山西汉大型陵墓群进行了全面勘探与抢救性发掘,揭示出一座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西汉诸侯王陵园,出土了陶器、铜器、金银器、玉器、漆器等各类珍贵文物一万余件(套),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考古》2012年第7期发表了大云山考古队李则斌、陈刚、盛之翰三位先生的初步研究成果——《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他们认为“大云山一号墓的墓主人当为第一代江都王刘非,大云山汉墓为西汉江都王刘非的陵园”[1]。笔者原则上同意这一结论。
笔者有幸两次到大云山考古发掘现场学习考察,获益匪浅。下面就大云山西汉王陵相关形制要素与西汉帝陵做一点比较分析。
一 形制比对
根据相关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西汉帝王陵墓的形制构成要素应有十余项[2],现就大云山王陵已经发现的陵园、封土、墓穴、外藏坑、祔葬墓、陪葬墓、道路比对如下。除上述7个形制要素外,陵园还应有的寝园、祠堂、门阙、园寺吏舍和可能有的刑徒墓地由于当地群众长期采石,均遭受根本性破坏,此处只能付之阙如。
1.陵园
勘探与发掘表明,大云山王陵陵园总体布局仍然十分清晰。陵园平面近似正方形,每边长490米。东西南北四面均筑有陵墙,东墙中段较为完整,地表之上尚有长约150米的墙体保存较好,其余三面陵墙大多仅剩夯土墙基(陵园平面图见本期第52页图二)。
西汉帝陵亦均有陵园,西汉前期,帝、后陵居同一个陵园,一般为长方形,面积较大。自阳陵始有两重陵园,外陵园为东西向长方形,其内帝、后又各置陵园,平面方形,帝陵陵园边长400米左右,后陵陵园边长约350米。陵园四周筑以夯墙,每面垣墙中央各辟一门(图一)[3]。
2.封土
大云山M1与M2东西并列,发掘前地表留有大型封土堆,封土形制已无法了解,但残留的封土直径至少在150米以上。对封土的解剖表明,封土夯筑前先利用碎石块对墓口平面进行平整,使墓葬开口基本处于同一水平面,而后一次性夯筑形成封土堆。夯土层层位清晰,每层厚度为10厘米。M2墓室西南角与M1墓室东北角相距13米,两墓封于同一个封土包内。
西汉诸陵封土均系夯筑而成。封土平面方形,多为覆斗状,其墓室平面已经探明的基本为方形或近方形。参照有关“方上”的研究成果,考虑到封土的基本功能,方形的墓室之上覆盖“覆斗状”封土应是较为可信的结论[4]。
西汉帝陵现存封土规模不一,帝陵边长在135~231米之间,除汉武帝茂陵与汉平帝康陵封土体积较大外,大多边长在150~170米左右。后陵封土除了存有争议的汉惠帝张皇后陵外,边长一般在80~150米之间[5]。
西汉帝陵、后陵相距较远,间距在450~700米之间,未见两陵同处一座封土的现象。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东侧的陪葬墓区发现数座大型墓葬,其高大的封土下叠压着两座并列的甲字形竖穴墓葬。
3.墓穴
大云山王陵M1平面呈“中”字形,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开口南北长35.2、东西宽26、深19米。墓室南北均为斜坡形墓道,南墓道开口长40.5、宽8.3~21米,墓道底部通长55.1米,北墓道被开山采石破坏,开口残长30.6、宽12.4~16米,墓道底部残长44.3米。王后陵M2平面呈“中”字形,与M1东西并列。墓室开口南北长15、东西宽14.4、深15米。南北墓道均为斜坡结构,南墓道长30、宽5.7~11.2米,北墓道残长11、宽8~11.2米。
已经探明的西汉帝陵墓穴均为“亚”字形。汉长陵帝陵墓室平面基本呈方形,东西长约144.5、南北宽约141.4米,东墓道长约177米,南墓道探明部分长约25.3米,西墓道现探明部分长约14米,北墓道长约26米[6]。西汉的皇后陵亦多为“亚”字形,规模略小于帝陵[7]。
4.外藏坑[8]
大云山王陵共发现外藏坑10座,其中直接隶属于王陵、后陵及其陵园的有车马陪葬坑2座、兵器陪葬坑2座。K2位于M1西南侧,坑体平面呈长方形,方向91°,坑室开口长24.1、宽5.7、深6.1米,西侧开有一长条形坡道,长16、宽3.8~5米。坑体中部置长方形木椁,椁室东西长19.8、南北宽3.8、高1.8米。椁室内自东向西共放置真车马5辆。K7位于M2东南侧,处于陵园东南角。坑口平面呈“甲”字形,墓道朝北。木椁置于岩坑中部,平面呈梯形,北窄南宽。北边宽9.5、南边宽14.5、东西两边各长18.6米。初步推测,整个木椁内共放置明器马车50余辆。从清理出的大量铁戟、铁剑等兵器来看,木椁内的马车应为战车,联系椁室中部清理出的大量木俑,整个K7战车与木俑的排列极可能与汉代军阵制度有关。K3与K6分别位于陵园北墙外与西墙外,坑体均紧靠陵墙。K3平面呈长方形,东西走向,与北墙走向一致。K6平面亦呈长方形,南北走向,与西墙走向相同。两坑均清理出大量模型兵器,种类有弩机、箭镞、铁戟、铁剑、漆盾等,军事意味浓厚。
西汉帝陵、后陵陵园的封土与垣墙之间有大量的从葬坑;帝、后陵园的外围也分布有数量不等的从葬坑。汉高祖长陵陵园内发现外藏坑两百余座,形制多样,大小有异[9]。汉景帝阳陵陵园先后发现外藏坑172座,其中帝陵陵园86座,放射状分布在帝陵封土四周;王皇后陵园32座,分布规律同帝陵;外陵园内48座,分为2组分别位于帝陵东南和西北,对称排列。平面都是长条形,长度不等,宽度均在3米左右[10]。汉武帝茂陵陵园共发现外藏坑400座,其中帝陵陵园内150座、李夫人墓园内6座、外陵园内244座。这些外藏坑或放射状分布在帝陵、李夫人陵墓的周围,或成组有规律地分布在汉武帝陵园之外。茂陵的外藏坑平面均呈长条形,长度不一,宽度多在4米左右(图二)[11]。汉哀帝义陵陵园内探明外藏坑17座,分布于帝陵陵园外东、南、西阙门外神道两侧,其形制大多为带斜坡道的长方形竖穴坑道(图三)[12]。根据外藏坑发掘资料最多的汉阳陵来看,西汉帝陵的外藏坑不仅有着大云山所具有的车马、兵器之属,“它还代表和象征‘宫观及百官位次’,代表不同的政府机构及设施;这些陪葬坑在空间、规模、内涵等方面的差异反映了它所代表的各个政府机构及设施在等级、功能及其与皇权之间关系的不同和区别,是西汉帝国各个政府机构、各种设施的真实再现”[13]。
5.祔葬墓[14]
大云山陪葬墓均位于陵园北部,共发掘了11座。均为竖穴岩坑木椁墓,平面为长方形或正方形。其中M9、M10位于陪葬墓区南部,东西并列,规模较大,西北方向各自拥有独立的陪葬坑(K8、K9),并有用石块垒砌的“中”字形墓域。M13墓室开口长6.5、宽4.7、深5.8米。值得注意的是,M13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明显的方形墓域,每边长12米。根据多件漆盘外底的针刻铭文,发掘者认为M10墓主人极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江都王刘非宠妃“淖姬”有关。
在汉武帝茂陵及其之后的西汉陵园中大多发现有类似的祔葬墓。
汉武帝茂陵陵园的东北部共发现墓葬9座,规模最大的“次冢”现存封土呈四棱台形,底部边长东67.4、南31、西71、北29米,高14.5米;封土四周有围墙围绕,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长135、宽100.7米,墙宽2.3~3米。四面园墙中部均应设有门(北墙中部被破坏);钻探发现封土东侧有斜坡墓道一条,平面呈梯形,墓穴应为东西向“甲”字形。M3~M10位于“次冢”与陵园东围墙之间,地面现无封土。钻探发现其排列整齐有序,南北共四排,每排2座。这8座墓平面形状均为“甲”字形,坐北朝南,由斜坡墓道与竖穴土坑墓室两部分组成[15]。汉元帝渭陵陵园内东北角成排分布着一批墓葬,当地人俗称“二十八宿”,其中现存封土的墓葬12座,勘探发现无封土的墓葬20座,共计32座。这批墓葬均为带南向墓道的“甲”字形竖穴大墓,墓道长16~30、宽1.5~7米,墓室长15~20、宽13~18米,深约10米左右,部分墓室底部发现砖或石块。这批墓葬的西侧夯筑有垣墙,南侧有夯土垣墙及围沟,东侧以围沟为界,北侧利用了渭陵陵园北垣墙,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墓园。墓园呈南北向长方形,长590、宽约450米。墓园内墓葬排列整齐,南北5排。北起第一排有墓葬5座,第二排有墓葬4座,第三排墓葬多达8座,第四排、第五排墓葬均为7座。勘探发现,南侧第一排东端的4座墓葬又建有较小规模的墓园,这4座墓园规模、形制相近,均呈南北向长方形。这些墓园的遗存除四面夯墙、南侧正中的两出门阙、北侧中部的通道等,个别还发现南北向长方形建筑遗址[16]。汉哀帝义陵陵园东北部3座墓葬位于相对独立的墓园内,墓园为南北向长方形,长616、宽481米。西侧与南侧存有围墙、围沟,并利用义陵外陵园北墙东段和东墙北段。钻探发现,西墙、南墙及其围沟未完工,西墙实际长度350米,南墙实际长294、宽2.2~3米,南墙中部发现有宽29.5米的通道。西围沟实际长度215米,南围沟实际长度302、宽2.3~3.7、深2.5~3米。围墙与围沟间距为3~3.5米。墓园内的3座墓葬有1座为南北向的甲字形竖穴土圹大墓[17]。此外,正在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汉成帝延陵、汉宣帝杜陵的陵园中,均已发现了与上述相似的外陵园以内的相对独立的墓地及墓园。
笔者认为“前引汉武帝茂陵、汉元帝渭陵、汉哀帝义陵陵园内新发现的墓葬与此前在西汉诸陵陵园外发现的陪葬墓不同,前者比后者有与皇帝更为密切的关系,前者应是除分封的皇子、出嫁的公主、五官以下的夫人之外的皇帝眷属,后者则包括开国元勋、鼎柱之臣、皇亲国戚及五官以下的皇帝夫人”[18]。马永赢也有相似的观点,“这批陪葬墓不同于陵园外贵族、大臣等陪葬墓,只有皇帝的眷属方能入葬陵园,考虑到皇帝眷属中的皇子、公主各有自己的归宿,因此,这些墓葬的主人只应是皇帝的高级嫔妃”[19]。
6.陪葬墓
从图一大云山江都王陵平面图可知其陵园外侧的东北部还发现有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墓葬两座,应为其陪葬墓。
西汉诸陵陪葬墓一般分为两个区,多数在陵园外东司马门道的南北两侧,东西成排,南北成列。个别身份特殊的居帝陵的北侧和南侧。陪葬墓根据级别或其它原因,墓冢外形分覆斗形、馒头形和山形。馒头形较多,覆斗形次之,山形最少。陪葬墓周围或有壕沟、围墙环绕界定,墓园平面多为正方形,少数为长方形,墓园内有各种建筑遗迹,如园邑或祠室等,大型的陪葬墓周围也有数量不等的祔葬墓和外藏坑。汉阳陵陪葬墓分北、东两部分,北区有陪葬墓园两座,平面均为方形,中部各有东西向“中”字形大墓一座,封土均为覆斗形,周围都有外藏坑,外围有壕沟环绕。东区墓园全长2350、南北宽1500米,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其东、西各有南北向壕沟一条,作为陪葬墓区的东西界限。中部有横贯陪葬墓区的东西向道路一条(司马门道)。司马门道的南北两侧排列有两百余座陪葬墓园。墓园平面多为正方形,少数为长方形,墓园内有数量不等的墓葬和外藏坑。墓园之间有壕沟分隔。这些墓园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呈棋盘状分布。目前已探明了各类大中小型墓葬5000余座,其中大致可以确认为属于汉阳陵陪葬墓的墓葬有数百座,平面形制分为“甲”字形、长方形两类,规模均较为宏大[20]。汉武帝茂陵陵园外目前发现基本可以确定为陪葬墓的共113座(组),估计只是茂陵陪葬墓中的一部分。茂陵陪葬墓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域:东侧较为集中,规模也较为宏大,大中型墓葬达到34座,西侧发现大中型墓葬12座,北侧仅发现大中型墓5座。目前茂陵保留有封土的陪葬墓有14座,规模较大的有卫青墓、霍去病墓、金日磾墓、阳信冢、霍光墓等。其封土有山形、覆斗形和圆丘状三种。或有夯土墙围合的墓园、门址及外藏坑。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圹和洞室两类,均为单一墓道的“甲”字形。霍去病墓封土为山形,其上置有大量巨石,并有石人、石马等大型石刻作品十余件[21]。
7.东司马门道[22]
大云山东司马道位于陵园东侧。解剖表明,道路依山势而建,自山顶陵园东墙顺山麓夯筑至山脚,总长度约800、面宽45米。南北两侧坡面皆以石块护坡,护坡之外各修筑宽25米的排水道。
2006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陵考古队在对西汉帝陵进行大遗址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先后在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以及几乎所有西汉帝陵都发现了大量的道路遗迹。根据这些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我们判断西汉帝陵内有由“神道”、“徼道”、“衣冠道”和“司马门道”等组成的完备的道路系统[23],其中司马门道是历史文献记载较多且最为重要的道路之一。汉阳陵发现东、西、南、北四条司马门道的遗迹,其中东司马门道L12是东区陪葬墓园中的东西向主道路,西与L1(东神道)在阳陵外城东门处相连结,向东横贯东区陪葬墓园,东端与通往阳陵邑的道路相接,长3500、宽110米,距现代地面深0.7米,路土厚0.1~0.24米[24]。汉武帝茂陵东司马门道长2215、宽73~80米,西司马门道长3070、宽37.5米,南司马门道长3120、宽32米,北司马门道长1760、宽42米。道路均有壕沟,宽3~4.5、深2~3.5米。路面距地表0.5~1.3、路土厚0.03~0.3米[25]。
二 几点认识
1.同制京师
《汉书·诸侯王表》云:“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虽然,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26]此言原为班固对西汉郡县制、分封制并行的时政评点,但其中无疑披露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作为西汉帝国组成部分的“藩国”——诸侯王国、诸侯国均采取了与中央王朝相同的政治管理体制,“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所谓“金玺盭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27]。
大云山江都王陵园不仅与同时或时隔不远的汉武帝茂陵、汉景帝阳陵、汉昭帝平陵帝陵陵园平面同为正方形,且规模亦较为接近;其墓葬形制没有采用当地先秦以来流行的土墩墓,也没有像同为诸侯王的梁国、楚国一样开凿大型洞室墓,却不计工本地套用西汉帝陵使用的竖穴土圹木椁墓,在土层不深的大云山上先挖再凿,形成了所谓的“竖穴岩坑木椁墓”;同样,其数量不多、内涵相对单一的外藏坑,硕果仅存的东司马门道,规模较小、数量较少的祔葬墓、陪葬墓都可以在西汉帝陵找到其模仿的样本。与政治体制相一致,远离京师长安的江都王国在陵墓营建上也“同制京师”。
2.等而降之
通过上述比对,我们发现,大云山王陵与西汉帝陵陵园还有着诸多规模和数量上的差异。例如,大云山王陵为一重陵园,同期或以后的西汉帝陵均为两重陵园;大云山陵园的王陵和后陵均为“中”字形,而西汉帝陵的帝陵、后陵探明的均为“亚”字形;隶属于大云山王陵的外藏坑仅有不到10座,西汉早中期的帝陵外藏坑却动辄数百;大云山陵园的祔葬墓、陪葬墓不过十几座,形制多为方形或长方形的竖穴,西汉帝陵的祔葬墓、陪葬墓则数量较多,规模较大,形制多为“甲”字形,还有少量“中”字形;大云山的东司马门道长度约800、路面宽45米,而汉景帝阳陵的东司马门道长达3500、宽110米,汉武帝茂陵东司马门道长2215、宽近80米等等。我们认为,这一系列差异不应是不同制度执行的结果,而应当是同一陵墓制度中不同等级的区别。也就是说,这就是帝陵与王陵之间形制上的区别,即所谓“等而降之”。
3.因地制宜
从大云山王陵的形制上,还可看到一些与西汉帝陵明显不同的特点,例如一重陵园,王陵、后陵共享一座封土,陵墓方向有别于西汉帝陵的坐西朝东呈南北向,东司马门道两侧有宽达25米的排水道。笔者认为,大云山王陵的这些形制特点出现的主要原因应与其选定的陵址有关。此外,也有可能受到了当地先秦以来流行的土墩墓的文化影响[28]。
大云山王陵所在的江苏省盱眙县位于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境内有低山、丘岗、平原、河湖圩区等多种地貌。王陵地处的大云山顶部,山不高,土不深,面积不大,高低不平。限于地形,江都王陵不可能与地处土厚水深的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一样占地十余平方公里,不可能营建面积近三平方公里的陵园,不可能在边长仅490米的陵园内夯筑两座以上直径超过百米的大型封土,因此,王陵未建于陵园的正中,而选在地势最高,相对开阔平坦的陵园东南部;因此,王陵与后陵东西并列,紧密相连,共处于一座大型夯土之下;因此,王陵的方向不是与陵园的中轴线——东西向的东司马门道重合,而是改为更适宜于地形地貌的南北向。至于东司马门道两侧宽达25米的排水道,估计应与盱眙大云山地处北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区域、年平均降水量达到1005.4毫米有关。总之,大云山江都王陵与西汉帝陵形制上的若干区别,应是基于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地貌特征、不同的气候条件“因地制宜”的结果。
大云山江都王陵的发现与发掘是秦汉考古的重大成果,其完整的陵墓布局是西汉陵墓制度与江都王等级、江都国实际完美结合的产物,是探索、研究西汉诸侯王陵制度的一把标尺,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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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er to the Imperial:
A Study on the Structure and Layout of the Dayunshan Western Han Mausoleum
JIAO Nan-feng
(Shaanxi Provi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Xi’an, Shaanxi, 710043)
Abstract: The structure and layout of the Mausoleum of King Jiangdu, which is located in Dayunshan, Jiangsu Province, is thoroughly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rough seven specific aspects. The study result shows that this mausoleum is of the same burial system as that of Han emperors but with a lower grad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ight be resulted from geographic and climate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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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研究的几个问题
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内容提要: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是汉代诸侯王墓的一次重大发现。此墓陵园为“大陵园”,且保存完整、布局清晰,平面近正方形的形制反映了汉代帝陵与诸侯王墓的差异;经过精心设计与规划的后妃陪葬墓区显示出墓主人的身份和等级,有助于确认和研究汉代帝王陵墓中的嫔妃陪葬墓;出土的金银器等域外文物应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反映了西汉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以及长三角地区文化与中原地区主体文化的一致性。不仅如此,该墓的墓葬布局、陵园门址、车马坑的位置以及漆器的金银平脱工艺等均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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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至2011年12月,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在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云山村的大云山发掘了一座大型汉墓及其陵园遗址,发掘者认为这是西汉时代第一代江都王刘非的陵墓与陵园遗址[1]。
目前经考古发掘的汉代诸侯王墓已多达七八十座[2],与以往考古发掘的汉代诸侯王墓相比,大云山汉墓因其陵园与墓葬保存之完整、出土遗物之丰富与特殊,备受学术界关注。大云山汉墓及其陵园遗址发掘报告正在整理、编撰之中。南京博物院及发掘主持人李则斌先生曾邀笔者到大云山汉墓考古发掘现场考察,其后发掘单位又在《考古》2012年第7期简要报道了大云山汉墓的考古收获。大云山汉墓涉及的学术问题很多,本文就其中的陵园形制、后妃陪葬墓、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海上丝绸之路”、西汉时代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发”时代等问题,作初步探索。
一 大云山汉墓陵园形制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至秦汉时代是从王国时代发展到帝国时代的关键时期。从郡县制的蕴育与推行、长城的修建、都城的营筑到王陵的封树与陵寝建筑设置等等,无不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无不反映了那一时期地缘政治与国家政权的进一步强化。
修建都城是中国古代国家头等重要的“政治性”、“文化性”的“国家工程”,位于第二位的就是王陵营建,而东周时代的王陵形制为“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3]。
如果说先秦时代及以前,在丧葬主导思想上,其墓葬主要反映的是“活人”为了怀念、祭奠“逝者”,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得更好的话,那么先秦以后进入帝国时代,人们在丧事的办理上,已经不只是为了怀念、祭奠逝者,而是越来越凸显出要通过丧葬活动,达到丧葬办理者的一些政治性、社会性的目的。这就导致了社会对帝王陵墓的关注点越来越从“看不见”的“地下”,转向越来越“看得见”的“地上”,即陵上的封土、陵寝建筑(寝园、寝殿、便殿、陵庙、寺吏舍等)、陪葬墓、陵邑等。陵墓之内的物品则越来越简化,出现了随葬品的明器化、明器的微型化现象。从先秦殉葬、杀殉“真人”,到东周时代“始作俑”;从秦始皇陵高180厘米左右的兵马俑,到西汉帝陵与诸侯王墓陪葬仅为真人三分之一高(50多厘米高)的陶俑,再后来人们又以纸人代替陶俑;从秦汉时代随葬“金饼”、“半两”、“五铢”等“真货币”,到后代随葬泥质冥币,再发展到宋代及其以后随葬纸质冥币……上述历史变化一方面说明了人们丧葬观念的进步,另一方面又说明人们丧葬活动“目的”的变化而导致的“重点”的转移。因此,中国古代历史进入帝国时代伊始的汉代,其诸侯王墓中的陵园等地面建筑,是我们应该给予特别关注的。
迄今考古发现的汉代诸侯王墓,大多未发现陵园遗址及其他陵区“地上”遗存,个别虽有所发现,但大多不完整。如河南永城保安山梁王陵发现陵园、寝园、门阙遗址等[4];河北满城汉墓陵园内发现18座陪葬墓[5];河北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刘修墓发现陵园城垣,虽然此陵园之完整在汉代诸侯王墓中非常突出,但是其规模较小,“南北长145、东西宽127米”[6];江苏徐州的楚王山汉墓[7]、狮子山汉墓[8]、驮篮山汉墓[9]等楚王陵均发现了可能与陵园遗存相关的遗迹,但是形制均不清楚。
与上述汉代诸侯王墓的陵园遗存相比,大云山汉墓的陵园遗址无论是保存完整程度还是陵园规模,都是其他汉代诸侯王墓陵园所不可比拟的(陵园平面图见本期第52页图二)。大云山汉墓“陵园总体布局仍十分清晰。陵园平面近正方形,边长490米。四面筑有陵墙,其中东墙中段较完整,地表上尚有长约150米的墙体保存较好,其余三面陵墙大多仅剩夯土墙基。陵园内共发现主墓3座、陪葬墓11座、车马陪葬坑2座、兵器陪葬坑2座。其中主墓、车马陪葬坑位于陵园南部,陪葬墓位于陵园北部,兵器陪葬坑位于陵园北侧,紧靠陵园墙。整体布局排列有序,严谨规整”[10]。
大云山汉墓的陵园,与以往发现的汉代诸侯王墓陵园有所不同。以往发现的汉代诸侯王墓的陵园之内,有的只有王陵(或王后陵),如中山怀王刘修墓[11];有的王陵陵园中,虽然发现了较为丰富的遗存,但是遗存形制与分布空间多不清楚,如梁王陵发现的王陵(M1)与王后陵(M2)及其陵园[12]。有的著作中认为梁王陵陵园东西宽750、南北长900米[13],但陵园南、北墙的长度现在还不清楚,至于900米长的东墙是指其现存部分,还是原有的完整长度,考古发掘报告中并未明确说明。
虽然汉代诸侯王墓陵园的考古资料存在着相当大的缺憾,但是我们参照21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勘探中的发现,可以得到一些启发。自汉文帝霸陵以后的西汉诸陵陵园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表明,在传统所认为的皇帝陵园、皇后陵园之外还有一周更大的陵园,有研究者称其为“大陵园”[14],也有研究者称其为“中陵园”[15]。西汉时代,诸侯王国“同制京师”[16]。关于西汉帝陵陵园制度,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指出:“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西汉帝陵只有一重墙垣,但据文献记载分析,西汉帝陵应该至少是按双重城垣设计的。如《汉书·外戚传》记载,后宫‘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经过实地勘察,西汉帝陵陵园之内并无陪葬墓。这儿记载的司马门,不是我们今天一般所称的陵园门阙,而应是更大范围的门阙。但是,我们迄今尚未发现这样的墙垣与门阙,或许当时只设门阙不筑墙,由其象征‘外城’而已!现在人们一般把西汉帝陵和皇后陵周围的墙垣称为‘陵园’,其实西汉帝陵陵园范围要大得多。”[17]大云山汉墓陵园是一个陵园,还是由大小两个陵园组成,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究明。目前已经考古究明的大云山汉墓陵园,实际上相当于西汉帝陵的“大陵园”,其中包括了王陵、王后陵、陪葬坑、嫔妃墓等,这些埋葬内容与西汉帝陵“大陵园”(或称“中陵园”)是一样的。虽然大云山汉墓陵园现在还没有发现王陵与嫔妃墓之间的“分界”,但是其中的布局已经很清楚:王陵和王后陵在陵园中南部,嫔妃陪葬墓在陵园北部,陵园已经分为南北二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大云山汉墓陵园的方形平面,这是非常重要的现象。西汉时代皇帝与皇后的陵墓封土称“方上”,封土平面为方形[18],陵园平面一般亦为近方形[19]。至于西汉时代礼制建筑中的宗庙、社稷、辟雍(或明堂)[20]及东汉时代的灵台、明堂等平面亦约为方形[21]。但是,目前已经勘探究明的西汉帝陵的“大陵园”(或称“中陵园”),多为长方形平面。如汉景帝阳陵大陵园为东西向长方形[22];汉武帝茂陵大陵园东西长2080、南北宽1390米[23];汉平帝康陵大陵园东西宽1420、南北长1700米;汉元帝渭陵大陵园东西长1777、南北宽1619米;汉哀帝义陵大陵园东西长1864、南北宽1538米[24]。这可能是诸侯王墓与帝陵的不同所在。
二 陪葬墓的分布
大云山汉墓陵园之中的陪葬墓均分布在陵园东北部,4个一排,计11座。发掘者认为,对已经考古发掘的“陪葬墓资料所进行的全面分析表明,陵园内的陪葬墓区经过精心设计与规划,所有陪葬墓布局整齐划一,墓葬营建规模、棺椁结构、随葬品种类与数量等皆以该墓距离主墓的远近逐次降低或减少,统一的营造模式下显示出墓主人之间的身份与等级差异”,其中M10出土的“多件漆盘外底均针刻铭文‘淖氏’。江都王刘非曾有一名称为‘淖姬’的宠妃,《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爱美人淖姬等凡十人与奸。’故M10墓主人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淖姬’有关”[25]。由于上述11座陪葬墓形制相近、分布成组,推测这些陪葬墓的墓主人有可能均与M10相似,也就是说陪葬墓应为江都王不同等级的妃嫔的墓葬。如果这一推断不误的话,它们在汉代帝陵与诸侯王墓考古研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关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当时已经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提出,西汉帝陵陵园之内应该有“五官以上”的嫔妃墓葬,只是当时在西汉皇帝陵园与皇后陵园之中,并未发现或确认这样的陪葬墓。至于在皇帝陵园与皇后陵园之外的、包容上述二陵园的“大陵园”(或称“中陵园”)遗存,限于地面之上没有迹象而不能开展考古勘探,这个学术问题直到近年西汉帝陵大遗址保护的考古工作启动以后,才得以取得进展。通过考古勘探,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汉元帝渭陵等西汉帝陵的“大陵园”,并于其中发现不少陪葬墓,依据《汉书·外戚传》的记载,推测墓主人应为皇帝嫔妃。汉代诸侯王“同制京师”,大云山汉墓陵园嫔妃陪葬墓的发现,对确认西汉帝陵“大陵园”之中的陪葬墓为皇帝嫔妃墓有着十分重要的考古学意义。
三 出土遗物与“海上丝绸之路”
大云山汉墓出土遗物对理解中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发现的秦汉时代的域外遗物,大多集中在广东广州[26],广西合浦、贵县[27]等地的秦汉墓葬中,东海沿岸有关秦汉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较少,仅在江苏扬州汉墓有些发现[28]。而大云山汉墓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的域外文物,如鎏金铜犀牛及训犀俑、鎏金铜象及训象俑(彩插十四:1、2)、错银编磬铜虡兽座、动物纹金带板、银盒等,提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秦汉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动历史。大云山汉墓出土域外遗物,说明“海上丝绸之路”早在西汉前期已经发展到长江三角洲一带;这些域外文物出土于江都王墓中,说明了江都王国的统治者对这种域外文化与交流的认可。而认可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如果那样的话,说明长江三角洲一带与“西方”、“南亚”的文化交流时间还要更早一些,活动还要更多一些。
“丝绸之路”可分为“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等。大云山汉墓出土的域外文物,为学术界重新认识上述“丝绸之路”的主要功能带来了重要的启迪。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境内的几条“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商贸活动之路。如现在一般认为“沙漠丝绸之路”主要经营大宗丝绸贸易,这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误区。事实上,“沙漠丝绸之路”是因政治、外交、军事活动的需要而开辟的一条道路,只是随着西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以及“属国”的确认、“朝贡文化”的形成,汉代以后“沙漠丝绸之路”的民间商贸活动逐渐发展起来。因此,在汉代,“沙漠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与商贸活动,大多是这条道路上政治与军事活动的“副产品”。
早期所谓的“草原丝绸之路”,实际上是“骑马民族”在欧亚大陆大通道的生业活动或战争的产物,这里的文化交流也是其生业活动或战争的“副产品”。
“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也很久远,其内涵、重点与“沙漠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均有所不同,它是因商贸活动而形成,只是这里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仍然是作为“副产品”出现。关于早期“海上丝绸之路”上有无“朝贡文化”或何时出现“朝贡文化”等问题,目前还不很清楚。
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上主要是从海上开始进行,且以民间贸易为主。中国古代社会生业的主流传统是“重农抑商”、“以农立国”。中央政府派往域外的使团活动,多为宣示中国古代王朝的“天子”之尊,包括丝绸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贵重物品不是商品,而是馈赠的礼品。对方(指政府或首领)也是将其“特产”作为礼品或称“贡品”献给汉王朝的统治者。如薄太后南陵陪葬坑出土的犀牛遗存,动物骨骼鉴定揭示其属于爪哇独角犀,产地应在南亚、东南亚一带[29];其他还有汉昭帝平陵第十五号陪葬坑出土的骆驼骨骼[30]。这种“朝贡文化”形成的文化交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大云山汉墓出土了数量丰富的域外遗物,很难断定它们是否属于国家之间的馈赠,我认为它们有可能是商品。我们注意到,内地(中原或北方地区)的诸侯王墓,极少像大云山汉墓这样出土如此多的“舶来品”遗物。如果可以证明这些遗物不是从陆地上传来,而是海上舶来品的话,那么,这对研究汉代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历史非常重要。
四 错金银器与汉代长三角地区的开发
大云山汉墓出土了大量的错金银器(彩插十四:3、4)。错金银器大多发现于高等级墓葬中。错金银器是东周、秦汉时代中原地区(“大中原”概念,即陕西中东部、河南、河北中南部、山西中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非常有时代特色的文物。大云山汉墓发现的错金银器,不仅量大而且精美,这无疑反映了帝国时代不同地区的共同政治与文化认同。将大云山汉墓的这批出土物与中原地区西汉诸侯王陵对比,可以看到大云山汉墓所在地在主体文化上与黄河中下游主体文化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西汉时代的长江三角洲一带,并非如《汉书·地理志》记载,“淮、海惟扬州……厥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错”。事实上,近年江浙一带大量的考古发现说明,汉代以前这里已经有着与黄河流域基本相近的“华夏文化”了。
五 陵园布局、漆器工艺等问题
大云山汉墓及其陵园、陪葬墓和陪葬坑等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比较多也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第一,王与王后墓的方位排列。如果M1和M2是王和王后的墓,二者相对的分布位置是王墓在西南、王后墓在东北,这与西汉帝陵的皇帝与皇后陵墓方位排列基本一致。M8的规模与M1基本相同,发掘者认为M8应为后妃,如果这种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M8应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王妃,这个问题很值得深究。考虑到M2距陵园东墙与M8距陵园西墙的距离相近,且均在陵园的南部,而东西门可能正好在M2北墓道的位置,那么陵园南部应该是王和王后的陵墓区,陵园北部则是妃嫔的墓葬区。这个特征与都城及皇宫未央宫的布局相近。汉长安城南部是皇宫未央宫,北部是后妃之宫的桂宫、北宫及明光宫;就皇宫未央宫而言,前殿北临皇后的椒房殿,再北应为其他嫔妃的住地[31]。
第二,陵园朝向与门址。陵园整体布局坐北朝南,墓向为南北向。这与西汉帝陵不同,西汉帝陵均为“坐西朝东”[32]。汉长安城(新莽之前)也应该是“坐西朝东”(王莽在汉长安城南部兴建了宗庙、社稷、明堂或辟雍等礼制建筑,都城朝向变为“坐北朝南”),东面3座城门均有“阙”[33];皇宫未央宫虽然在北门与东门均置门阙,但是在东宫门之外设置了皇帝行走的“驰道”[34]。都城与帝陵朝向在东汉时期均产生了较大变化,由秦、西汉以前的大部分“坐西朝东”改成“坐北朝南”,并一直延续到清代。这个制度在大云山汉墓陵园也可能提前改变,因为变化往往有一个过程。因此,这一问题的揭示还有待今后的进一步发掘与研究。
第三,车马坑与南门的关系。车马坑K2处在陵园最南边,而且在陵园之内东西方向居中的位置,因此要考虑它和南门是否有关系。车马坑在大型墓葬中一般置于墓道之中。车马是出行的标志,这些车马坑对认识南门的性质、功能十分重要。陵园地下与地上的遗存应该是相关联的,究明二者的相对关系,对探索陵园的布局形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漆器的金银平脱等工艺。过去学术界认为唐代的金银平脱工艺非常流行,平脱器物丰富而精美,特别是盛唐时期,金银平脱制品在上层统治阶级中极为盛行。宋朝以后,金银平脱制品几乎绝迹。西汉时代的金银平脱工艺产品发现很少,大云山1号墓发现的金银平脱漆盘(M1:4724)(彩插十四:5),说明西汉时代金银平脱工艺已经应用于漆器之上,这也证实了汉代漆器之贵重。此外,1号墓出土的嵌宝石神兽纹漆案(M1:4043)、嵌宝石银釦耳杯(M1:3853)(彩插十四:6)和银釦漆卮(M1:3912)等,也凸显出随葬漆器的墓主人的地位。在我国,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特点,前者如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汉代的漆器、唐代的金银器、宋元时代的瓷器等,后者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等。分析每个时代要考虑不同时代所重视的器物,如果说夏商周时代是以青铜器为主,那么秦汉则以漆器为突出。在汉代,“三工官”里漆器开支是很大的,漆器生产在皇室和中央政府占有重要的地位。
[1][10][25]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2012年第7期。
[2]1998年黄展岳统计为34座(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刘瑞、刘涛认为:“西汉一朝中先后有228人受封为诸侯王……因此,在西汉王朝存在的209年间,至少会形成310座以上的诸侯王陵。”他们统计已经考古发掘的西汉时代诸侯王墓有71座(刘瑞、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1、66~287页);刘尊志统计考古发掘的西汉时代诸侯王墓“目前计有39处77座”(刘尊志:《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9页),又,刘尊志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诸侯王墓考古学研究》一文认为,“西汉诸侯王墓的考古工作基本开始于20世纪的60年代末,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已调查、发现、发掘西汉诸侯王(后)墓42处近83座……至目前,基本可以确认为东汉诸侯王(后)墓葬共有14处18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载:“经过全面或部分发掘且资料公布较多,年代及墓主身份较清楚的西汉诸侯王、王后墓有45座”,东汉诸侯王墓“见于报道的有8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47、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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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Issues on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Han Mausoleum
in Dayunshan, Xuyi, Jiangsu Province
LIU Qing-zhu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71)
Abstract: The mausoleum unearthed in Dayunshan, Xuyi, Jiangsu Province, was a signific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royal Han tombs. It remains very well with little disturbance. The mausoleum is in a large scale with a clear layout. The square shape show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ombs of princes and emperor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area hosting tombs for the wife and concubines of the prince was well designed, which tells the identities and statuses of the owners. The unearthed exotic objects such as gold and silver wares, which are believed to have links with the Marine Silk Road, reflect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at the time and the conformity of the local culture with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 Other issues such as the layout of the mausoleum, the tomb gates, the location of the pits for chariots and horses, as well as the techniques to decorate lacquers with gold and silver inlays are also worth academic attention.
Key words: Xuyi; Dayunshan; Han tombs; mausoleums; the Marine Silk Road; gold and silver wares; lacquers; to decorate with gold and silver in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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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西汉诸侯王陵墓考古的新进展
李银德
(徐州博物馆 江苏徐州 221009)
内容提要:西汉时期,今江苏境内分封有楚、荆、吴、江都、广陵、泗水国等诸侯国。近年来,泗水王陵、江都王陵和楚王陵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果和新的进展。研究表明,江都王刘非时为一王二后,陵园中的陪葬墓M10墓主并非淖姬,王与后墓玉棺的发现丰富了西汉内壁镶贴玉板的玉棺的实物资料;大青墩汉墓的形制结构与西汉其他诸侯王陵存在较大差异,由清理出土的“刘绥”印章分析,“绥”与“综”字形相近,墓主可能是第四世泗水王刘综,也可能是王室成员刘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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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物产丰饶,兼有江海之利,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汉兴,戒亡秦孤立之败,剖疆裂土实行分封,序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在今江苏境内先后分封过多个诸侯王国。近年来,江苏的西汉诸侯王陵墓考古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和进展,特别是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陵墓考古收获巨大,被评为“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本文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西汉诸侯王陵墓考古的新进展作考察和探讨。
一 江苏境内西汉诸侯王国的封立
今江苏境內西汉时期先后分封有异姓楚国、刘姓楚国,刘姓荆国、吴国、江都国和广陵国等,其中,汉初刘姓吴国、楚国与齐国如《汉书·诸侯王表》中所载,同为“夸州兼郡,连城数十”的三大封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楚国
(1)异姓楚国
汉初天下未定。《汉书·高帝纪》记载: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韩信挟军自重,刘邦用张良计封韩信为齐王。五年(公元前202年),“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后又以“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仅一年又贬为淮阴侯。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韩信谋反被杀。
(2)同姓楚国
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废韩信后,刘邦封其异母弟刘交于楚国,王淮西东海、彭城、薛郡三十六县,都彭城。元王刘交传夷王刘郢客,再传刘戊。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刘戊因吴楚“七国之乱”自杀,国除。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绍封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是为文王。此后楚国仅有彭城、吕、留、甾丘、阴平、武原六县。传安王道、襄王注、节王纯至刘延寿,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因谋反国除。《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宣帝时楚益封广戚县。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诏定陶王徙为楚王,是为孝王。传怀王刘芳,无子。绍封思王刘衍,思王传刘纡,至王莽时绝。
2.荆、吴、江都和广陵国
(1)荆国
《史记·荆燕世家》记载,汉六年(公元前201年)春“废楚王信,囚之,分其地为二国……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汉书·高帝纪》载有东阳、鄣郡和吴郡三郡共五十三县。《史记·荆燕世家》云:“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秋,淮南王英布反,东击荆。荆王贾……为布军所杀。”
(2)吴国
《史记·荆燕世家》载,高祖“十二年,立沛侯
刘濞为吴王,王故荆地”;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濞为吴楚“七国之乱”首谋,兵败被杀,国除。
(3)江都国
据《史记·五宗世家》记载:景帝之子刘非于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被封为汝南王,次年发生吴楚“七国之乱”,上书自愿击吴。吴国除,后于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以东阳、鄣二郡置江都国,徙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刘非薨于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江都王建嗣,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谋反,“国除,其地入于汉,为广陵郡”。
(4)广陵国
据《汉书·武五子传》记载,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封其子胥为广陵王,都广陵,坐诅上自杀,是为厉王,传孝王霸。绍封共王刘意,传哀王刘护,无子。绍封孝王子刘守,是为靖王,传刘宏,至王莽时被贬废。
3.泗水国
泗水国封立较晚。据《史记·五宗世家》记载,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立常山宪王“子商三万户,为泗水王”,“泗水思王商……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无子。于是上怜泗水王绝,乃立安世弟贺为泗水王”。戴王贺传勤王综(《汉书·景十三王传》亦作“煖”)、戾王骏,至刘靖,王莽时绝。泗水国弱小,仅有凌、泗阳、于三县,都首邑凌,其地即今泗阳县城北凌城。
二 江苏西汉诸侯王陵墓考古的新进展
近年来,江苏的西汉诸侯王陵墓考古取得了许多新成果,主要有泗水国、江都国王陵的首次发掘和楚国王陵的新发现。
1.泗水国王陵的发掘
泗水国王陵的考古工作开展相对较晚,1960年调查时确认为汉墓[1]。泗水国王陵分布于古泗水的东岸,在今泗阳县三庄乡,北至橡树村、南至李庄村、南端连接泗水国都城——凌城遗址。在东西宽约500、南北长7000米的长方形范围内,以大墓为中心,5组40余座封土墓有规律地分布在南北向的轴线上(图一)。据勘测,大墓应为泗水王陵,周围的封土墓为贵族和官员的陪葬墓[2]。
2002-2003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对由北向南第二组中心大墓——大青墩汉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其周围分布6座覆斗形汉墓。大青墩汉墓封土高约8.5、底径约90米。墓道宽4.2、长10余米,墓坑长、宽均为18.5米。主棺室等早年被盗严重。墓道西侧有一按上、下层放置器物的木构陪葬坑,坑內为木质的步兵俑、骑兵俑、伎乐俑、船、车、建鼓等,应为仪仗俑群。墓室南北长9.6、东西宽8.8、高2、7米。墓室木构,中部棺室分东、西二棺室,推测为夫妻合葬。其南、东、西三侧有侧室(边箱)。棺室与南侧室间有夹层,放置铜、铁器和六博等,主体为沐浴用具。南侧室(箱)分隔为东、西二小箱,以各类漆木质的步兵俑、骑兵俑、侍俑和房屋院落模型为主体,性质应为生宅。东侧室为仓房;西侧室为厨房。
从墓内出土器物的风格、特征考察,大青墩汉墓的时代应为西汉中晚期。发掘者从椁木刻划的“王宅”、“泗水王冢”等文字推侧,墓主应为某代泗水王。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墓主为第四代勤王刘综或第五代戾王刘骏[3]。
2.江都国王陵的发掘
江都国王陵位于盱眙马坝镇云山村大云山顶部。2009-2011年,南京博物院等在此进行了全面勘探和发掘,发掘出一座较为完整的江都王陵园。陵园为边长490米的正方形,陵园內发掘出带南、北二条斜坡墓道的“中”字形主墓3座,竖穴陪葬墓11座,车马、兵器陪葬坑各2座[4](陵园平面图见本期第52页图二)。主墓均为岩坑竖穴,M1墓室为黄肠题凑结构,包括外、中、内回廊和题凑、前室、内外棺等。其中外回廊保存最为完整,分上、下层:上层为20余辆战车、帷帐和钟、磬明器;下层由南向东、北、西依次为沐浴器具、庖厨、府库、中厩(明器)、乐府,出土各类文物以万计。M2在M1东13米处,棺室內一棺一椁,有东、西、头和足边厢。M8早年被盗后又遭受火,形制结构已不甚清楚。
根据墓葬的形制结构和随葬品如“江都宦者”铭文铜行灯和银沐盘、“江都饮长”封泥、“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等,结合史汉书中江都王刘非“二十七年薨”的记载,推测墓主非江都易王刘非莫属。由M2出土“私府”铭铜盘、“大官”铭文铜鼎等推测,该墓墓主人应为刘非之后。
3.楚国王陵的发掘
徐州的楚王陵墓调查发掘工作开展最多,以狮子山楚王墓成果最丰富,世纪之交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一些重要的进展。
(1)狮子山楚王(后)陵园内陪葬坑和建筑遗址
2004-2005年,徐州博物馆在狮子山楚王墓北羊古山(亦作鬼山、龟山)王后墓的东侧,调查并陆续发现陪葬坑10多座,其布局排列齐整、横竖成行。南北向。后根据工程建设需要,发掘了其中的7座。形制有竖穴岩坑、竖穴岩坑椁箱式、竖穴岩坑侧洞式、竖穴岩坑双侧洞式等,分别为兵俑坑、陶瓮坑、车马坑、浴具坑、庖厨坑、铁器坑、钱币坑等[5](图二)。这些陪葬坑中,陶瓮坑内陶瓮排列有序、纵横成行,瓮內有腐殖质痕迹,应为粮仓。车马坑放置2辆约1/2比例的马车模型,马为陶质,车上有伞盖;坑东、西二壁有立柱,上面有东西方向的棚木,形成椁箱,棚木因腐朽向下塌陷,但木痕清晰可辨。沐浴器具坑中有铜壶、鍪、宽流扁壶、“药府”铭杵臼、龠、盘、鉴等,其中5件铜鉴和2件铜盘叠压摆放的现象较为特殊。钱币坑中自上而下依次为:第一层为近百件石璧和陶(金)饼,第二层为铅(金)饼,第三层为“半两”铜钱,无疑象征着府库。
与此同时,在狮子山楚王墓东侧发现包括门阙在内的陵寝建筑遗址,出土大量砖、瓦和瓦当等建筑材料。羊古山东侧也发现一组保存较好的建筑遗址,有砖瓦铺砌的廊道、路面等;东北还出土表示“山北山东”方位的地标石。在狮子山、羊古山东侧区域还发现排水管、回纹铺地砖、陶井(圈)以及铁工具等,陶井应为陵园寝庙相关人员的生活用水井。
(2)(西)卧牛山楚王墓的发掘
2011年,徐州卧牛山西段又发现一座西汉楚王大型横穴式岩洞墓,因屡遭盗掘,徐州博物馆对之进行了抢救性发掘[6],发现这是一座形制布局与龟山楚襄王刘注墓非常相似的陵墓,方向为坐南朝北。王、后墓墓道平行,甬道窄长,内封单列双层塞石。王和后的墓在甬道侧室、甬道后端主室均分别有门相通,王墓的墓室较后墓为多(图三)。墓内有水井等生活设施和木构瓦顶建筑,部分墓室有方或园形中柱。墓室四壁有涂朱、髹漆或张挂帷幔等不同装饰,帷幔虽朽,但张挂帷幔的铁钩仍嵌在四壁中。
墓内因屡遭盗掘,除板瓦和陶器残片外,几乎空无一物。墓内出土的数枚玉衣片及“半两”钱,表明其时代也是西汉早期,墓主人应身穿金缕玉衣。
三 江苏西汉诸侯王陵墓的几个问题
江苏的西汉诸侯王陵墓考古发掘工作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南京博物院发掘高邮神居山广陵王刘胥及王后的陵墓为标志。广陵王墓为竖穴岩坑大型黄肠题湊木椁墓[7]。截止目前,西汉在今江苏境内先后封立的楚、荆、吴、江都、广陵以及泗水国等6个诸侯王国中,已有4个诸侯国的王陵得到考古发掘。其余的两国即荆国和吴国,因荆王、吴王都是非正常死亡,其陵墓的墓址等尚有待确认。史载荆王刘贾为淮南王黥布谋反时所杀,今镇江市古楼岗有刘贾之墓[8]。然据《史记·荆燕世家》记载,刘贾被英布军杀于富陵。《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县东北六十里”。据《史记》“荆王都吴”、又死于盱眙推测,刘贾葬于大江之隔的镇江的可能性似乎较小。至于吴王刘濞,《史记·东越列传》载,“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括地志》云,“吴王濞冢在润州丹徒县东练壁,今入江”。润州即今镇江,《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刘濞被杀后,“盛其头,驰传以闻”,葬于镇江也是可能的。如果记载不误,其墓冢也已圮入江中。
在已发掘的四诸侯国的王陵中,楚、江都和广陵国王陵皆“因山为陵”,泗水国境内无山,只能平地起坟。其中,楚国王陵使用“凿山为藏”的横穴岩洞形制;江都、广陵两国王陵则采用竖穴岩坑黄肠题凑木椁形制;泗水国为竖穴土坑,葬具可能是木椁。在楚国、江都国王陵内都发现了陪葬坑、陪葬墓,其形制、葬制基本清楚。
下文就江都、泗水国王陵的相关问题作些探讨。
(一)江都王刘非陵
大云山江都王刘非陵墓的发现,改变了过去关于仪征庙山墓地为江都王陵的认识[9]。大云山江都王墓资料宏富,有许多新问题值得研究,兹就主墓、M10陪葬墓和玉棺等相关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1.江都王陵园为“一王二后”布局
江都王陵园内墓葬有带南北两条斜坡墓道的竖穴岩坑“中”字形大墓和竖穴(土)岩坑墓两种形制,前者为王级规制,后者为陪葬姬妃规制,等级分明。汉代一般诸侯王囯的陵园只有王墓、后墓两座墓葬,而大云山江都王陵园内却有三座同级陵墓,关于这三座“中”字形大墓墓主人的关系,笔者曾提出为“一王二后”[10],但未能申论。
首先,从江都王刘非陵园布局考察,最初规划的应是M1、M8,二墓的规模也较为接近;M8在M1以西140米,在陵园南部,距园墙的距离相当、位置也较为适中,也与楚、梁国等早期的王、后陵的间距大体一致。其次,从M2与M1的位置关系等看,M2距M1东北角最近距离仅13米,距离明显局促;规模也小于M1一半以上,应是后来增设所致。M1墓主刘非薨于二十七年(公元前127年),M2出土的实用器B型漆盘(M2:198)外底针刻“……廿五年五月甲……”等铭文,因此墓主入葬的上限当晚于公元前129年5月,墓主下葬的时间明显早于M1地表封土堆筑的时间,这表明,按墓主下葬的时间先后,三墓的时间顺序为M8、M2、M1,或者为M8、M1、M2。如果推测墓主为一王二后,二后都早于王而薨似乎有些偶然,但刘非在“七国之乱”时年15岁,次年徙江都,在位27年,则薨时已42岁,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如果M8结构保存稍好、能出土一些随葬品,将会更有助于解读三座墓时间的先后。遗憾的是M8没有能提供相关佐证。
西汉诸帝中,不少有二位甚至有三位皇后者。目前仍可见武帝茂陵、元帝渭陵的西北和东北各有一座大墓,为帝陵居中、后陵分居左右的布局。但是诸侯王王后的情况记载很少,更无诸侯王一王二后的记载。从陵园的平面布局、墓葬形制和规模分析,除江都国外,楚国和梁国都有一王二后陵墓的先例可征。
徐州东洞山楚王陵园由三座墓葬组成[11],均为大型横穴岩洞墓。一号墓居中,二、三号墓分别位于一号墓北、南侧约10米处(图四)。一号墓早年被盗,有玉衣片、玉璧孑遗;三号墓保存完好,但墓葬仅凿出甬道、并将甬道东端作为墓室,仅出土七子奁、铜镜、铜刷等随葬品,墓主应为女性;二号墓出土随葬品167件组,包括相当数量的宫廷用器,如“王后家盘”、“明光宫赵姬锺”等。三座墓葬的基本形制相同,但规格悬殊较大:一号墓面积为210平方米,二号墓为43平方米,三号墓为19.2平方米。根据三座墓的位置、形制和随葬品等考察,墓主人为一王二后的关系。
河南永城保安山梁孝王刘武陵墓,北侧为李后陵,东南侧有柿园汉墓。柿园汉墓墓主原被“认定为梁共王为妥”,也有可能为“史书记载不详”[12]的梁孝王嫔妃。有学者通过重新分析出土钱币、石刻文字和“墓道内东端的第1号至第3号车和第13号车内都站立一女俑”的现象,结合文献中只有皇后出行才有女性陪乘的制度的记载,考证墓主为梁孝王刘武的另一位早于李后的王后[13]。
上述东洞山楚王墓、保安山梁王刘武墓均为一王二后墓,这对于大云山江都王陵园内三座大墓墓主身份的判别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三座诸侯王陵园内王、后墓的布局与帝陵一样,均为王居中(帝居前中)、后居左右位置,其中早薨的王后居右位。
2.M10陪葬墓墓主非“淖姬”
江都王陵园最重要的学术价值之一,无疑是陵园布局的发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陪葬墓布局的了解。过去学术界对诸侯王陵园的认识,主要是陪葬坑和陵寝,虽然发掘中也发现过陪葬墓,但是其布局、规模及墓主人性别都不甚明晰。江都王陵园中,王、后陵居陵园偏南部;北部主要为陪葬墓区,而且每座陪葬墓横竖成排,有独立的封土墓垣,形制均为竖穴岩坑木椁墓,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墓主均为近幸姬妃一类女性,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后宫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而已发掘的11座墓均在陵园内,身份都应在五官以上。
陪葬墓距离主墓的远近或表明其与王的疏密关系。其中M9、M10封土与主墓封土相邻,有块石围砌的“中”字形墓域,有各自的陪葬坑(分别为K8、K9),棺椁为头、足、左、右侧箱和主棺室结构。M10出土多件漆器外底均针刻“淖氏”铭文(图五)。史载江都王刘非曾有宠妃“淖姬”,发掘者提出“M10墓主人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淖姬’有关”。据《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记载,按西汉成例,“其已御见者”应填薨王陵园。《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爱美人淖姬等凡十人与奸”,赵敬肃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宠姬,王建所奸淖姬者,甚爱之,生一男,号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淖姬兄为汉宦者,上召问:‘淖子何如?’对曰:‘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国子民’”。从上述记载可知,淖姬又为彭祖宠爱,生子淖子几乎嗣立为王。淖姬出江都国似应无子,再嫁彭祖后仍受宠幸。据《史记·五宗世家》载,赵王“多内宠及子孙”。赵王太子丹淫乱被废,淖姬子淖子几立为王,说明其地位仅次于赵后。赵王彭祖为王60余年,薨于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若淖姬卒于彭祖薨前,彭祖必让其葬于自己陵园;若卒于彭祖之后,则距江都王建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谋反国除之时已近30年,更不可能葬入江都王陵园。
“淖氏”耳杯不同于M1专为随葬制作的“二十七年”明器耳杯,是实用器。那么此“淖氏”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耳杯所刻“淖氏”非必墓主,刻铭非名章性质。此“淖氏”耳杯曾为淖姬在江都囯时使用,淖姬嫁赵王彭祖时留在江都王宫,再由其他姬妃所用;或者淖姬直接赠予其他姬妃,并随使用者葬入墓中。第二种可能是,此“淖氏”非彼“淖姬”。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淖姬有兄为汉宦者,表明淖姬很可能有姊妹也在江都王宫中,就如同《汉书·外戚传下》所载的成帝时赵飞燕与女弟俱为婕妤一样。
3.玉棺的产生与发展
大云山江都王、后墓虽均遭盗掘,但仍出土了大量的璧、璜、佩、环等精美玉器,尤其是一号墓和二号墓都出土了金缕玉衣和镶玉漆棺,为研究汉代殓葬玉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中王后墓玉棺结构清晰,内壁镶嵌有饰玉柿蒂纹的大玉璧、小玉璧以及菱形、三角形等形状的玉片,接缝处以金、银箔条镶贴,形成规整的几何纹,呈现出金玉交辉的视觉效果(图六)。江都王墓的玉棺虽然被盗殆尽,但经发掘人员仔细清理后,在玉璧的印痕外缘仍可看到朱绘,可见其华贵又甚于王后的玉棺。发掘者指出,这一发现“首次为解决诸如玉片镶嵌于漆棺内壁还是外壁的争议提供了直接证据”。字里行间表达出非此即彼、非外而内的观点。
事实上两汉的历史长达400年之久,象征汉代厚葬制度的葬玉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西汉镶玉漆棺也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史记·滑稽列传》载优孟讽楚庄王曰:“臣请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缏枫豫章为题凑………”,“请以人君礼葬之”。表明在春秋时期,雕玉之棺尊贵之极,为人君丧葬之礼。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春秋时期以玉镶棺或雕玉为棺,但无疑当时楚人的意识中已经出现了“雕玉为棺”,而且考古发现也证实了以玉镶棺确实肇始于楚。楚地战国时期贵族墓葬常见有棺档悬挂或镶嵌玉璧(环),如湖南长沙战国楚墓[14],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15],湖北包山2号楚墓[16]、江陵九店楚墓[17]、当阳赵家湖楚墓[18](图七)、沙冢3号楚墓[19]等。只是战国时期仅仅在漆棺上镶嵌玉璧(环)等,尚未发现镶嵌较多玉璧或较大面积的玉板。有学者将其称为连璧制度[20],这是以东汉的制度[21]解释战国漆棺镶璧的现象。但汉以前并未出现镶棺连璧,这一解释似乎并不确切。事实上,战国时期的漆棺镶璧应是汉代镶玉漆棺的滥觞,并逐步发展为汉代完备的镶玉漆棺。正如汉代玉衣发展至非常完善,但仍有使用缀玉面罩等现象一样;西汉时期镶玉漆棺虽已臻成熟,但很多王侯贵族的漆棺上仍使用镶璧或画璧装饰,如高邮神居山广陵王漆棺(图八)和徐州韩山刘墓所镶玉璧[22]等。
我国最早发掘的汉代镶玉漆棺见于1968年发掘的河北满城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出土时棺木已坍毁。玉衣的上部和下部有大量玉板片,底部的玉板保存完好,排列有序,上部的玉板在棺木朽烂倒塌后较为零乱,另有一些玉璧较有规律地压在玉板片上。复原后的棺为一内壁镶贴玉板、外壁镶嵌玉璧的髹漆木棺[23]。1995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发掘出土一具散乱但多个部位结构清晰的玉棺,出土1500余件三角形、菱形、长方形、正方形玉板和饰有璧形纹的长方形玉板等。复原后玉棺长280、宽110、高107厘米。除底部外,棺的表面镶满玉片并组成各种几何纹图案,华丽异常[24]。
从狮子山楚王、大云山江都王、满城中山王后的镶玉漆棺以及已发掘尚未发表的玉棺资料考察,西汉镶玉漆棺经历了镶玉板于棺外壁到镶玉板于棺内壁的发展过程,转变的时间应在武帝初年。棺内壁镶嵌玉板的都是内棺,即所谓亲身之棺,更贴近尸身,可能是墓主人希冀更易达到尸身防腐和不朽的目的。玉棺的镶贴由外到内的类似变化也贯穿于玉衣的发展历程,只是这种变化发生在两汉之交。西汉玉衣的玉片抛光面朝外,使得整件玉衣更加华丽多彩;东汉如徐州出土玉衣的玉片抛光面则基本朝向里面[25],可能是墓主人相信这样更能保存尸骨、令之不朽,当然这也有使玉衣内面平整舒适、便于穿戴的作用。
要之,自战国的漆棺镶璧至西汉的镶璧漆棺,都是将玉璧镶贴于玉棺的表面。西汉早期的镶贴玉棺也均将玉板镶贴在棺的外侧,这一时期的镶贴玉棺既有外棺,如狮子山玉棺;也有内棺。武帝初年已过渡到将玉板等镶贴于棺的内壁,如窦绾玉棺。此后基本镶贴于内棺。因此,玉棺的玉板镶贴于外表或镶贴于内壁,只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大云山玉棺更加丰富了西汉玉棺内壁镶贴玉板的实物资料。
(二)泗水王陵
过去有学者曾提出过涟水三里墩汉墓为泗水国第一代思王刘商的陵墓[26],这似乎缺乏有力的证据;而大青墩汉墓作为泗水王陵的意见虽然比较一致[27],但仍有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
1.王陵的形制
大青墩覆斗形封土是一座王陵的规模。事实上,目前的地貌包括封土均已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特别是农民耕种中的削冢造田使不少封土消失殆尽。仅20世纪60年代至2002年约40年间,即已有30多座墓冢的封土消失,当然,还有一些墓冢外形变小也自不待言。因此,大青墩汉墓在第二组墓虽处于中心位置,但其原始规模是否比其他墓都大,仍需要进步确认,因为周围几座墓的封土也都是覆斗形,它们在形制上没有明显区别。
大青墩汉墓墓室的形制结构不同于以往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墓,特别是不同于与之相邻的高邮神居山广陵王墓、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使用的黄肠题凑结构。其墓室卑小,未使用黄肠题凑。已经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墓中,仅河北献县M36(可能为河间王刘辟疆及王后墓)、双乳山济北王刘宽(或刘胡)墓为明确的木椁墓[28];河北常山王刘舜墓、北新城M2等也有非常明晰的回廊[29],其余均使用题凑。大青墩墓不仅没有使用题凑之制,木椁建造方法也明显不同(图九):棺室和东西侧室均用枋木构建,高度基本一致,约1.7米;而南椁室则基本是用未经加工的圆木垒砌,高度约2.7米,说明南椁室是后期临时构造的。棺室与南椁室之间还有夹层,其间也放置随葬品,表明事出偶然。
如果说大青墩汉墓作为泗水国王陵、因国力等因素未使用黄肠题凑,这种可能性虽然很小,但尚不能绝对排除的话,那么大青墩汉墓因主棺室内有两棺、墓主为一男一女而被确认为夫妇合葬,显然与西汉帝(王)和帝(王)后“同茔异穴”的葬制不合。在汉代,诸侯王、后生前应在同一陵园内分别建墓、单独下葬。如果在同一封土、同一棺室内合葬,就要使先薨之王(后)暂厝,或后薨之王(后)开陵入葬,这都不符合当时的葬制。邻近的江都国、广陵国王陵都是王、后异穴合葬,泗水国与之距离和时间都相去不远,因而葬俗也应基本一致。不仅如此,大青墩汉墓中还是七人合葬,这在诸侯王陵墓中更无此例。《汉书·景帝纪》载,“王薨,谴光禄大夫吊襚祠赗,视丧事……”一代君王,国再卑小,制度应相同。封土内如何能葬入如此多人?事实上,多座墓葬共用封土一般都是家族墓葬,墓主甚至位不及列侯。如2010-2011年,湖南常德市武陵区发掘清理了西汉到王莽时期的3个土墩。其中最大的D3封土底径50、顶径18、高7米,墩内葬入12座墓葬。根据出土的印章可知,中心主墓为“长沙国郎中令”廖福(D3M27)及其夫人(D3M29),从D3M26出土“廖宏”玉印等判断,整个D3应为廖氏家族墓地[30]。再如2009-2010年间因宿淮铁路建设,在泗洪梅花镇郭嘴村发掘的3座土墩内的60座汉墓,其中西汉晚期竖穴土坑墓44座,东汉砖室墓6座。土墩均系先堆成一定高度,然后在其上挖坑建墓,墓坑均在原有地平面以下,有的深达2米。有异穴合葬,也有同穴合葬[31]。大青墩汉墓虽然封土和墓葬规模较大,但一墩多墓的现象与上述二例应是一致的。
2.关于墓主
大青墩汉墓未使用诸侯王应该使用的同茔异穴合葬和黄肠题凑等制度,也未出土名章或泗水国纪年等反映墓主为泗水王的文字资料,推定墓主为泗水王身份的主要依据是木椁上“王宅”、“泗水王□”的铭刻,后者也被隶定为“泗水王冢”。但“泗水王冢”的文字系直接凿刻在圆木上,并非在棺木或木椁成品上。神居山M1广陵王墓外藏椁曾大量釆用刻有“广陵船官材板广二尺四”等文字的楠木作材料[32],既然广陵王墓外藏椁可以挪用船板,那么拟建泗水王陵的原木被挪用于其重要家族成员的墓葬也绝非不可能;而且“王宅”、“泗水王冢”的刻铭也表明,大青墩汉墓的椁材有泗水王“宅”和泗水王“冢”的两个不同来源。加之前述大青墩汉墓南椁室和其他椁室的用材和风格颇不一致,都说明刻铭文字并不能充分证明墓主为泗水王。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队在对这座墓葬的盗洞填土进行后续清理时,发现一方阴刻篆书“刘绥”二字的龟钮银印[33](图十)。根据这方印章推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绥”类似古代文献传抄中的鲁鱼之误,因而这枚印是墓主的私印,即文献中的某代泗水王。考虑到“绥”与“综”字形相近,墓主或即第四世泗水王刘综。第二种可能性更大,即这方“刘绥”印章是大青墩墓主人的名章,刘绥是泗水国王室的重要成员,虽没有列侯秩爵,但很可能任郡国要职,有财力。大青墩汉墓主棺室是其夫妇合葬墓,其余5人则是其家族成员。
世纪之交的江苏西汉诸侯王陵墓考古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限于篇幅不能展开论述,楚国与广陵国王陵的学术新论也暂付阙如。由于诸侯王国的史料记载仅数十百字,这类高等级墓葬又往往于早年被盗,因此,全面、完整地揭示所有诸侯王陵墓甚至某一国的诸侯王陵墓的内涵都很困难。但,随着考古工作不断取得进展,新的资料将会不断出现,对很多学术问题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刻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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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rchae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ausoleums of Western Han Princes in Jiangsu Province
LI Yin-de
(Xuzhou Museum, Xuzhou, Jiangsu, 221009)
Abstract: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several kingdoms including Chu, Jing, Wu, Jiangdu, Guangling and Sishui existed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present Jiangsu. Significant new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recent years on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research of the mausoleums of King Sishui, King Jiangdu and King Chu.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Liu Fei, King Jiangdu, had two wives and that the owner of Tomb M10 is not Naoji as previous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e unearthed coffins inlayed with jade add materials to the study of jade coffins of the Western Han. The tomb unearthed at Daqingdun departs in structure from other Han prince tombs. The owner,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s on the unearthed seal, could be Liu Cong, the fourth King Sishui, or Liu Sui, a relative to the king.
Key words: Western Han; mausoleums of princes; mausoleum of King Jiangdu; Naoji; jade coffins; mausoleum of King Sishui; Han tombs in Daqingdun; Liu Sui
记嘉兴博物馆藏两件崧泽文化刻纹陶器
吴海红
(嘉兴博物馆 浙江嘉兴 314000)
内容提要:嘉兴博物馆馆藏两件崧泽文化晚期刻纹陶器的考古学文化属性明确,刻纹不仅丰富了这一阶段的图像资料,而且为良渚文化玉器的龙首纹和神人兽面像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启示,是十分重要的图像资料标本。
关键词:崧泽文化 刻纹陶器 良渚文化 神人兽面像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吴海红(1977-),女,嘉兴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嘉兴地方历史、馆藏文物。
1999年,浙江嘉兴博物馆入藏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其中有两件崧泽文化晚期的刻纹杯和刻纹罐甚为瞩目,刻纹不仅丰富了这一阶段的图像资料,而且为良渚文化玉器的龙首纹和神人兽面像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启示。
新石器时代图像的研究,方法论尤为重要。首先要置于考古学文化的情景中,其次要考虑图像的层次和构成,尤其图像构成的基本要素更是进一步分析讨论的前提。这些图像基本构成元素的发展和衍变,还可以反映出图像的原始寓意。
一 刻纹陶杯
刻纹陶杯,藏品编号总号5815,分类号381。据入藏记载,1996年出土于海盐西塘桥。
泥质灰陶,质地相对坚硬,火候也相对较高。近直筒形,腹部微鼓,圈足。口沿部位除纵向的刻纹图像上部残缺外,余完整。残高12.2、底径6.8、口径7.0厘米。从刻纹风格和器形特征判断,属于崧泽文化晚期阶段(图一)。
杯的刻纹图像分为两部分,均烧前刻,以纵向的长倒梯形图像为主要图案,下腹部和圈足外壁另有圆和弧边三角及尖喙状放射线图案刻划。
(一)以圆形乳突为中心的旋转图像
刻纹杯的主体图像外廓呈倒梯形,上部原先可能为台状,图像以中间的乳突为中心,乳突高出约1厘米,上下交互旋转“图符”。所谓“图符”,暂指新石器时代图像资料中那类既非直接的象形,也非笔画简单的指事性非象形符号,更多的是带有图画性质的表意性符号[1]。关于这一通过线束交互旋转的图符,在崧泽文化晚期阶段多有出现,其中以昆山赵陵山M56:17陶盖面图符最为典型和复杂,曾被研究者评价为“既无起点,也无终点”、“无形之形,无象之象”、“互相缠绕,互相依存、互根互生”[2],完全是图像的形而上的意义。
这类图符从何而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命题。良渚遗址群石马兜崧泽文化墓地出土的刻纹壶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启发[3]。石马兜遗址位于良渚遗址群南部的大雄山山脚岗地上,2004年清理了崧泽文化墓葬79座,是良渚遗址群中发现的唯一一处完整贯穿崧泽文化各个阶段的遗址,《浙江考古新纪元》公布的刻纹壶图案位于折腹上部,分为上下两组,其中上组为单纯的编织纹图案刻划,下层的图案较为复杂,通过上下交错的编织将独立的菱形串编起来(图二)[4]。如果我们把这组图案单独分组,那么与青浦崧泽M52:5豆内面的图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图三)[5]。
崧泽文化阶段陶器的外壁,尤其是豆圈足、罐壶外壁经常可见镂孔结合线刻的多方连续图案,一般认为多是当时几何图案构成的编织物的描述。不过,我们认为复杂几何形状,或者多个不同形状的几何体组合而成的编织物图案,超越了单纯以稳定牢固为目的的经纬结构,可能具有观念上的意义,如果又从中提炼出图符,或者说图符和复杂编织物图案之间的互动,那么这些图符就应该具有特别的含义。
(二)圆和弧边三角组合图案及放射性线束
刻纹陶杯下腹部及圈足外壁以主体图像为中心的一周图案分为圆和弧边三角组合以及尖喙状放射线的上下两层。关于圆和弧边三角组合图案的意义以及与良渚文化玉器神人兽面像的兽面大眼、神人小眼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寓意,已有研究者进行了关注和研究[6],此不赘述。
尤为重要的是圈足外壁的尖喙状放射线刻划,刻划以多道内凹弧的三角为特征,与圆和弧边三角组合图案的三角特征一致,如果把这一图案的三角加以拉长延伸,可以发现这正是构成良渚文化玉器神人兽面像主要元素之一的尖喙形放射状“线束”[7]。“线束”又称羽线,又称光芒线。所谓“羽线”,最早见于反山发掘后对于神人兽面像冠体填刻纹样的描述,如“头上所戴,外层是高耸宽大的冠,冠上刻十余组单线和双线组合的放射状羽毛,可称为羽冠”[8]。现在看来,这一尖喙状的放射线不但与构成圆和弧边三角组合图案中的旋转线束有关,而且还是良渚文化玉器神人兽面像和兽面像的主要元素,如反山玉琮(M12:98)直槽神人兽面像“介”字形冠内的填刻、瑶山玉琮(M9:4)兽面纹眼梁上方的刻纹(图四)。
这样一来,至少我们可以基本认定,主宰良渚文化玉器的神人兽面像的主要元素,实际上在崧泽文化晚期阶段已经基本成熟。
刻纹陶杯的图符虽然以乳突为中心旋转,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乳突视作为圆和弧边三角组合图案中的“圆”,那么刻纹陶杯主体图像自然也是一幅复杂的圆和弧边三角组合图案。
二 刻纹陶罐
刻纹陶罐,藏品编号总号5838,分类号404。据入藏记载,1996年出土于湖州马腰。
泥质灰黑陶,直口,鼓腹,小平底微内凹。口沿局部残,结合鼓腹一侧凸起的首部,向两侧对称展开刻划神兽图像,惜首部残损。高9.1、口径6.8、底径5.6厘米。根据器物形制特征,时代应为崧泽文化晚期(图五)。
虽然神兽图像的首部残缺,但是,图像的基本构成仍然可辨,是立体塑形与平面刻纹相结合的一个整体展示,组成图像基本结构的元素却是良渚文化早期龙首纹图像的要素,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该陶罐的侧面观察,虽然凸出的延伸部分——“眼睛和吻部”的首部已缺失,但从造型的走势看,凸出部分的上缘平缓伸出,微微向下斜,下缘则急剧向上收敛,整个凸出部位齐肩,微高于腹部,从总体看有一种微翘的视觉效果。可以肯定神兽的颚骨较长,而较长颚骨的造型与良渚文化龙首纹的长宽颚骨非常接近。
当然更可与龙首纹比较的是首部上方刻划的“犄角”或“耳朵”,其式样与瑶山龙首纹玉镯(M1:30)完全一致,关于这一部位的定性,当时瑶山简报就对此有着精当的描述,如“两眼的上方用阴线刻出一对圆端的短角,短角的后方以示意性的浮雕显现近方形的两耳”[9]。近些年,研究者开始关注龙首纹与兽面纹(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龙首纹“耳”部位与兽面纹大眼斜上侧的月牙形“眼睑”之间的关系,基本认定了所谓的“眼睑”实际上是“耳”部位的衍变[10]。这样一来,马腰刻纹罐兽面上的耳朵刻划,又一次说明早在崧泽文化晚期阶段,主宰良渚文化玉器的神人兽面像或兽面像的主要构成元素已经成熟(图六)。
在这件刻纹罐耳朵的两侧另有放射线刻划,又是上文所提基本构成元素的补充。除此,面首斜下两侧呈“八”字形的刻纹,也与江苏澄湖出土崧泽文化晚期刻纹罐的兽面非常接近[11],说明在当时阶段,确实还存在着一类我们还不是完全清楚的与龙首纹有关的图像主体(图七)。
面首下方的尖喙和半圆形刻纹可能表示神兽的牙齿,甚为独特,目前还尚无资料可以比对。
通过对于刻纹罐图像的展开示意,其整体似乎为一有着飘动状的“胡须”和放射光芒线、展翅而来的神兽图像。
嘉兴博物馆所藏这两件崧泽文化晚期刻纹陶器,虽然失去了考古学的基本单元,但是器物的考古学文化属性明确,其图像整体以及构成主要元素等与良渚文化神人兽面像的关系密切,是十分重要的图像资料标本。
[1]方向明:《大汶口、良渚晚期和好川——从图符考察观念形态的交流和融会》,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待刊稿),2011年。
[2]董欣宾、郑旗、陆建芳:《赵陵山族徽在民族思维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南京博物院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470页。
[3]承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的观察和惠告。
[4]刘斌、仲召兵、王宁远:《良渚遗址群石马兜2004-2007年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
[5]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四三:6。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毘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方向明:《崧泽文化玉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7]“线束”名称依秦岭,参见秦岭:《良渚玉器纹饰的比较研究——从刻纹玉器看良渚社会的关系网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瑶山M1:30拓片采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图二七,第29页。
[10]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的龙首纹与神人兽面纹之兽面纹》,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玉雕龙和勾云形玉器构图和展示方式的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
[11]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线绘图采自〔日〕林巳乃夫著、杨美莉译:《中国古玉研究》,台湾艺术图书公司1997年,第205页。
About the Two Inscribed Pottery Wares of the Songze Culture Collected in Jia Xing Museum
WU Hai-hong
(Jiaxing Museum, Jiaxing, Zhejiang, 314000)
Abstract: Jiaxing Museum has two inscribed pottery wares belonging to Songze Culture. The inscriptions on them are important samples of graphic data of the time. The inscriptions also bring significant references and inspiration to studies on the dragonhead patterns and the human-headed-animal-bodied figures appeared on the Jade wares of the Liangzhu Culture.
Key words: Songze Culture; inscribed pottery wares; Liangzhu Culture; human-headed-animal-bodied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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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泰州重展筑子城记》浅释
王为刚
(泰州博物馆 江苏泰州 225300)
内容提要:南唐泰州子城碑是研究唐末五代时期泰州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通过研读碑文并结合文献资料,可以重新确定南唐泰州子城的始建年代和明确其在泰州城内的具体位置。碑文亦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海陵县升级为泰州的原由、时间以及李昪何时将国号“齐”改为“唐”等历史问题。
关键词:南唐 泰州 子城碑
中图分类号:K871.43;K877.49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王为刚(1970-),男,泰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历史。
1955年在泰州北城垣附近出土的南唐昇元二年(938年)刻石《泰州重展筑子城记》,碑长46.5、宽46.2、厚8厘米,近方形,现断为两截,且右下角缺损,表面虽有涣泐,但文字清晰可辨,志文二十三行,满行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不等,计四百三十五字,碑文中的“仁规”二字为合文,上仁下规,合占一空。现藏于泰州市博物馆,历代地方志中均未见著述,现抄录于下(图一)。
泰州重展筑子城记
盖闻乾列星曦,斡运三皇之力;坤浮岳渎,镇流九禹之功。是/知福地。会时神州有主,其为盛矣,可略言乎。窃以当州即汉/朝旧海陵制邑也,自丁酉岁仲冬月奉/勅旨改为是郡,莫不天文焕举,光数百载之镃基;地/利显分,富一千里之黔庶。咸醝赡溢,职赋殷繁,可谓水陆要/津,咽喉剧郡,以兹升建,为属勋贤。/当今皇帝以仁规早事/圣明,素怀廉洁,特飞鸾诏,委授鱼符。对五马而愧此/叨荣,向六条而虑其疏失,岂敢以爱憎徇性,岂敢以富贵安/身。但缘王事疚心,鼎彝系抱,将欲整齐士旅,是宜固/护严城。今则上奉/天书,旁遵王命,改更旧垒,别创新基。以时之务不劳/民,量力而人无倦色,功徒蚁聚,畚锸云屯。曾未五旬,俨全四/面。其城高二丈三尺,环回四里有余,其濠深一丈已来,广阔/六步不啻,中存旧址,便为隔城,上起新楼,以增壮贯。仰望而/叠排雉翼,俯窥而细甃龙鳞。瑞气朝笼,祥烟暮集,虽此时之良/画,尽合玄机,在千古之英声,愿标青史。辄刊翠琰,用纪厥功。时/有唐昇元二年龙集戊戌暮春月二十五日壬申记/知泰州军州事兼盐铁两监都院使、本州都指挥使、/东都东南东北面都游弈使、金紫光禄大卿、检校司/空、行右监门卫将军、充本州屯田使兼御史大宪、上/柱国河南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褚仁规(注:标点为笔者所加)据碑文可知,因为海陵县(今江苏泰州)人杰地灵,历史悠久,物产丰饶,既是水陆要津,又是东都屏障,所以升级为泰州。褚仁规奉命镇守泰州,上任伊始即整饬军备,利用农闲季节,对杨吴子城加以扩建,历时近五十天,扩建后的泰州子城“高二丈三尺,环回四里有余,其濠深一丈已来,广阔六步不啻。”五代时一步合五尺,一尺相当于今天的31.1厘米[1],也就是说子城的周长约1900、高7米,城濠深3、宽9米多,经过褚仁规的精心筹划,城楼雄伟壮观,仰望城楼,四角飞檐如重叠排列的雉鸟羽翼,俯视城楼,排列整齐的瓦垅似飞龙的鳞片。早晨瑞气笼罩,傍晚烟雾云集,一派祥和气象。《泰州重展筑子城记》刻石是褚仁规为纪功所立,当然不会忘了替褚仁规表忠心和歌功颂德,但是它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南唐时期泰州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帮我们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 纠正了泰州子城的始建年代的错误认识
传世文献中关于泰州子城的记载很少,南宋王象之所著的《舆地纪胜》曾经提及,但对子城始建于何时,由何人所筑没有记载。明清地方志仅有后周荆罕儒筑子城的记载:“周显德中(954-960年)团练使荆罕儒营州治,增子城(今废)于东北隅。”[2]至于褚仁规在泰州所筑的城池,地方志多记载为罗城,“以褚仁规为刺史,筑罗城二十五里”[3]。这次出土的“泰州重展筑子城记”碑刻纠正了志书上泰州子城修筑年代的错误记载,泰州子城始建年代当在杨吴时期。
唐代海陵县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城,王维《送从弟惟祥宰海陵》诗序曰:“浮于淮泗,浩然天波。海潮喷于乾坤,江城入于泱漭。”[4]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海陵城是一座濒江临海的小城。到目前为止,泰州共出土十多方唐代墓志铭,墓志铭中多次提及大宁坊,却没有一块提及子城,由于五代泰州子城位于唐代大宁坊旧址,说明唐代海陵县根本就没有修筑子城[5]。
杨吴政权以扬州为都城,海陵县是扬州的东部屏障,作为扬州属县的海陵县也属于京畿地区,其地位较唐代得到空前提升,也远超出南唐时期,杨行密在海陵县设制置院,修永宁宫可作佐证。由于吴国的疆域远不及唐代,海陵县的盐税收入占国家财税的比例大幅上升,海陵的经济地位亦远胜于唐代。由于海陵在杨吴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提升,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海陵县最早的子城修筑年代当为杨吴时期。
碑名“泰州重展筑子城记”明确指出在昇元二年前泰州(海陵)就已经筑有子城,褚仁规只不过是在原有子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建。据碑文记载,立碑时间为“昇元二年龙集戊戌暮春月二十五日壬申”,即李氏政权建立的第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前推五十天,可知褚仁规展筑子城在昇元二年的二月初,由于南唐建国在前一年十月,“昇元元年(937年)冬十月,吴帝禅位于我,甲申,即皇帝位”[6]。从南唐建国到褚仁规扩建子城仅隔3个多月,其间不可能两次修筑子城,可以推知子城的始建年代当在吴政权时期。
二 确认了泰州子城的具体位置
南唐泰州子城位于泰州城内的具体位置,史志记载不详。不过根据史志中零星记载,我们可以确定泰州子城的具体位置。
首先,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的相关建筑和子城的相对位置,我们可以推测出子城的位置。
1、旧贡院(在南山寺西)[7];
2、凤凰池(在旧贡院内,……对子城隅,后废)[8];
3、八字桥(在子城西南,亦谓之日中桥,与乐真桥八字相向,亦谓八字桥)[9];
4、资福院(在子城南)[10]。
资福院就是南山寺,南山寺宋代改称资福禅院,位于子城南面,旧贡院在南山寺西侧,中市河东岸,凤凰池既在旧贡院内当临近中市河,而子城也西临中市河,这和凤凰池“对子城隅”正好一致;八字桥指嘉定桥和乐真桥,嘉定桥在东市河上,又名日中桥,乐真桥在中市河上,中市河和东市河在今乔园西南相交,两桥由于靠近河道交汇处,平面呈八字形,故名八字桥。既然八字桥位于子城西南,反过来说明子城在八字桥东北,即子城位于中市河东侧和东市河北侧(图二)。
其次,子城碑的发现地点在北城垣附近,可以初步断定南唐子城当距今泰州北城垣不远。同时据史志记载,“增子城于东北隅”[11],可以推知子城在州城的东北方位。
从明万历《泰州志》中的城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明代泰州城内东北部,有一周水系,它东面和北面紧挨着城墙内侧,西面和南面分别是中市河和东市河,周长四里多一点,与子城碑所描述的子城位置和大小一致。由于它既无防卫作用,又无交通作用,对城墙安危有弊无利,当非筑城时开挖,应该是早已有之。据子城碑记载,子城外侧有城濠,城濠宽度和今玉带河相近,推测这一周水系就是子城的城濠,子城即今玉带河(人民路段)南侧和西侧、海陵南路东侧、八字桥东街北侧之间的区域,这一区域大小和子城碑中所记载的长四里有余完全吻合,同时也和子城位于州城东北的史志记载相吻合。
到五代后周时期,由于后周和南唐在泰州反复争夺,城市破坏严重,加之泰州的政治地位下降,后周泰州改为团练州,荆罕儒修筑子城时,规模就明显的缩小了,仅剩下“周二里二百步”[12]。到宋代,泰州降为军事州,子城被废弃。
三 解释了海陵县升级为泰州的原由
史志对南唐以前的泰州(海陵县)记载很简略,战国时的海阳,汉代的海陵,唐代的吴陵、海陵,五代十国时期杨行密在海陵县设制置院。吴天祚三年(937年)杨溥禅位给李昪,新成立的李氏政权面临着内忧外患,内有杨吴政权支持者的反抗,外有后晋和吴越虎视眈眈,为了巩固新政权,李昪登基后大封子弟功臣,“以景遂为东都留守、江都尹赴东都”[13]。同时升海陵县为泰州,下辖海陵、盐城、兴化、泰兴、如皋五县。
关于海陵县升级为泰州的原因很多,过去多从政治、经济、军事和辖区面积的扩大等方面来分析。政治上,海陵是东都扬州的属县,也属于京畿地区;军事上,海陵县是东都扬州的东部屏障,是抵御北方中原政权和东南吴越政权的前沿阵地,这从褚仁规的“都指挥使,东都东南东北面都游弈使”军职可见一斑;交通上,泰州是“水陆要津,咽喉剧郡”,既是南唐江北的水陆交通交通枢纽,又是南唐海运的重要中转站;经济上,海陵监的盐业资源丰富,盐税收入丰饶,唐代海陵监居十大盐监之首,“岁煮盐六十万石”[14]。南唐时期,海陵监“供亿公费,不知限极,烈主喜之”[15]。公元958年,南唐李璟去帝号,称唐国主,每年向后周输送土贡数十万,以求保住海陵盐监,尽管后周没有同意,不过同意“岁给赡军盐三十万石”[16]。南唐时期,海陵县管辖范围接近东都的一半,为了进行有效的管理,在提高泰州的行政级别的同时,在海陵县东部增设静海都镇,置制置院。
不可否认,上述原因都是海陵县升级为泰州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上文分析了杨吴时期和南唐时期海陵(泰州)的情况,我们发现杨吴时期海陵县在政治和军事地位远胜南唐时期,但为什么杨吴时期海陵没有升级为州呢?其实海陵县升泰州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加强对杨吴子孙的看守,防范其复辟。到李昪称帝时,庐州(今安微合肥)节度使周本还自称是杨家老将,不事二姓。李昪称帝后,尊杨溥为让皇,杨溥逊位之初被安置于何处,史书记载不详,但他曾经被软禁在永宁宫,郑文宝记载“让皇居泰州永宁宫”[17]。郑文宝为李煜的臣子,他的记载应比较可靠:“(938年)五月戊午改润州牙城为丹杨宫……使亲吏马思让为丹杨宫使,徙让皇居丹杨宫,以严兵守之。”[18]从杨溥逊位到迁往润州丹阳宫,这中间有半年多的时间,当另有住所,从杨溥五月迁润州(今江苏镇江)丹阳宫直到十二月去世,未回泰州,可以推测杨溥最初是安置在泰州永宁宫。在杨溥死后,939年李昪又把杨氏子孙迁回到泰州,“防卫甚严”[19]。根据改润州牙城为丹阳宫的做法,我们推测褚仁规之所以改扩泰州子城,目的就是用来软禁让皇杨溥的,在杨溥死后又用来关押杨氏子孙。
四 阐释了泰州得名的由来
关于泰州得名的由来,明以来多取安泰之义。“旧说南唐以海陵有屯田煮海之饶,因建为泰州,固取安泰之义为名”[20],对“泰”字作出了安泰之意的解释,万历《泰州志》基本上沿用了这一说法,“海陵故有屯田煮海之饶,因名泰州”。今人为附会此说,多篡改马令原文,《南唐书·诛死传》记载“供亿公费,不知限极,烈主喜之。及以海陵为泰州,迁仁规为刺史”,原意为海陵县富饶,给政府提供数以万计的赋税,李昪很高兴。在海陵县升泰州后,提拔褚仁规为刺史,强调的是李昪对褚仁规的重视。但经删改后变成了“供亿公费,不知限极,烈主喜之,以海陵为泰州”。因为断句变化,导致句意也发生了变化。
其实,早在北宋时期,南唐遗民徐铉就在《江南录》中明确记载了“泰州”一名的由来是取“通泰之义”,南宋王象之亦持相同观念,“相传以为取通泰之义”[21]。《汉书》中也有“泰者,通而治也”的说法。笔者认为将泰州的泰字解释为“通”较为确切,当时泰州是扬州东面唯一重镇,东临大海,南近长江,北接后周,西卫扬州,正如碑文记载的“水陆要津”也应了“通”的意思。再参照后来从泰州分置设立的通州(今江苏南通),“通”和“泰”字义相通,均取“通而治之”之意,也就是通泰之义。
五 确认了泰州升级的时间
关于海陵县升为泰州的时间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是宋代陆游的《南唐书》的记载“昇元元年(937年)十一月已未升东都海陵为泰州”,二是宋代人马令编著的《南唐书》的记载“十有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以杨州海陵县为泰州”和王象之转引自徐弦《江南录》的记载“李昪天福二年(937年)丁酉岁十月受吴禅,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西都,广陵为东都,十二月,以扬州海陵为泰州”[22]。两种说法时间前后相差一个月,这次出土的《泰州重展筑子城记》上明确记载“自丁酉岁仲冬月奉勅旨改为是郡”,“仲冬月”即十一月,它印证了陆游记载的准确性。 六 确认了齐国改唐国的时间
对李昪在金陵建立的新政权我们常常称之为南唐政权,其实在李昪建国之初,它的国名并不是“唐”,而是“齐”,这和李昪在杨吴时期受封齐王有关,这一记载分别见于《南唐书》、《十国春秋》等史书,但大齐政权何时改称大唐,史书记载有异,有“昇元三年二月”和“昇元二年春三月”两种说法。
(昇元三年二月)己卯帝御兴祥殿,复姓。[23]
(昇元三年二月)帝御兴祥殿,改国号曰大唐,复姓李氏。[24]
(昇元二年春三月)乃复姓李,改名昪(原书误为“昇”),国号大唐。[25]
陆游和吴任臣均认为李昪政权的国号“齐”改为“唐”时间在昇元三年(939年);马令则认为是昇元二年,过去一直是难以判断谁对谁错,子城碑的出土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碑文记载“时有唐昇元二年龙集戊戌暮春月二十五日壬申记”,表明昇元二年李氏政权就已经改国名为唐了。同时根据碑文中“民”字的写法,最后一笔斜钩略去,就是为避李世民的“民”字讳,这应该是徐知诰复李姓之后的事,也可作为“齐”改“唐”的一个佐证。由于子城碑年代最早,褚仁规又是事件的亲历者,他的记载当比较可信,所以我们认为李昪将国号“齐”改为“唐”当为昇元二年,即938年。
七 补充了褚仁规的相关史料
褚仁规,字可则,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在杨吴政权时期,褚仁规担任海陵盐监使,后兼任海陵县令,到南唐建立后,褚仁规被任命为泰州刺史,后为静江军都虞侯[26]。也有文献称李昪在昇元四年“罢泰州刺史褚仁规为扈驾都部署”[27],这块刻石对褚仁规的官衔记载更加详细,有知泰州军州事兼盐铁两监都院使、本州都指挥使、东都东南东北面都游弈使、金紫光禄大卿、检校司空、行右监门卫将军、充本州屯田使兼御史大宪、上柱国河南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有职事官名,有散官官名,有勋级,还有封爵等。
关于褚仁规被杀的原因,史书记载是因为其贪残,“掊克不已,多入私门,刑罚滋暴,加以奢纵”[28],结果被陈觉、王仲琏弹劾。宋人笔记也有记载:“伪唐赃臣褚仁规窃禄泰州刺史,恶政不可缕举。有智民请夙儒为二诗,皆隐语,凡写数千幅,诣金陵粘贴,事乃上闻。诗曰:‘多求囊白(白银)昧苍苍,兼取人间第一黄(黄金)’云云。”[29]
不过,如果了解一下陈觉的为人,我们或许会对褚仁规有新的看法。陈觉是扬州海陵人,他的哥哥在海陵胡作非为,受到褚仁规的惩处,两人之间有私人恩怨,“觉挟私怨谮仁轨贪残”[30]。陈觉作为南唐佞臣,和冯延己、冯延鲁、魏岑、查文徽等被时人称之为“五鬼”,当时任给事中的常梦锡“屡言陈觉、冯延己、魏岑皆佞邪小人”[31]。所以陈觉的指控当不尽属实,因为在褚仁规被弹劾后,李昪仅仅是将他调任为静江军都虞侯或扈驾都部署。
褚仁规对李昪可谓是忠心耿耿,因为感激李昪的知遇之恩,“对五马而愧此叨荣”,以姜尚遇文王自喻[32];为了不辜负李昪的知遇之恩,褚仁规时常“向六条而虑其疏失”[33],以“六条”来时刻警醒自己,不因自己的爱憎而率性而为,不因眼前的富贵而贪图享受。在被陈觉弹劾时,还觉得李昪是了解自己的,认为“吾尝孤立,所知者主上而已”[34]。直到由于褚仁规自辩时“辞甚讦斥”,惹恼了李昪,命陈觉到泰州调查褚仁规,这种举报人调查被举报人的做法最终导致了褚仁规被杀。正如褚仁规自己所说:“陈觉首搆吾事,而今以属之,何以自明?”[35]所以笔者认为褚仁规被杀不是因为贪残奢纵,而是因为得罪了陈觉,冒犯了李昪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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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Southern Tang Stone Inscription Recor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aizhou’s Sub-city
WANG Wei-gang
(Taizhou Museum, Taizhou, Jiangsu, 225300)
Abstract: The stele from the Southern Tang time with inscription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aizhou’s sub-city is of significant value for studying Taizhou’s history during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 A study on the inscription content and the relative historical literatures can conclude the time that the sub-city was built and its specific location within Taizhou. The time and reason for Hailing County being upgraded to Taizhou as well as the time when Li Bian changed the dynasty title from Qi to Tang is also addressed in this study.
Key words: Southern Tang; Taizhou; the stele of a sub-city
(责任编辑、校对:张平凤)
关于博物馆学术语规范性的问题与思考
项隆元
(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浙江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定型化、规范化的学科术语,是任何一门成熟学科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目前博物馆学教育与研究中,明显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博物馆学基本术语的运用,存在不统一、不严谨现象;二是一些新的外来的博物馆学术语的译介,缺乏必要的斟酌。因此,学科术语的规范性研究,是博物馆学急待开展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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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项隆元(1963-),男,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物质文化、博物馆学。
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如果从20世纪30年代算起,迄今已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尤其是近30年来,随着中国博物馆数量的剧增和高校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开展,博物馆的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有了快速的发展,并在国际博物馆学界赢得一席之地。然而,目前无论是博物馆学教育还是博物馆学研究,术语不规范乃至不科学现象仍较为普遍。虽然说“名无固宜”,但毕竟“名定而实辨”、“名正而言顺”。本文的目的是作引玉之砖,希望博物馆学术语规范性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 “术语”的含义与作用
在谈论博物馆学教学与研究中所存在的术语不规范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简要地介绍一下“术语”的含义与作用。
一种学问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有一整套术语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定律的基本概念。那么何谓“术语”呢?《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术语”作了这样的定义:“术语是各学科的专门用语。常用确定的词或短语表示确定的概念。如语言学里的‘主语’、‘时态’,政治经济学里的‘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等。”[1]《翻译研究词典》对“术语”的解释是:“所谓‘术语’是指某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通常术语的语义单一,定义相对精确而固定,使用起来往往不受语境的限制。”[2]《词典·词汇·术语》用更简洁的语言对“术语”作了这样的表述:“术语是凝集一个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3]
上述几本工具书对术语的定义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我们已不难看出,术语不仅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学科“专门用语”,而且是凝集一门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也就是说,对于一门学科而言,术语既是学问的基础,也是知识的浓缩。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术语的重要性,各门学科对本学科术语的界定与使用均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譬如,对于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教育的人士而言,“名词解释”是绝大多数课程考试或入学考试时常见的一种题型。“名词解释”中的“名词”,其实就是“术语”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另一种称谓。这种题型是否科学、合理可另当别论,但其所显示的各门学科对基本术语的重视程度是显而易见的。
与其他学科一样,博物馆学也有自己的学科术语,如博物馆、博物馆类型、博物馆学、博物馆性质、博物馆职能、博物馆藏品、博物馆陈列、博物馆教育、博物馆志愿者、博物馆管理及陈列语言、博物馆疲劳、社区博物馆、数字博物馆等等。然而,目前能够将这些术语转化为“名词解释”的似乎不多,以至于各高校在进行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中国历史、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或“文物与博物馆学基础”命题时,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名词解释”可以“信手拈来”,而博物馆学的“名词解释”则需“绞尽脑汁”。究其原因,这虽然与学科本身的差异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以往博物馆学对术语不够重视所造成的。
博物馆学对本身术语的不重视现象,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博物馆学基本术语的运用,存在不统一、不严谨现象;二是对一些新的外来的博物馆学术语的译介,缺乏必要的斟酌。
譬如,作为博物馆学的基本术语,“博物馆职能”与“博物馆功能”是被赋予特定内涵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对此,笔者在20年前的《博物馆的职能与功能》一文中已有所论及:“博物馆职能是指博物馆的目的和职责,它是由博物馆的自然属性所决定;而博物馆功能是指博物馆所发挥的功用和效能,它与博物馆的社会效益相关联。”[4]许多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如史吉祥在《博物馆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一文中说:“对博物馆来说,职能不是功能。”因为,“任何社会组织都有它的职能和功能,功能是客观的,是一种结果,它和社会组织主体的主观——诸如目的、动机、意图所表现的职能相联系,但不能等同”[5]。然而,在目前的博物馆学教学与研究中,“博物馆职能”与“博物馆功能”随意使用的现象仍十分普遍。
如被许多高校博物馆学专业当作教材的《中国博物馆学基础》,在谈及博物馆职能、博物馆功能时写道:“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从其承担的社会职责而言,称为博物馆职能;从其所发挥的功用和效能而言,称之博物馆功能。”[6]这里,显然已注意到了博物馆职能与功能的差别。然而,问题是接下来的解释:
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是收藏、研究、教育。我国对博物馆职能的认识一直持这种观点。从1979年的《博物馆工作条例》到90年代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都把博物馆看成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欧美比较通行的是博物馆三E功能:教育国民、提供娱乐、充实人生(Educate、Entertain、Enrich)。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把本馆的职能标志画在馆徽上:Education(教育)、Expedition(探索)、Research(研究)。收藏、研究、教育,概括了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反映了博物馆工作的主要内容。[7](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同)
在此,三处使用了“功能”一词,二处出现了“职能”一词。从字里行间看,明显存在“博物馆职能”与“博物馆功能”随意混用的情形。
可能是受教材的影响,有研究者在谈及博物馆职能时这样写道:
就功能而言,传统的博物馆具有三项职能,被概括称为“3E原则”,即教育(education)、知识增长(enlargement or enrich)和娱乐(entertainment)。这源于缪司女神的职能,即记忆(memory)、提醒(reminder)、灵感(inspiration)。古代的博物馆其核心的职能就是学习与受教育的场所,收藏与展示也是与这个功能相一致的。现代公共博物馆诞生以后,收藏与保护的功能开始加强,这仍然可以看成是记忆的延伸。只是其目标发生变化即收藏公共的记忆,以起到提醒之目的。[8]
文章虽然以谈博物馆职能为题,但所论的究竟是博物馆职能还是博物馆功能?实在模糊不清。文中类似于“就功能而言,传统的博物馆具有三项职能”的表述,更是令人费解。
如果说“博物馆职能”与“博物馆功能”随意使用是反映博物馆学术语不统一、不严谨的典型案例,那么“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混用则是当今博物馆学在译介一些新的外来术语时缺乏必要斟酌的突出例证。
2011年8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关于促进生态(社区)博物馆发展的通知》和《关于命名首批生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的通知》,将生态(社区)博物馆定义为:“生态(社区)博物馆是一种通过村落、街区建筑格局、整体风貌、生产生活等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综合保护和展示,整体再现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的新型博物馆。”[9]从定义上看,其分明指的是“社区博物馆”,但为何使用“生态(社区)博物馆”这样模棱两可的术语?其根源就与eco-museum一词的不准确译介有关。
将英文eco-museum一词翻译为“生态博物馆”,正如将ecosystem译为“生态系统”、ecosphere译为“生态圈”等现象一样,似乎可看成是翻译的惯例。然而问题在于,ecosystem(生态系统)、ecosphere(生态圈)这些词中所包含的前缀eco,确实有“生态”之意,而eco-museum一词的前缀eco的本意却并不是“生态”。从eco的词源看,它源于希腊语的iokos。因iokos包含有“住所”、“居住地”、“栖息地”之意,由此派生出后世的“经济学”(economics)与“生态学”(ecology)学科名词。有意思的是,今天的“生态经济学”一词的英文拼写是eco-economics,前面6个字母竟是两组eco连写,这也可算是颇有趣味的巧合。然而,按照eco-museum理论创始人之一、法国的雨果·戴瓦兰(Hugnes de Varine)的解释,eco-museum一词中的eco,既不是指“经济”,也不是指“生态”,而是指社会环境的均衡系统[10]。构成eco-museum的三个要素是:生活的区域性、遗产、与项目相联系的居民。由此来看,eco-museum一词中的eco,更接近于希腊语的iokos字根的本意,即“居住地”,而不是后世派生的“生态”。也就是说,eco-museum其实就是一种“社区博物馆”。
虽然“社区”(community)一词也是外来词,而且“社区博物馆”也已有了对应的译法community museum,但是从eco-museum的本义看,似乎将eco-museum意译为“社区博物馆”仍比直译为“生态博物馆”更为妥当[11]。这除了能使“名”、“实”更加相符之外,还能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歧义。事实上,在当今博物馆学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者将“生态博物馆”回译成英文时,常常将它误译成ecology museum或ecosystem museum。如《生态博物馆社区民族文化的保护研究》一文的英文标题,就被译为Cultural Protection Research of the Ecosystem Museum Community Race[12],将eco-museum理解为“生态学博物馆”,这显然误解了它的内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除了最早创造eco-museum一词的法国人过于浪漫外,也在于我们过于“望文生义”,对一些新的外来术语的译介缺乏必要的斟酌之故。
同上述“博物馆职能”与“博物馆功能”、“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相类似,在当今博物馆教育与研究中,诸如“博物馆性质”与“博物馆特点”、“博物馆藏品”与“博物馆展品”、“博物馆陈列”与“博物馆展览”、“博物馆公众”与“博物馆观众”、“博物馆语言”与“陈列语言”、“虚拟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露天博物馆”与“户外博物馆”、“博物馆信息化”与“博物馆数字化”等众多术语,同样存在使用上名词不统一、不严谨或缺乏必要的斟酌、界定等现象。
三 几点思考
为什么会产生这一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行笔至此,有必要对此类问题谈几点初步的想法。
第一,博物馆学应重视术语的规范问题。从表面上看,术语规范似乎是“用词”的规范,只要将不规范的“用词”改为规范的“用词”即可。其实不然。术语规范不仅涉及“用词”,更关乎“内涵”。就博物馆学术语而言,如果说“用词”的规范主要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那么,“内涵”的规范则完全属于博物馆学的研究内容。然而,以往的博物馆学的教学与研究很少关注术语的规范性问题。以“博物馆”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中能够搜索到10万多篇文章;如果再加上“术语”进行搜索,则只有71篇,而且这71篇中真正论及博物馆术语规范的只有4篇。学术界对博物馆术语的关注度之低,由此可见一斑。以至于在教材《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中很难找到上述“博物馆职能”、“博物馆功能”、“博物馆陈列”、“博物馆展览”、“数字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等众多基本术语确切的定义或相对明确的解释。有些术语的内涵虽有解释,但常常是模棱两可,上述“博物馆职能”、“博物馆功能”便是如此。正是术语不规范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博物馆学由新兴学科向成熟学科蜕变的进程。因为,定型化、规范化的学科术语,是任何一门成熟学科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因此,学科术语的规范性研究,是博物馆学急待开展的课题。
第二,术语的系统梳理是术语规范的关键。术语的系统梳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一,梳理术语的结果有助于建立起一个基于博物馆学知识体系的概念系统。虽然博物馆学尚不成熟,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已形成了学科自身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相应的术语。正是这些基本术语,成了博物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博物馆学的基本术语究竟有哪些?哪些属于“专用性术语”?哪些属于“关联性术语”?哪些属于本土术语?哪些属于外来术语?哪些属于规范术语?哪些属于歧异术语?如此等等问题,只有通过术语的系统梳理才有可能回答。其二,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哪些术语有问题,并用系统化而非原子化的观念与手段解决这些问题。术语梳理的对象既包括“专用性术语”,也包括“关联性术语”。所谓“关联性术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共同使用的术语。不同学科可能研究相同的对象,因此常出现同一术语为不同学科使用的现象。如“虚拟博物馆”、“数字博物馆”,既是博物馆学的基本术语,也是计算机学科的常用术语。对这类术语的规范,必须在关联学科中寻求共同解决。即便是对诸如“博物馆职能”、“生态博物馆”等博物馆学“专用性术语”规范,也只有在整个博物馆学术语系统的框架下,与“博物馆功能”、“社区博物馆”等比较中才有可能较好地解决。
第三,对新的、外来的术语应给予格外关注。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和新的技术手段的运用,一些新的、外来的术语也悄然进入中国博物馆学的视野。如博物馆信息化、博物馆数字化、博物馆媒体化、博物馆智能化、博物馆社区、博物馆自愿者、露天博物馆、户外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邻里博物馆、整体博物馆、虚拟博物馆、数字博物馆、新博物馆学等新术语,如雨后春笋,不一而足。它们在丰富博物馆学的学科术语、拓展博物馆学研究领域的同时,进一步对博物馆学术语规范性问题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对一些外来术语的译介,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对于一种语言中的某个特定术语而言,概念和术语之间存在着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在两种和两种以上语言的术语对比中却很难存在。只有在比较两种语言概念的基础上,从一种语言中找出或创造一个新的名词与另一种语言中的术语相对应。由此不难看出,术语翻译的中心是概念,而概念最终又归于译者的理解和认知,只有正确理解术语的概念,才有可能产生正确的译名,错误理解只能导致错误的译介。大概是在术语敏感度上所存在的先天不足,我国博物馆学界对新的、外来的术语基本是抱着“拿来即可”的态度,很少探究这些新术语在名称、内涵上的可行性、科学性,从而将博物馆学的术语规范进一步推向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
第四,建议编写博物馆学基本术语辞典。在人文学科领域,传统的文、史、哲等学科早就有了反映本学科基本术语的辞典或词典,并从一个侧面构筑起了本学科的术语系统。即便是相对晚近的考古学,目前也可找到诸如《考古学辞典》(知识出版社)、《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等多部辞典或词典。这些学科辞典或词典,不仅在传播学科基本知识上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规范本学科术语方面也功不可没。虽然就当今博物馆学的现状而言,编写一本博物馆学的辞典尚有较多困难,但在术语的系统梳理过程中,先编写一些博物馆学基本术语条目则是可行的。如果相关杂志或报刊能开辟专栏,对博物馆学术语的相关条目加以刊发与讨论,那么就有可能期待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汇集各方努力的博物馆学基本术语辞典的问世。
四 结语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术语的规范化不仅能够减少或避免因术语使用混乱给博物馆学的教学、科研、交流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博物馆学走上一条更加严谨、科学的发展道路。或许术语规范对整个博物馆学教育与研究而言是件“小事”,但“尽精微而致广大”,应是我们当代博物馆学所追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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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useological Terminology
XIANG Long-yua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 Standardized terminology is essential to an advanced discipline. Two major issues are currently concerned in museolog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a. Firstly, the basic terms of museology have not been standardized and are used rather loosely. Secondly, the translation of some imported terms needs more thorough consideration. Thu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useological terminology is one issue that requires immediat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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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姊妹馆——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辨析
吕建昌 严啸
(上海大学历史系 上海 200444)
内容提要: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作为新博物馆学运动的代表,以其突破传统博物馆窠臼的实验性,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尽管两者与传统博物馆之间的差异在理论上已经可以明确区分,但对于两者之间相互区别的比较研究却极少,因而出现了一些学者将两者的概念彼此混同的现象。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前者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整体保护,概念范围包含了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生态两层内涵;而后者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着力关心和解决当下社区的现实问题,很少涉及到自然环境与自然遗产方面,其概念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活态性、原真性和民主性是两者的共性。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 社区博物馆 新博物馆学 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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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建昌(1954-),男,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物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保护。
严啸(1988-),男,上海大学历史系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TQ032)和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20090114)的部分成果之一。
1986年第4期的《中国博物馆》杂志刊登了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ère)的《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义》等文章,标志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开始进入我国博物馆界的学术视野。25年之后的2011年,《中国博物馆》又刊载了一组关于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专题研究论文[1],反映了目前中国博物馆学界在这方面的最新认识水平。我们高兴地看到学界同仁对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开掘,拓展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无专门横向比较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研究文章,比较多的是对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分别进行研究,并与传统博物馆进行比较;也有将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两者概念合二为一的研究,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差异。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自诞生以来就被贴上了“新博物馆”的标签,两者都是通过被置于传统博物馆的对立面来比较而体现其新博物馆的概念与内涵。至于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两者之间本身存在的差别,由于在学界对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定义的表述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使得两者之间的比较具有一定的难度,可以说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目前还是博物馆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毋庸置疑,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都是“新博物馆”的重要类型,它们之间的固有联系与外在区别,应当受到博物馆学界的重视。
一 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产生背景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改造世界观的运动,以求反思和消弭现代主义对社会造成的种种弊端。作为对现代社会工业文明、消费主义、一元论、标准化、统一化等等现代性表现的消极回应,这场运动被冠以“后现代主义”之名,“后现代”即是反现代主义。具体来说,后现代主义以崇尚自然的宇宙理论取代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交流和社会联系的他人哲学取代个人中心主义,以文化的相对论、多元化取代一元论,以民族主义取代国际主义,以亲近自然取代大都市化,以承认手工的价值取代工业化和机器化,以兼容并蓄的精神取代排他主义和利己主义。要之,在后现代主义运动的社会大背景下,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在各自关注的领域几乎同时诞生。
1.生态博物馆的产生背景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是由生态学和博物馆学两门学科交叉而形成的。首先,“生态”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生物学家哈格勒(E. Haeckel)在1866年提出的[2]。他把两个希腊字根iokos(房子,整体)和logia(论说)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ecology这个新词,从词源来说,“生态”就是“住的科学”或是“整体的科学”。显然,当时的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人类的居住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但当时的生态学主要关心的还是自然生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经历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上的飞跃,却也开始吞咽自然生态破坏的苦果。工业文明把城市变成了钢筋水泥的森林,造成了人与自然的隔膜。同时,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枯竭,人类为物质生活的进步付出了生存空间岌岌可危的惨重代价。于是,人类开始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试图恢复异化的社会与自身。随之,生态学的范畴在后工业时代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从单纯的生物学延伸到了人文社会领域。简单来说,就人类而论,生态学的关键理念就在于以整体的眼光,来观照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3]。
其次,在当时的博物馆学领域,还没有关于博物馆目的以及博物馆和公众关系问题的成熟认识。传统博物馆把藏品作为私有物品,束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中,社会化程度还很低。相对应的,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传统博物馆的组织、引导和服务,而对如何组织、引导和服务没有任何发言权,遑论参与到博物馆事务的管理与决策中,传统博物馆与公众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甚至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收藏与保护,也遭到了强烈的质疑与批评。批评者认为博物馆把艺术与历史遗物从它们的原生地移走,放置在展厅中,切断了历史传统的生命血缘与整体社会文脉之间的关系,失去了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也就失去了文化的意义[4]。这说明传统博物馆的收藏方式破坏了收藏对象的原真性,保护也就无从谈起。
要之,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的思想,正是传统博物馆所缺失的;博物馆的基本要素——藏品、建筑、观众、科学知识、科学研究,又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模板。两者相结合,生态博物馆的实验就开始了。
2.社区博物馆的产生背景
与生态博物馆类似,社区博物馆也是多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主要是社会学和博物馆学。首先,“社区”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社区”的定义有140多种,本文采用1887年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T?nnies)提出的最初定义。他在书中所讲的社区的本义,是指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即前工业化时代的社区,它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社会联合,其外延限于或等同于传统的乡村社区[5]。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依赖亲缘关系的早期社区开始瓦解,社区的原住居民纷纷流散。大量的乡村社区也不复存在,转而形成小城镇和大城市,甚至超级城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口大量复杂地流动,对迁出地和迁入地都造成了危害。对迁出地而言,当地乡村社区的文化和经济被破坏,有的社区甚至完全消失;对迁入地,即新兴城市而言,城市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种族矛盾、道德危机、犯罪、暴力、色情、疾病、饥饿、毒品等等,成为城市社区发展的巨大障碍。
其次,在博物馆方面,由于生态博物馆的影响,传统博物馆也正努力改变着自身的定位,开始主动地介入社会问题,承担社会责任,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与生态博物馆相对激进的“革命”不同,社区博物馆更倾向于一种博物馆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并且是在前者的鼓励与推动下,自觉地与社区接触。因此我们认为,所谓的社区博物馆,其实可以看成是传统博物馆以社区为对象的一种服务形式,是传统博物馆自发地突破自身的瓶颈,大胆接触“新事物”的一种尝试。
3.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与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关系
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既然都是“新博物馆”,那就必定和“新博物馆学”运动有关,关键问题是孰先孰后。一般认为,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都是“新博物馆学”运动的产物,但事实上,两者的出现都要早于“新博物馆学”的诞生。最早的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都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而且其早期的探索还要更早些,因此“新博物馆学运动”早于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看法是不准确的。
“新博物馆学”这一学派是于1972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成立的,但其理论和实践成熟的标志是1984年在加拿大魁北克举办的首次有关生态博物馆的国际研讨会,会议主题是“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会议还发表了“新博物馆学”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即《魁北克宣言》,其主要内容与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相一致。也就是说,“新博物馆学”的理论是建筑在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实践之上的,是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实验促成了“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发端。作为一门学科,传统博物馆很少触及人文层面及其在促进社会发展上的角色,新博物馆学所强调的正是对博物馆“目的”的自省和其社会意义层面上的思考[6]。
二 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功能
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产生背景,直接决定了两者各自不同的功能。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生态博物馆是一个生命系统,社区博物馆是一个社会系统。系统是运动的,因此两者的功能也随着系统运动发生着变化。
1.生态博物馆的功能
生态博物馆的实验要早于生态博物馆概念的正式提出。在1971年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倡导者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第一次提出“生态博物馆”这一概念之前,法国中央政府就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投资一项以振兴法国乡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为宗旨的“地方自然公园”(Regional Nature Parks)计划。法国的另一位生态博物馆先驱乔治·亨利·里维埃审时度势,把瑞典斯坎森露天博物馆(Skansen Museum)的理念引入法国地方自然公园中,并保持了公园中所有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此时的法国地方自然公园,从整体上来说还不是生态博物馆,而更像是一个自然保护区,只是公园中的若干座博物馆开始尝试着把人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保护和展示,并且由当地居民直接管理。博物馆内陈列当地农民的农具、家居摆设和手工艺品等,而博物馆外绝大部分都是自然景观。公园内的生产生活主要还是以传统农牧业为基础,对自然环境的人为改造还比较少。因此法国地方自然公园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原生的自然环境,并开展自然环境保护的教育,是为第一代生态博物馆。
1971年,戴瓦兰在法国东部勃艮第(Bourgogne)的老工业区和当地居民一起创办一座新型博物馆,目的是为当地失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和激发他们对未来发展与生活的信心[7]。1975年,该博物馆以“克勒索-蒙特梭煤矿社区生态博物馆”(Ecomusée de la Communauté le Creusot-Montceau-Les-Mines, Ecomuseum of the Community Le Creusot-Montceau)的名称正式开放。
在老工业区建立生态博物馆,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工业化的反思。生态博物馆是人类和自然的一种表现。它将人类置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之中,它用野生、原始来描绘自然,但又被传统的和工业化的社会按照其自身的设想所加以改造[8]。克勒索曾是军火工业区,蒙特梭是以煤矿采掘业为支撑的城镇,两者的结合使生态博物馆第一次融合了工业文明与经过其大规模改造的自然环境,这也标志着生态博物馆开始走出狭义的自然生态范畴,从而进入到广义的自然与人文社会综合生态中。以克勒索-蒙特梭煤矿社区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第二代生态博物馆在功能上较之第一代生态博物馆复杂得多,在保护上不仅一如既往地重视自然环境,还加入了工业遗产这一工业社会带来的独特文化遗产。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洲经济陷入泥潭,生态博物馆的发展遇到了经济瓶颈,像法国地方自然公园那样完全由中央政府投资建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这一时期许多生态博物馆迫于经济压力而关闭,新成立的生态博物馆也转而开始企业化的经营。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却呈现出另一种独特的样貌。1998年贵州六枝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的成立,赋予了生态博物馆运动新的内涵,总结出“六枝原则”,突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这恰恰是传统博物馆力不从心的方面。生态博物馆运动在中国,与分布在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及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镇)相结合,将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地保护起来,开辟了第三代生态博物馆的新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又有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和安徽西递宏村生态博物馆等一批新的生态博物馆陆续建成或动工。由此可见,生态博物馆的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到对自然人文生态整体保护的理念,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2.社区博物馆的功能
与生态博物馆相比,社区博物馆很少涉及到自然环境与自然遗产方面,特别是城市社区,它着力解决的是人与社会(社区)之间的问题,如关怀弱势群体,协调人际关系等,功能相对稳定。
“社区博物馆是从底层产生的,而不是由上面强加的。”[9]因此,社区博物馆关心当地的、当下的社区,代表了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是居民充分行使话语权、争取自身权益的平台。
同样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社会也在发生着巨变。传统博物馆认识到走出馆舍、主动担负起社会责任的重要性。1967年,世界上第一座社区博物馆——安纳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黑人聚居区成立。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博物馆,而是史密森学会与安纳考斯提亚社区之间的中介。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学习的场所,以解决社区中的五大社会问题,分别是居住、失业、教育、吸毒和犯罪[10]。同时,恢复和保护因人口迁移业已丢失的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集体记忆,增强社区居民与社区的联系,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对博物馆社会功能的官方确认一直要等到1974年,国际博协把“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纳入到博物馆的定义中。之后,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社区博物馆迅速发展,从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扩展到贫穷落后的南美洲、非洲国家和地区,尤其以美国为社区博物馆的实验重镇,展示街区或社区文化成为社区博物馆的首要任务。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原本坚持社区价值和理念的博物馆被重新纳入到传统博物馆体制内。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区博物馆发展趋势来看,西方的社区博物馆似乎已不再执着于曾经激进的理念,开始理性地回归,将视野投向了历史文化与社会地理空间合二为一的社会体文化(有一定的源头、一定的存在区域“地域的或社会的”与一定的发展历程)和亚文化(团体或共同体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11]。进入21世纪,国际博物馆界再度开始重视博物馆的社会参与性。2001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即为“博物馆与建设社区”,2010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社会和谐”,社区博物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博物馆学者认为社区博物馆的工作重点是守望社区价值,守护社区成员的精神家园[12]。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文物局授牌的社区博物馆,就是为了保护“三坊七巷”这一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延续福州老城区的文化价值和历史记忆而成立的。
三 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范围
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范围既是区别两者的重要因素,又是容易混淆的概念。这里的范围既指两者的实际覆盖和辐射范围,又指理论上作为概念区分的界限。
生态博物馆包含了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生态两层内涵,在概念范围上要大于社区博物馆。甚至可以说,社区博物馆这一集合正是包含于生态博物馆集合之中的。生态博物馆中也有社区,也致力于保护社区居民的文化遗产。以社区为核心和开放性是生态博物馆最重要的特征[13]。但生态博物馆的实际范围不仅局限于社区,还包括比社区大得多的自然环境区。譬如法国“克勒索-蒙特梭煤矿社区生态博物馆”,覆盖方圆约500平方公里的地域面积,一半为乡村,一半为工业区域。其中包括两个城市社区,即以制造业为主的克勒索社区和以煤矿业为主的蒙特梭社区。
社区博物馆在概念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社区博物馆就是把一个社区或一个街区作为博物馆;广义的社区博物馆可以是一个有关社区的博物馆,也可以是利用社区资源进行发展的博物馆,它可以在社区里,也可以在社区外。在实际范围层面,社区博物馆主要是在城市社区。社区原意是指城市中的共同体[14]。而作为共同体,一个或多个社区内的居民就必须有相同或相近的利益和意识。因此,社区博物馆并不像生态博物馆那样具有开放性,比如若干个部落有不同的信仰和崇拜,它们就不能组成一个社区。当然,社区博物馆也不仅仅分布在城市,只是由于现代城市社会问题较为集中,社区博物馆的作用与价值也就表现得较为突出,比如一些由历史原因造成的移民区、有色人种区、犹太人聚居区等。在城市之外,社区可以是一个自然村、原住民区或少数民族区。
四 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共性
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既有个性,又有共性,而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的。
第一,两者共同的主体都是人。归根到底,不论是保护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社会环境,博物馆都是为人服务的。在理念上,社区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秉承着相似的精神境界,均关心博物馆与社区的关系,然而生态博物馆并不以社区为界[15]。博物馆与社区的关系,最终就是博物馆与人的关系。
第二,两者的本质都是活态的。活态是指现仍保持着原初或历史过程中的使用功能,一些活态遗产在国际遗产界往往又被称为生态博物馆[16]。事实上,社区也是活态的。在历史文化社区建立社区博物馆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当地的活态,展现其发展过程。现代城市社区虽然历史较短,但它也仍然在被使用和发展着。总之,活态强调的是动态而非静止,是联系而非孤立,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第三,两者都强调原真性。原真性在国际遗产界首次提出是在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而在此之前,在文化批判领域就已经出现了这一概念。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原真性即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17]。对传统博物馆而言,将其藏品从原生的环境或语境中抽离出来,放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建筑中,这就已经破坏了藏品的原真性。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原状保护和收藏模式很好地弥补了传统博物馆的这一缺陷,成为保护自然遗产原真性与文化遗产原真性的最佳选择。同时,原真性与活态性也具有实质上的关联性。
第四,两者都突出民主性。民主性首先表现在两者都破除了传统博物馆精英体制的束缚,它们摒弃了传统博物馆凸显物件自身价值,视之为代表或“杰作”的观念,希望将物件置于人类、社会、文化或自然单位的脉络中考量,视其为整体中的一部分[18]。这就实现了藏品及其文化内涵的大众化。其次表现在社区居民在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中的主人地位。居民直接参与到博物馆的管理与运作中,对自身文化与行为拥有自主和解释的权力。居民的知识、经验和意愿成为博物馆发展的动力,专家学者和政府机构只是从旁协助,提供必要的建议和资金政策支持。因此,不论是生态博物馆还是社区博物馆,专家与居民都是合作关系,而非传统的主从关系。
五 结语
“新博物馆”发展到今天,并不能与传统博物馆一刀两断,它可以被认为是博物馆的新类型,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多学科交叉形成的产物,其存在的宗旨、目的/目标、工作原则/伦理,以及基本结构、框架等等,与传统博物馆有本质的一致性,是博物馆的当代新发展[19]。尽管当年被国际博物馆界视为新博物馆学旗手的法国克勒索-蒙特梭煤矿社区生态博物馆、美国安纳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等,现在都已回归了传统博物馆,但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国际影响和意义是深远而重大的。目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中,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正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并且两者的实际运作模式正日渐趋同,这就更加凸显了辨析两者异同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本文从理论与实际出发,阐述了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产生背景,比较分析了两者的社会功能和概念范围,最后又归纳了两者的共性,希望这些初步的探索能对深化两者的认识有所帮助。
[1][8]《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刊载了乔治·亨利·里维埃《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义》,孟庆龙译,这是第一篇介绍生态博物馆的文章,是中国关注与研究生态博物馆的开始。《中国博物馆》2011年合刊发表了宋新潮《生态(社区)博物馆与变革中的博物馆》、安来顺《国际生态博物馆四十年:发展与问题》、潘守永《生态博物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时性观察与思考》、雨果·戴瓦兰《未来的博物馆》(宋向光译)以及对倪威亮对苏东海的访谈《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反思与瞻望》,反映了中国博物馆学界对生态博物馆研究的最新进展。
[2]转引自张誉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台北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4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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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建昌:《博物馆与当代社会若干问题的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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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Museum Forms Under the New Museology Move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museums and Community Museums
LV Jian-chang YAN Xiao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Eco-museums and community museums are two representative museum forms derived from the New Museology. They are not restricted with the limitation that traditional museums have and are both coping well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raditional museums have been examined,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se two museum forms have been rarely conducted, which has caused the confusion on the two concepts. Eco-museums and community museums share some common features but enjoy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While eco-museums focus on the integral protection of both natural and humanity ecologies, community museums attend to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its development with little attention on natural and environmental heritage. Living presentation, authenticity and democracy are the features they share in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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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展示与文化阐释——美国历史住宅博物馆相关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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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的历史住宅博物馆主要是由曾作为居所的历史建筑改建而成的一类博物馆,也是历史建筑保护和展示的方式之一。博物馆通过复原室内历史场景,让观众体验和了解历史;以物质文化来解读历史,其展示内容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也试图通过对历史的表述来影响人们的观念。关于展示内容“真实性”的讨论,又涉及了博物馆实务与展览理念。同时,美国这些故居旧宅改建的博物馆对我国的建筑遗产保护实践亦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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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念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历史建筑博物馆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Historic House Museums, DEMHIST)定义“Historic House Museum”(历史建筑博物馆或历史住宅博物馆)[1]:“一些以往曾被居住,现已向公众开放的历史建筑物,可被视为一类博物馆。它展出内里的家具及具有历史文化和国家(价值)的文物收藏,保存了杰出屋主人的精神,与地方历史记忆有紧密的联系。”[2]从历史建筑保护角度而言,这类博物馆不仅保存了建筑物的形制,更展现了建筑物的功能。名人故居、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场所、乡宅、城堡、官邸、神职人员居所、农场[3],以及政府建筑、旅馆、酒馆、磨坊和一些工业遗址等[4],这些代表着一段过往生活方式和建筑特点的居住空间及环境,保留与展示着社会历史文化。本文即以由历史故居所改建而成的博物馆为讨论对象。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博物馆专家已注意到历史住宅博物馆建设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快速城市化的美国社会尤为注重保护历史遗址、考古遗址等,这类博物馆的数量不断增长,在美国博物馆总数中占了很大比重[5]。同时,住宅博物馆记录下的不仅是一些名人轶事、一段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室内装饰特点,还有与建筑相关的生活环境、人们的传统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尽管一些历史住宅博物馆规模并不大,对于当地社区而言,却体现了他们保留历史建筑并进行展示的自豪感,凝聚着文化认同情感,得到了地方政府和民众的支持。
二 展示内容
历史住宅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包括建筑物本身及其内部陈设物品,如家具、装饰品、主人的艺术收藏等;建筑物与外部环境也形成一个整体。
博物馆通过实物与环境,记录和表现原居住者的生活情形和艺术审美。实物包括原件、复制品和模型。大量的住宅博物馆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经历,而是几代人或一个时代的生活形态。如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图德宅邸”(Tudor Place),是美国首位第一夫人玛莎·华盛顿(Marthea Washington)孙女夫妇的住宅。这一家庭收集了大量精美的装饰艺术品,如银器、瓷器、绘画、家具等。如今,都按原先的位置摆放展示。
由于历时久远,有些住宅的物品散佚,当时的居住情形已无法确知。这样的情况下,博物馆选择复原当地某一历史时期的居室形态。参观者也可从中了解到原主人的生活情形。如首都华盛顿的“敦巴顿宅邸”(Dumbarton House),由费城一位商人建于1799年,几经转手,由一家民间组织买下,加以修缮并向公众开放,展示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的建筑、家具、装饰艺术以及附近区域的生活风尚。
还有一些住宅博物馆,主人有丰富的艺术品收藏,博物馆的展示就侧重于这些藏品。如弗里克美术馆(the Frick Collection),这座位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街之间的建筑物,原为一位匹兹堡煤炭与钢铁大亨的宅邸。他在建造这座楼房之时,已计划要使其成为一座美术馆,用以“鼓励和发展艺术学习”。
三 展示与阐释方式
1.场景展示
住宅博物馆内的每一个房间就如同一个小展厅,呈现不同居室的布局和摆设。博物馆希望观众能够从这一户家庭的生活方式看到一个时代的居住特点和社会故事。同时,博物馆对艺术品的展示也综合了当时的历史文化信息,艺术品是与家居情形结合在一起的,与曾生活在这一建筑中的人们有着关联。
有的博物馆凭借历史地点的空间感和展览媒介来“讲故事”。如位于首都华盛顿西北部的“林肯小屋”(President Lincoln’s Cottage),曾是林肯总统的重要居所。然而,室内基本已无当年实物。博物馆重建了地板等室内装修,复制几件简单的家具,并未增加更多展品。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观众通过导览员的讲解和视听材料,形成对历史的了解和记忆。
2.导览
以讲述历史故事而言,导览员的讲解确为一种生动的方式,既能传递更为充实的展品信息,又能与观众互动。有的导览员或志愿者还穿戴有时代特征的服饰进行角色扮演,增加观众参观的乐趣。
3.辅助观众自行参观
展品说明牌通常只能容纳展品的基本信息,博物馆的一些展览辅助方式有助于参观者了解更多家庭故事和时代背景。语音导览、供观众上手的历史实物复制品、背景材料说明文档等都是常见方式。
4.主题展览和教育活动
博物馆教育中心或游客中心的活动、专题展览、历史剧情表演、互动节目等,都充实了观众的参观体验。例如,美国首位总统华盛顿的故居“弗农山庄”(Mount Vernon)的游客中心有两个主题展览:一个展示了精美的艺术收藏;另一个则是讲述了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故事。还有为3~8岁小朋友策划的历史教育中心(Hands-on-History),小朋友可以在这里穿戴18世纪的服饰,感受和了解当时的生活习俗。
5.博物馆商品和社区活动
博物馆商店对住宅博物馆而言,既能增加营运收入,又能延伸展示和教育内容。如弗农山庄的纪念品商店,商品种类丰富,有利用藏品图案和纹饰制作的装饰品、展品复制品,也有颇具时代风格的工艺品等。同时,这里的商店也是全球最大的有关乔治·华盛顿主题的书店。此外,博物馆餐厅供应有时代特色的餐品,让参观者体验身为“华盛顿家的客人”。又如“图德宅邸”这样的小型博物馆,入口的观众接待处结合了多项功能:信息咨询、博物馆商品展示、以及一些相关历史实物的陈列,如同一个“微型展览”。对观众来说,到商店看一下,既能对展览产生回味,也了解了更多的历史背景信息。
近年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诸多住宅博物馆面临经济压力,纷纷根据自身特点吸引观众,以文化服务来增加收入。他们尤其注重在社区的影响力,设计了各类可供社区居民参与的活动,如露营、宴会和婚礼场地租借等。
四 复原展示历史“真实性”的讨论
观众希望通过参观历史住宅博物馆,获取关于历史的记忆和乐趣,体验时间与空间的转变,感受完整的历史氛围。而在这些复原的场景中,能够实现多少程度的历史“真实”,又成为博物馆和观众讨论的主题。
1.时间与地点——历史建筑的保护要素
历史住宅博物馆首先面临的是建筑物的保存与修复,“真实性”是其有关价值的基本要素。1964年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威尼斯宪章》提出修复过程“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将岁月的信息 “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1994年延续了《威尼斯宪章》精神的奈良真实性会议的《奈良真实性文件》指出了“真实性”评判与“形式与设计、材料与物质、用途与功能、传统与技术、地点与背景、精神与感情等内在或外在因素”相关。
美国城市的建筑遗产与我国很多城市的近现代历史建筑相似;历史住宅博物馆与我国的名人故居、依附故居旧址而建的纪念馆及一些曾为家宅院落的文物保护单位等颇为类似。我国的200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保养和迁移,提出“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也体现了一种对于建筑物状态“真实性”的要求。不过,对应展示内容,住宅博物馆建筑所反映的时间“真实性”则面临了更为复杂的情况。博物馆通常会选择最有纪念意义或是实物保存最多的时期进行展示;或是在不同空间展示不同时期的使用功能,如客厅是18世纪中期的风貌,卧室则是19世纪初期的特色。这与建筑物外观很有可能并不“同步”,形成一种时间上的“错位”,观众对建筑内外的整体感受也受到了影响。
住宅博物馆所在的地点是人物生活、事件发生“真实性”表述的关键。对历史建筑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在于尽可能保持其所在位置和相关人文、自然环境信息。但在现代城市,我们常见到处于高楼大厦包围之中的历史旧宅,即便保持了真实的地点信息,历史情境感也已减弱。
建于19世纪末的斯坎森(Skansen)博物馆诞生于瑞典社会步入城市化的进程中,汇集了从瑞典各地搬迁而来的建筑和设施,严格按原状进行复原陈列,希望能通过展示完整的场景来表达真实的历史感,由此形成了世界上第一家露天博物馆和移筑类博物馆,为博物馆陈列和历史建筑保护提供了新的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着改变,“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的重要意义日益显现,迁移异地保护成为特殊情况下不得已的处理方式。20世纪末,安徽晚清的黄姓民宅“荫余堂”被整体搬迁至美国波士顿附近塞勒姆(Salem)的皮博迪埃塞克斯(Peabody Essex)博物馆。建筑物的构件都得到了复原,重建过程中也保留了中国传统建筑技艺和习俗;博物馆还运用家庭几代人的生活用品,设计题为《宅、祖、乡》的展览,展现安徽普通民居生活。只是,观众仍缺少了地点的“真实感”。
2.通过展品获得的历史信息
博物馆展出哪些具体内容与实物材料的掌握和研究程度有关。为展现住宅历史,让观众看到复原的室内场景,博物馆专家、历史学家、建筑师和文物保护专家等都参与到博物馆建设和布展过程中,通过各类文献,如信件、照片、日记、报纸、财产目录等,结合多学科方法进行研究,使得室内的复原陈设有据可循,并进行详尽的记录和报告。这就如同是各方研究力量共同拼出一块相对完整的历史记忆拼图。以窗帘为例,要根据资料了解所要表现的时代流行式样,由专门的纺织品复制品公司制作,并且布料的产地也尽量与原先一致。
又如家庭财产目录(Inventory),这一类文献材料的内容大致包括物品的名称、数量和金额,研究涉及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美学等,为博物馆工作者复原某一时代的生活情形提供了依据。对研究者来说,要能从冗长的数据记录里判断出当时人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是很重要的。不过,研究人员也无法从财产目录获得所有信息。比如,很多表现普通百姓生活的物品,在财产目录里并不会出现。
观众通常会希望看到主人或来客曾实际使用过的器物,但常遇到的情况是实物已散失,博物馆用复制品或同时期同类型的器物进行替代。虽然说,博物馆减少对原物的依赖,陈设一些有历史依据的复制品或替代品,是基于“讲故事”的阐释方式,也展示了博物馆的研究成果。然而,在一个讲求情境感的复原环境里,原物和复制品、模型给观众的心理感受会是不同的。如果住宅地点和人物都是真实的,那么,这些“替代品”是否还能成为“真实”情境的一部分呢?
3.历史氛围的营造与体验
建筑、藏品、自然环境,都是历史住宅博物馆用来“讲故事”的载体。有的观众表示,复原场景让他觉得似乎主人很快就会回来,但说明牌和导览系统,以及一些安保、文保设备等现代物品和工作人员的出现,则可能会多少破坏观众感受到的房间整体“真实感”。参观者的个人体验效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解员。
从博物馆这方面来说,必须为维护正常运行而设置一些设备,经费与人员限制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导览系统的管理和不断升级对一些小型博物馆来说,会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培训员工则相对经济。并且,有工作人员在展厅,还能够随时回答观众提问和照管展品。对于那些仅有少量历史实物留存的博物馆来说,讲解员的阐释就显得更为重要。如上文提到的“林肯小屋”,参观过程中由讲解员控制行进节奏,与观众交谈,启发观众去观察和思考。
观众希望能在历史住宅博物馆感受他们想象中的时空转变。博物馆那些身着历史服饰的工作人员,也成为“历史空间”里的一部分,营造出“完整的”历史场景,满足了观众的体验需求。现代社会的博物馆重视教育功能,在休闲活动方面亦与其他文化娱乐场所竞争,由此,在历史住宅博物馆中,也更侧重演示“故事”,设计了多样化的导览方式和互动活动。原本想表明这是“现在的状态”,让观众得到更为生动的体验,但观众在这样的环境中反而产生“这是表演”的感觉。
这类保持和复原建筑内外历史风貌、让工作人员身着传统服饰演示并与观众进行交流的方式,在露天博物馆等各类室外展示区域有着广泛运用。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些恢复历史风貌、展示传统生活的历史街镇,也结合了这些阐释历史的特性。历史建筑给人们带来的怀旧情感,充实了地方的吸引力,成为增加旅游及相关产业收益的要素。然而,游客从中得到乐趣的同时,也常常会有如同在“主题公园”的感觉。人们希望看到传统在今日的延续,而并非仅是上演节目的旅游景点。
五 社会历史与博物馆的展览阐释
1.以物质文化讲述历史
回顾这些住宅博物馆的形成,开始是受到英国古建筑和纪念物保护风气的影响[6]。这类博物馆的发展过程,满足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和精美事物的崇敬与纪念之情。北美语境中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概念涵盖了由文化决定的行为所改变的物质环境,如房屋与花园,城镇与田地,还有如歌舞等无形文化[7]。历史住宅博物馆以实物和复原场景来讲述历史,有助于人们突破个人经历,通过物质文化去了解那些在时空上有着遥远距离的人和事。
美国的历史住宅博物馆发展早期,所讲述的多是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如最早的两处博物馆都与乔治·华盛顿有关。前者是独立战争时华盛顿的司令部;后者是华盛顿婚后居住的宅园。逐渐的,人们意识到需要去发掘历史的不同层面,将视野延伸到下层阶级和普通人的生活。
2.社会历史发展与博物馆之间的相互影响
社会文化的转变影响到博物馆的表述。例如,作为美国历史住宅博物馆滥觞的弗农山庄有赖于妇女组织“弗农山庄女士协会”的呼吁与集资。这与19世纪妇女运动兴起、妇女积极获取社会地位、体现自己价值的社会背景相呼应[8]。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住宅博物馆通过展示家庭生活状态来展示女主人的形象。20世纪20年代,史密森博物学院(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第一间展示某一时期特征的房间(period room)即用镜子、厨房用品、纺车来表现女性生活[9]。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新社会史学,强调多元文化,构建“自下而上”的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影响到美国博物馆界。研究者认识到房屋是反映社会行为的重要物品,具体研究对象包括客厅家具、餐具、厨房用品、清洁工具等,关注普通家庭的劳动、工作和教育[10]。
尽管今天的人们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不同阶层的故事,然而对“移民者”历史的表述仍是一个复杂的主题。比如,那些奴隶的小屋是无法回避的历史场景,但博物馆还是会考虑到参观者看后沉重的心情,以及白人和黑人观众不同的感受。由此,弗农山庄不仅复原展示了奴隶的住所,还设立了“奴隶纪念碑”,用以纪念那些曾经在弗农山庄生活和工作的奴隶。
另一方面,博物馆认识到历史想象对于社会观点形成的作用,也试图通过对历史的表述来影响人们的观念。如“弗农山庄女士协会”在早期就会谈及乔治·华盛顿团结妇女力量的事迹[11]。如今,弗农山庄将其使命定位为:良好保护、修复以及管理乔治·华盛顿故居,向全世界的来访者介绍乔治·华盛顿和他的遗产,使其精神财富得以传扬和传承[12]。又如被称为“美国民主与政治的摇篮”、在美国独立战争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威廉斯堡(Colonial Williamsburg)表示希望能够激励参观者从历史得到对未来的启示[13]。
同时,住宅博物馆还鼓励人们重视家庭历史,让家庭传统成为社会传承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博物馆影响着观众,让他们由参观的住宅历史、联系到自己家庭的历史,推及关注到更广泛的社区、国家范围。
3.博物馆讲怎样的故事
作为社会文化力量的一部分,博物馆通过展览和教育活动实现其社会责任。正如美国博物馆联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2013年年会主题“故事的力量”(The Power of Story),博物馆讲的故事,能对观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修复工程以历史建筑表现这一地区18世纪时的生活状态,期望能引导人们传承一种积极的美国精神。然而,由于黑奴与威廉斯堡所要展现的上层白人的价值观有所抵触,因此,一些与黑人日常生活相关的场所,比如黑奴市场和奴隶居所,当时便没有被修复展示[14]。
对观众而言,不仅希望在展览中看到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也会想要了解这些人物是怎样作为“真实的人”而生活着的。那些在历史发展中模糊了的平凡身影和受到多角度讨论和争议的形象,都是历史故事的一部分。观众也会有疑问:展览故事中的主角是否会为迎合展示的需要而被塑造成某一形象?那些没有在展览中出现的人物是否只是因为不适合表述的目的?故居博物馆能够从地方的、贴近生活的视角去还原和展示历史事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记述来引导观众理解过去。只是,我们也无法回避的是,博物馆所依靠的研究材料已是对历史的一种“再记录”,展览又出于一定展陈目的,我们并无法“真正”还原历史。
六 余论
由19世纪50年代弗农山庄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威廉斯堡的修复工程,均为美国建筑遗产保护史上的里程碑,诸多建筑物的室内复原陈列与阐释方式均以历史住宅博物馆的方式呈现,使得博物馆建设与历史建筑保护形成了紧密的联系。
时代的变化影响着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存和阐释方式。在“世界文化遗产”概念的广泛影响下,对建筑遗产的保护逐步从“杰出的、在历史或艺术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物古迹、代表性作品”到民居、乡土建筑、工业遗产等,呈现出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从有形的建筑实体维护到结合工艺技术、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与此相映的,是博物馆对社会历史的讲述中更多关注“普通人”的身影,注重展品背后无形的历史文化信息,展示多元化的主题。这些趋势,都在历史住宅博物馆这一建筑保护与展示类型上得到了体现。
无论以怎样的形式保护历史建筑,都是希望人们能够了解历史,并对未来产生积极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关于名人故居或是有特色的民居保护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将这些历史建筑加以保留,留下城市发展的印记,是无数人的心愿。其中,改建为博物馆进行展示,是一种主要的保护方式。怎样去保存和展示一座“人去楼空”的建筑物,讲述曾经的故事,或许美国历史住宅博物馆的展览阐释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感谢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物馆学系系主任Kym Rice及其2011年秋季课程“Interpreting Historic House Museums and Sites”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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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 Presentations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A Study on American Historic House Museums
LIU Shou-r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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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istoric house museum, one of the major museum typ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fers to a dwelling place that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museum. It provides one approach to protect and present historic architectures. The museum engages visitors to the past by restoring historic interiors. It tells stories with material culture. While the presentation in the museum is influenced by social development, it also attempts to influence people by interpreting history. The most discussed on historic house museums is the authenticity, which involves museum practices and exhibition theories. The historic house museum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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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手工拓制技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在博物馆事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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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手工拓印是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一门传统的手工艺技术,也是我国文博工作中使用的业务技术之一,它在保存、传播与展示历史、文化、艺术方面起重要作用。在博物馆事业迅猛发展的今天,手工拓制还是将动态文化遗产过程转化为静态文化遗产结果的重要工具,如今它正以全新的理念加之更博大的内容继续为保护、弘扬博物馆文化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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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强明中(1957-),男,南京博物院办公室副主任、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手工拓制技术、文物保护技术。
手工拓制是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一门传统的手工艺技术,也是我国文博工作中广泛使用的业务技术之一,它在保存、传播与展示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起重要作用。手工拓制还能将动态文化遗产过程转化为静态文化遗产结果,即人们所称谓之“非遗”。所以提升它的科技含量,发现与发掘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拓制技术在文博领域中可持续性发展性等问题应得到文博界的广泛关注。
一 提升手工拓制技术在传统文化里不可忽视的价值
早在北宋年间,已有文献中记载文士、拓工制作拓本的情形,王安石在《和董伯懿咏裴晋公平淮西将佐题名》中说:“君曾西迁为拓本,濡麝割蜜亲劘揩。”[1]楼钥在《跋汪季路所藏<修禊序>》中言:“焚膏继短晷,拓本手不停。”[2]可见当时制作拓本并非都是工匠“专利”,它还是文人大夫陶冶高雅情趣之真实流露。然而文化修养、专业技术与努力敬业等三大要素,决定了手工拓本的拓制质量,迄今这“三位一体式”规律并未因时代改变而改变。
手工拓制的技术含量在于“以小见大”,即拓制时用力的轻重、使墨的深浅,拓制器物的大小、质地,以及拓者对拓制对象内容理解的程度、拓本的用途等,对于拓本质量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有的拓制对像被长期风化、浸蚀与缺损,图文模糊不清,就需要“蝉翼拓”——雅淡而不黑,墨如蝉翼,用力轻柔细腻,使图文清楚容易辨认。尚若拓制对像图文清楚,物体表面平整,则需要“乌金拓”——乌而发亮,光泽曜人更能凸现艺术魅力。手法适度给力,讲究用墨之匀称。古人云“良工善得丹青理”,用到这里就再恰当不过了。
当然许多器物的拓制,更需要拓制专业人员的临场发挥,创造性的发挥才能获上乘的一流手工拓本与理想的拓制效果。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拓制的内容不同,所使用的拓制手法也有所不同,最后出现的拓制效果当然不同。例如20世纪60年代江苏南京出土的东晋末至刘宋初墓葬中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画像砖(图一),由于该文物是砖质器物,极容易破碎,人工拓制过程中稍有不慎可能对文物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坏。从艺术角度来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画像砖基本上属“二维平面结构”,我们既要表现出砖画像的写实结构,又要体现出砖画中用笔的挺劲犀利,保留六朝造形秀丽的气质。我们在拓制时除小心翼翼外,又要尽力体现出当时绘画的神韵,秀出线条的时代风格,尤其对砖画下半部分,有意识多上几次墨,逐渐呈上部分淡化。这样就更加突出了画面的空间感,将天空与地面微妙地分开来,这一处理出于“灵感”,但确为拓本增色不少。通过对拓制技术的综合运用,在纸面上完整再现出典型六朝砖质画像的艺术风貌。
从古至今,手工拓本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与文献价值作为金石、书法、历史的研究对象而保存下来。由于年代久远,目前能够见到的拓本实物最早出于唐代,传世拓本中当以敦煌石室所出唐初所拓《温泉铭》及《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又为最早,故非常珍贵。清代人龚自珍在《跋<张司直从申元靖先生碑>》中说:“今日石亡,更为拓本增价矣。”[3]
我国历史上出现拓本精品的时期,主要集中在宋代。宋人曹士冕在《法帖谱系·杂说上·临江戏鱼堂帖》中说:“元祐间,刘次庄以家藏《淳化阁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题,而增释文。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犹有典刑,近所拓者,字多刓缺,亦有补换新刻者矣。”[4]宋拓本由于拓技精湛,一直价格不菲,精美的宋拓本,即使在宋代就为当时人所珍视,黄庭坚作诗说:“孔庙虞碑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5]道出了宋人对手工拓本的喜爱和重视,为了能得到上乘手工拓本,甚至不惜千金以求。明末清初收藏家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记录说:“宋拓《大观帖》有黄、白纸二种,所见不一……按此帖在宋时莆田方楷曾以百万购之不得。”[6]
明、清时期也是拓本制作的黄金时期,清代乾嘉以来,由于金石学的兴起,使拓本大量出现,更加集中地保存了古代文献,为历史学、文学、文字学、书法、考古、艺术等领域提供了翔实完备的基本材料,为我国近、现代博物馆事业、文物事业的兴起,准备了充裕的物质基础条件。
二 重视手工拓制技术在文博事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近现代文博事业的发展中,手工拓制技术在文物考古、博物馆工作中广泛应用于碑刻、墓志、雕塑、玉器、青铜器、画像石、画像砖等诸多器物的铭文、图像等,通过拓片人们积累了大量文献资料、历史文化信息,充实了各级博物馆的收藏,也以其特有的形式参与了历史、文化的发现和创建,在保存古代历史文献、致力于现代人文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贡献,成为现代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概括起来,手工拓制技术在文博相关业务中所起的作用有以下六点:
(一)手工拓制技术在考古中用来记录、揭取、保存墓葬、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历史文化信息,如文物的木质、砖质、石质铭文、图像。这些图文资料甚至需要在第一时间内进行拓制,一旦脱离特殊的环境或时间延长,很多信息就有丧失的危险,如最早的木质文物信息(图二),一旦离开特殊的墓葬环境,就会缩水,很难再保持原貌,因此手工拓制技术务必在第一时间内进行,在第一时间揭取。手工拓制技术是考古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技术手段。
(二)手工拓制技术也是博物馆保存文献、图像资料的有效方式,作为信息资料库,博物馆保存的甲骨文拓本、青铜器铭文拓本、画像石、画像砖图像拓本以及历代碑版印章拓本等,尤其是有时间跨度和迭经名家收藏的拓本皆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必不可缺的精神食粮与媒介。
(三)手工拓本亦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工艺美术等领域的基本资料并被持续使用。历史学家在甲骨文拓本上对商代历史展开综合研究和分析;同样,大量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通过拓本也可清晰地认识、梳理、研究先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各种碑版的拓制,对于我国特有的书法艺术的研究和创作更具核心价值。可以说没有碑版的拓制,就不可能有后来“金石学”与“碑学”的兴起。
(四)手工拓本也能作为博物馆主题展览发挥作用:其一,推出以手工拓本作为展示的主要内容和对象的专题展览,如一定数量的碑版拓本、墓志铭拓本,即可组织书法类相关专题展览,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拓本、画像砖、画像石拓本的专题展等等。其二,把手工拓本作为专题展览的组成部分,与其他文物共同构成展览的内容。其三,拓本组成展览内容的释文部分、展览招贴内容、展览宣传物的说明内容、展览图录内容。其四,拓本在装饰、美化展览中常常起到“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
(五)手工拓本在图书出版方面的运用有以下形式出现:
1、作为书刊的主要内容使用,如《中国画像石全集》、《中国画像砖全集》等,拓本为编撰画集的主体对象。
2、作为书刊图录或组成部分被使用。主要在于书法类、绘画类、雕塑综合性画集的编撰方面。
3、在考古类、历史类、艺术类著作中为具体说明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或作为解决某些学术问题的证据以及说明、诠释某些艺术现象而作为重要图像资料被广泛使用。
(六)当代文博界有人认为在如今数码技术提取三维文物图像信息条件下,手工拓制技术展示的二维图像已是“明日黄花”,虽然它还继续承担着某些技术重要职能。这种理念误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数码技术取代论——它不能认清信息的数码保存与拓片保存是保护与展示文物不同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互补关系,数码科技虽能便捷、真实、客观地反映物体全貌,然而拓片展示的物体“二维空间”方能产生“三维空间”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与视觉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科技只能是保护拓片技术的重要方式之一。
2、拓制技术局限论——它忽视了拓制技术首先是文化传承尤其是科技文化传承。如今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我国文博事业的迅猛发展让手工拓制技术从“边缘化”中走出来,从旧日的“文人情怀”中走出来,成为文物保护的必须与艺术殿堂的奇葩,当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乃是古老的拓制技术得以焕发青春的道路选择,反之则是当代科技发展的大缺憾、不完善。
如今手工拓制技术的传承、提高在相关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现代科技手段不断更新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手工拓制技术的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对传统手工拓制技术的扶持力度,还有对拓印人才的继续培养,一定是文博界不容回避的问题。博物馆在目前条件下即要重视对“一流”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文博信息专家、文物鉴定专家等的培养,又要重视一流技术人才队伍的建设。笔者认为唯有培养一流的拓制人才方能为手工拓制技术的传承有序、为一流的手工拓本的制作提供一流的保障,这将是文博事业取得更加繁荣的坚实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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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Stone Rubbing in Museum Practice and Its Value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QIANG Ming-zhong
(Nanjing Museum, Nanjing, Jiangsu, 210016)
Abstract: Stone rubbing is a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formed in history and still in use in today’s museum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serving, disseminating and presenting history, culture and art. Stone rubbing is also an important tool to transfer cultural heritages from the dynamic process to static products. Equipped with new ideas and contents, stone rubbing is making its contribution to museum practic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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